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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合作又争斗的伙伴 
 

——论美日关系 

 

 

吴  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败国日本从遭受了两颗原子弹破坏的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日

本的复兴得力于美国的扶持。美国由于战略上的需要，大力支援了日本，并全面开放其市场，

让日本去赚钱。在朝鲜和越南的两次战争中，美军都使用日本作为后勤基地，使日本发了一

大笔财。但是日本人民吃苦耐劳、埋头苦干的精神对其复兴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这

从几年前在中国颇受欢迎的电视系列片《阿信》中女主角阿信的艰苦奋斗精神就可以窥知一

二了。 

     

日本的经济腾飞与日美贸易摩擦 

 

    １９５０年日本的经济开始恢复时，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仅及美国的３.８％，而到

１９８８年就超过了美国的一半。日本的人口大约只及美国的一半，所以日本按人头平均的

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美国。自然，美国的经济在这段时期并未停滞，不过日本以差不多

高一倍的经济增长率在追赶美国，所以美国显得慢了。 

    日本国土狭窄，资源贫乏，战后又变得民穷财尽。关起门来发展经济，速度绝不可能如

此之快。日本的窍门是出口导向，就是说把生产的商品出口到外国去赚钱，当然主要是输往

美国。美国是世界最大的而且相当自由的市场，每年吸收进口货数千亿美元，又对日本多方

照顾，所以日本的出口条件十分有利。 

    光有市场还不行，商品还须有竞争力。过去日货之质量低劣是有名的。战后为了开拓市

场，日本学习了西方技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商品变得物美价廉，竟顶掉了许多美国商

品。在美国市场上，家用电器大部分是日本制造，录像机美国早已不生产了，全是日本货，

照相机美国也基本不生产了。日本小汽车在美国的销路也十分旺盛。由于好奇，笔者曾多次

去数加利福尼亚州某些停车场上的日本汽车，１９８３年大约占２５％，而１９８９年竟高

达近４０％。加州的情况也许特殊，但据报道日本汽车１９８９年在美国市场上的比例已达

到２４.７％。我问一些美国朋友为什么喜欢日本车，他们的一致回答是：价格便宜，质量

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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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喜好消费，不喜欢储蓄，每个月的收入差不多都花得光光的，剩不下多少钱。分

期付款和抵押贷款办法，使人们比较容易买房子和汽车等昂贵的东西，但也使人们负债，常

常一、二十年也还不清。 

    日本人则相反，比较喜欢储蓄，不喜欢乱花钱。日本是个单一的民族，民族性较强，不

太习惯吃用外国的东西。日本的物价在世界上是很高的。为了扩大出口，日本生产的东西往

往在国外买比在国内买便宜。所以日本人的消费低于美国人。日本的关税近年来虽不断降低，

但日本对某些产品如农产品则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尽管成本很高，也不让进口。再加上某些

规章制度的限制，外国人到日本来做生意，开店铺，往往十分困难。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美国近年来的１５００亿美元左右的贸易赤字中，对日贸易赤字占

了首位，总在５００亿美元上下。美国还有一项逆差，即财政逆差。在里根任总统的１０年

中，实行了减税和扩军备战的政策，所以财政年年入不敷出，赤字连年也是一千数百亿美元。

因此，美国不得不大量吸收日本的资金来弥补赤字。这两项逆差目前虽尚未对美国的经济造

成严重的影响，但长此下去是受不了的。 

    起先日本的对外贸易顺差不大，美国并不在意。后来对美顺差不断增大，美国就沉不住

气了，开始攻击日本的不平等贸易，国内市场的封闭性，对出口产品补贴的倾销政策，双方

争吵得十分激烈。最初，美国要求日本“自愿”限制输美商品的数量，如纺织品、钢铁、电

视机、汽车、机械和半导体等。８０年代初，欧洲经济共同体、英国、美国等一致要求日本

开放市场、扩大进口。于是日本采取了一系列开放措施，降低了１８００项商品的关税。 

    到了１９８５年，美日贸易逆差达４００亿美元。美国再也忍不住了，认为是美元兑换

率过高的缘故，于是伙同英、法、西德等国一同迫使日元升值，从１美元兑换２４０日元上

升至兑换１２０－１３０日元，几乎升了一倍。美国原以为这样做会降低逆差，因为美国货

相对便宜了，而日本货则相对贵了。不料１９８６年的逆差不但未减小，反而增至５８６亿

美元，以后几年的逆差总在５００亿美元上下浮动，效果不明显。 

    为什么会出现异常情况呢？第一是日本商人为了保持其美国市场份额，宁肯减少利润，

也不愿让价格上升过多。第二，有些商品如录像机、照相机等美国已久不生产，一时无法用

美国货取代日本货。第三，许多美国人已习惯使用某些日本货，就是涨点价，仍然要买。不

过这一变化对日本企业打击不小，许多中小企业纷纷破产。从总的来说，日本还是经受住了

这场风波，逐渐适应下来了。 

    日元升值的另一后果是促使日本企业去美国投资，因为用日元在美国建房买地非常合

算，而且日本的地价奇高。美国不是嫌日本货进口太多吗，索性到美国设厂，雇用美国人生

产，总不能说这是进口货吧。 

    美国在经济上的衰落和日本在经济上的崛起，使美国人感到沮丧，而日本则不免有点趾

高气扬。美国人之恼怒不仅是因为美国市场上到处是日本货，还因为美国货不容易进入日本

的市场。美国人在感情受到的最大打击是不可一世的美国竟然输给了小日本。美国是日本的

恩人，把战败的日本扶了起来，还派军队守卫日本，让日本可以少出军费。不是美国慷慨，

哪有日本的今天，而日本竟教训起美国老子来了，怎么受得了。美国舆论也不断地责备日本

人用不公正的手段赚美国人的钱。 

    日本人也不甘示弱。他们说美国人懒，喜欢花钱而不愿储蓄。美国货在市场上竞争不过

日本货是由于质次价高，顾客当然不愿买了！美国自己不争气，这能怪日本吗？ 

     

美日贸易谈判 

 

    美国决定采取措施来扭转对自己不利的局面。为此，除了降低产品成本，提高质量，以

加强竞争力之外，美国还要实施１９８８年经国会通过的《１９８８年综合贸易法》。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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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０１条规定要对外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实施报复。具体办法是对有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国

家进行调查，开列出这类国家的重点名单，与其进行谈判，尽可能先不用报复手段，实在不

行才用提高关税、限制进口等措施来维护美国的利益。美国在１９８９年把日本、巴西和印

度列入名单。 

    谈判什么呢？几年来的经验表明，要日本降低关税、日元升值都解决不了问题。美国于

是从１９８９年起同日本进行“结构障碍磋商”。所谓结构障碍指的是日本经济结构中的某

些对进口美国商品形成障碍的问题。例如：日本对企业投资太多，而对公共设施投资太少，

导致公路、港口、上下水道、公园等相对不足；日本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调控太多，起到了

保护落后，抑制竞争和封闭市场的作用；日本政府为了保护落后的农业，严格限制某些农产

品的进口，以致日本市场上大米和牛肉的价格高出国际市场价格好几倍；日本的土地政策使

得地价飞涨，东京的地价竟比洛杉矶的地价高近百倍，十分不利于美国投资；日本的反托拉

斯法执行不严，因而日本企业能联合起来将外国企业挤出日本市场；日本的大型零售店法限

制了外国零售商进入日本开业。 

    经过半年多的激烈的讨价还价，美日间的“结构障碍磋商”终于告一段落。美国基本获

得胜利，日本做出了许多让步，修改了某些法律和政策，消除了某些妨碍美国产品进入日本

市场的结构性障碍。例如：日本同意扩大公共设施投资；修改禁止垄断法，改善妨碍自由竞

争的商业惯例；修改了大规模零售店法，使开设分店的时间缩短；修改土地税制度，以降低

地价；放松了对超级电子计算机、人造卫星、木制品、医疗器材、通讯设备、农产品等美国

竞争力强的商品的进口限制。美国也许诺减少财政赤字，刺激个人储蓄及企业投资等。由于

谈判取得了不少成果，美国已把日本从重点国家名单上取下。尽管如此，两国贸易摩擦的火

种还不能说已完全消除。今后这样是不是就能显著减少两国贸易的不平衡，现在还下不了结

论，还要拭目以待。１０年间的公共设施投资要增加到４３０万亿日元（约３万亿美元）并

不是件简单的事。日本政府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把这作为政治决断接受下来，将来是不是行

得通，还是问题。此外还有一些商品的进口，例如电子计算机网络、电信服务、非晶态金属、

汽车零件、半导体、建筑业等，还有待日本放松限制。 

    日本为什么竟最终会俯首帖耳地做出这样多的让步呢？这里有它不得不让步的理由。 

    第一，日本的经济虽然发展得很快，近来竟有赶上美国之势，但是美国的综合国力毕竟

还是比日本强得多。日本需要仰仗美国的地方不少，特别是需要美国的市场。１９８８年日

本的出口总额中有３４％是输往美国，而美国对日本的出口则只占１１.７％。如果美国实

行起保护主义政策，那么日本所受的损失要比美国大得多，所以日本不能不屈服。 

    第二，在战后日本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前期，其政府采用某些行政手段对一些重点产业实

行扶持和保护是必要的。但是在经济起飞以后，尤其是在日本已成为经济超级大国，越来越

走向国际化之后，再要对经济实行过多的保护，就会遇到许多严重的问题，结果反而会对自

己的继续发展不利。所以美国提出的结构问题，实际上大多正是日本自身应当解决的问题。 

    所谓结构问题实际上是要日本扩大内部需求，即内需。只有这样才能使日本人消费更多

的商品，从而增加进口。日本虽然在许多制造业上，特别是尖端产业上，劳动生产率高于美

国，但却在农业及第三产业方面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美国。由于政府的长期保护，大量低效

益企业能长期生存，并使日本的整体经济效益低于美国。美国人一周工作５天，而日本人则

一周基本工作６天。日本人的平均工资不比美国人低，但由于日本的物价高得多，所以日本

人的生活水平低于美国人。日本政府从保护国内产业出发，限制进口，限制外商在日本经营

商业，对某些外贸商品实行专营，对某些价格加以支持或直接干预。这种对经济活动的过多

限制自然会形成价格体系扭曲，导致物价偏高。所以尽管日元大幅度升值，日本人仍难以买

到价廉物美的进口货。这种片面维护生产者的利益，忽视消费者利益的政策，自然不利于内

需的扩大。另外，在增加公共设施的投资自然也是扩大内需，增加进口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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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日本实行经济结构改革也是其经济发展到当前阶段本身的需要。如果美国想

通过经济结构磋商来削弱日本的经济实力，那么实际的结果也许适得其反。一个经过这样改

革的日本，也许会在经济上变得更为强大，成为更加难于对付的竞争者。到了现阶段，日本

毕竟不能再依靠出口导向来发展经济了。 

     

相互依存与民族主义 

 

    由于美日两国的经济利益不会完全一致，它们之间的矛盾与摩擦将持续下去，旧的消除

了，新的还会发生。竞争力低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必然会受到损害，而一国的政府归根结蒂

还是要照顾本国的利益，替本国企业说话的。不管两国如何争吵，由于相互依存的关系太深，

一旦破裂，对双方都十分不利，因此最后总是会妥协的。日本需要美国的市场，它还有在美

国的迅速增长的大量直接投资。美国需要日本的资金来填补财政亏空。它在日本也有不小的

市场和直接投资，而且没有物美价廉的日本商品，美国物价也会上涨。目前，两国企业已经

相互渗透，美日之间已形成一个复杂的跨国公司网，使两国经济紧密结合。例如在汽车工业

上，美国的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等汽车公司已在日本的五十铃、铃木、马自达、三菱等汽

车公司拥有股份，而日本的丰田、日产、马自达、本田等汽车公司也与美国的汽车公司合资

或在美投资建厂。 

    相互依存的结果是朝向无国界的经济前进。现在的情况当然还未达到真正的无国界。美

国还要排除各种障碍，迫使日本开放市场。日本也要防止美国实行保护主义，要在美国市场

上自由地竞争。双方也要在相互直接投资上获得更大的发展。于是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难分难解的局面。 

    相互依存的另一结果是走向无国界的政治。由于经济上逐渐不分彼此，分隔国家的墙也

会不断降低。一国的国内事务常常会与国际事务分割不清。长期以来被视为国家主权禁区的

财政、货币及税务政策，现在也成为可在国际上协商的项目了。如不考虑国际影响，一国不

但难于实现其宏观经济计划，甚至会难以制定其社会福利政策。这虽然离目前的实际情况还

有相当的距离，但已出现了一些迹象。在美日结构障碍磋商中美国所提要求已接近干涉内政。

比如说，美国要求日本修改各种有关经济的政策、法律和规章制度，要求日本扩大公共设施

投资等。反过来日本也要求美国降低消费和提高储蓄率。这种干涉会逐渐从经济领域向政治

领域扩展，因为没有适合的政治条件保证，经济也无法顺利发展。总之两国相互依存愈深，

就会愈加相互干涉内政，这是无法避免的。 

    要实现相互依存，一个国家必须国际化。美国早已经基本上国际化了。美国的经济发展

得较早，本世纪初已超过英国而居世界第一。美国的市场一直比较开放（也执行过保护主义

政策）。美国人最早是欧洲主要是英国的移民，以及当地的印第安人，后来又有非洲黑人后

裔，拉丁美洲移民，亚洲各国移民，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体。由于是移民组成的国家，美国

的封建传统很少，资本主义的发展较彻底。它也是一个资源丰富，远离欧亚是非纷争之地，

近邻无强敌的得天独厚的国家，因此经济发展很快，生产以内需为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其他强国或衰、或败，只有美国未受影响，国民生产总值一度占世界的４０％，于是到处向

别国贷款，到处驻军，俨然不可一世。 

    日本在１９世纪中叶之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制国家。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美国

的炮舰敲开了日本的大门，强迫日本签订条约。此后英、法、俄等国也同日本签约，于是日

本门户开放了。不久后，日本实行明治维新，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为资本主义开

辟了道路。但是这次改革并不彻底，日本成了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相结合的军国主义、法西

斯主义的国家。于是从１９世纪末起，日本连年东征西讨，不断进行军事侵略，占领了许多

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战败，以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为代表的同盟军占领了日



《美国研究》1990年秋季号 8 

本，强迫日本实行民主改革，强加给日本一部“永远放弃以国家权力发动战争”的宪法，把

拥有绝对权限的天皇变为没有权力的日本国象征，建立了议会民主制，比较彻底地摧毁了法

西斯军国主义势力，并在经济上多方扶持日本，使其资本主义得到迅速的发展。 

    自明治维新起，日本就一直在进行国际化。日本人首先注意到的是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

日本之落后是在科学技术上，于是开始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甚至于某些文化、生活方式。

但是日本却长期认为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思想道德优于西方，因此  拒绝在这方面学习。直至

美军占领日本，日本才开始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其引进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许多

其他东方国家。有趣的是，日本固有的文化和传统并没有被冲掉，而是奇妙地同舶来文化结

合在一起了。据说有些美国人以为这种结合是日本企业成功的秘诀，于是跑到日本去学习日

本的神道，他们身穿和服，脚踏木屐，睡草垫，参拜神社，努力体验日本人的精神生活，想

弄清日本在经济上成功之路，但是其效果甚微。 

    日本同美国不一样，是个高度单一民族的国家，甚至有相当程度的排外性。别看它越来

越国际化，但外国人想打入他们的社会是很困难的。日本侨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抱团，形成

其独特的社会。美国压日本开放市场，使许多日本人非常反感。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外来的

经济、社会和文化力量不断进入日本的社会，激起了日本人的民族主义反应，产生了抵制国

际化的情绪。一小批日本人在高声喊叫，要求顶住美国的压力，不能退让，甚至要进行报复。

去年日本出了一本书，叫做《能说“不”字的日本》，非常畅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竟卖

出一百万册。这就是那种情绪的具体表现。 

    在美国，民族主义情绪同样也在上升。美国人不甘心自己的国际地位今非昔比，高喊日

本人忘恩负义。他们一方面喜欢用日本产品，另一方面又对日本的经济侵入不满，特别对日

本人在美国大举买房买地有意见，好像美国就要被日本差不多都买走了一样。其实，日本所

购买的产业只不过占美国全部产业的很小一部分。但是有些著名的大楼和公司，如洛克菲勒

集团中心大厦和哥伦比亚制片和娱乐公司，被日本人重金买去，使美国人失去引以为自豪的

东西，真叫一些美国人动感情。他们惊呼：日本人买走了美国的灵魂。去年一次民意测验竟

表明有６５％的美国人认为今天日本的经济威胁大于苏联的军事威胁。今年的一期美国《幸

福》杂志的封面题目是《美国对日本的恐惧与憎恶》。美国舆论也不断责备日本人以不公正

的手段赚走美国人大量的钱。 

    日本已进入新的民主化阶段。人民谋求自身利益的思潮在上升。自由民主党执政３０多

年，但由于近年来连续发生牵涉到其领导人的贪污受贿案，去年又由于消费税的问题引起群

众的强烈不满，因而在参议院的选举中遭到失利，未获多数席位。虽然目前其他政党仍不能

取代自由民主党来组织政府，但是它的统治能力已明显削弱，很难做出果敢大胆的决定。 

    美国的情况虽不完全相同，但共和党控制的政府却受到民主党控制的国会的处处掣肘，

在制定外交政策上难以自由行事。美国人的国际主义情绪现在可能到达了战后的低潮。他们

的国内问题已经不少，哪有更多精力来考虑国际问题？由于国际市场对美国不利，代表受到

影响的资本家的利益集团，正在对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要求实行保护主义，维护其利益。 

    今后美日两国间的矛盾与摩擦不会停息，加上两国政府都处于比较软弱的状态，解决问

题不可能十分果断，因此可以估计在今后若干年内两国间的麻烦事情一定会层出不穷。由于

两国的分裂必然使双方都受到巨大的损失，所以争吵虽不会停止，但妥协办法总会找得到的。

正如美国的亚洲问题著名学者罗伯特·斯卡拉皮诺教授的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无论这桩

婚姻多么痛苦，离婚是不可能的。”（However troubled the marriage, there can be no 

divorce.） 

     

美日军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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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日军事关系可以从１９５１年两国签订的和约及安全条约开始。根据条约，美国结束

占领状态，但可以长期驻军日本。安全条约同以后的北大西洋公约一样，是为了同时从东方

和西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对苏联进行军事遏制。由于日本列岛和南朝鲜包围着日本海，所以

除了通过几个严密把守的海峡外，苏联驻海参崴的太平洋舰队将不易进入太平洋。 

    长期以来，美军在太平洋占绝对优势，日本的安全主要靠美国负责，而日本则仅保持三

军自卫队和少量国防预算。１９７６年日政府还规定国防预算不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１

％。７０年代末以后，苏联在其东部不断增强兵力，美苏争霸愈演愈烈。美国逐渐感到其财

力难以支撑它继续在亚洲扩军，于是要求日本增加国防预算，扩充武器装备，特别是要求日

本逐步承担起１０００海里以内的海上交通线的保卫，使日本海上自卫队显著地加强。结果

日本的国防预算在１９８７年度突破了上限，达到１.００４％。虽然日本政府一再表示突

破值很小，以后也不会增加太多，而且这个比例比美国的６％和苏联的１６％小得多，但日

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基数很高，每年还以４－５％的速度增长，所以日本的国防预算已居世

界第三位。尽管日本自卫队人数不多，但是装备精良，军官比例很大，很容易扩大规模。这

必然会引起受过日本侵略的许多亚洲国家的不安。日本有这样强大的经济，变成一个军事大

国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一旦日本成了军事大国，会不会反过来又威胁美国呢？美国对此也有

所警觉。美国驻日海军司令亨利·斯塔克波尔最近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美军驻守日

本起着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作用。” 

    现在美国已不要求日本过分扩充军力，而要求日方更多负担驻日美军的费用，这叫做“分

担负担”。日本已经支付了美军费用的一部分，又答应考虑负担大部分，甚至全部费用。分

担负担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美国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要日本负担一部分向有战略意义的

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也包括拉丁美洲国家。对此，日本也欣然表示同意。

这样做，不仅减轻了美国的负担，也会增加日本在国际上的政治和经济影响。 

    在日本所需的武器装备上，美国也尽量要求日本从美国购买。在有必要重新研制和生产

时，也是坚持双方联合起来干。这既有美国想从中获得经济利益的企图，也有限制和控制日

本的军工生产和自卫队装备的用意。美国和日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达成了共同研制和生产

ＦＳＸ战斗机就是一个例子。日本空中自卫队需要新战斗机。起初，美国要日本购买美国制

造的Ｆ－１６，但是日方不同意，认为本国的技术力量已达到自行研制和生产的水平，何必

去买美国的东西。双方经过几年的激烈争论，才达成协议，即在Ｆ－１６的基础上，采用日

本的先进技术加以改进，搞成ＦＳＸ。 

    日本将来会复活军国主义，变成一个军事大国吗？ 

    从日本的经济潜力看，变成军事大国完全可能。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生产力强，技术水平高，想要扩充军备易如反掌。何况它目前的军力与经济力量相比还很不

相称，增强军力是很自然的。它过去之所以没有增强，只是因为有了美国驻军而已。 

    那么日本有无成为军事大国的意图呢？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日夜梦想着恢复当年的皇军

和赫赫武功，但是绝大多数人民的心情是很厌恶战争的。现代的日本已不是处于天皇制、武

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居统治地位的时代了。日本政府是弱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民意对

政策的影响日益加强，军人没有很大势力。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出现一个强行推行军国主

义的政府。 

    日本有无必要复活军国主义？过去日本实行军国主义，无非是为了侵略别国，掠夺其资

源，霸占其市场，强迫其人民进行奴役劳动。这些条件现在都变了。日本当然仍缺乏资源，

但这些东西不难用低价从国际市场购买，何况生产技术的发展已使材料的用量明显减少。市

场更不需用武力抢占。因为日本早已通过竞争手段占领了很大的国际市场了。今天的保护主

义比过去弱，即使有，也可以通过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打入别国的市场。各国对投资一般是欢

迎的。至于奴役劳动，那已不是今天的正常做法。资本家当然还要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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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今天的企业要讲效益和质量，这是奴役劳动所办不到的。第三世界的工资比发达国家低得

多，为什么直接投资主要还是在发达国家呢？那是因为那里的投资环境好，政治稳定，生产

效益高。由此可见，今天已没有占领别国领土的必要了（至少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如此）。侵

略别国不但无益，还要背包袱，去养活那里的人。 

    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直接投资很多，经济上有千丝万缕割不断的联系，早已形成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因此如果双方交战，就都会在经济上遭到极大的损失，对彼此都很不

利。日本的工业全都铺开在沿海的狭窄地带上，经不起飞机和导弹的攻击。再加上日本的原

料和粮食都十分依赖海外供应，运输线漫长，掌握全部制海权极困难，这也不利于打仗。 

    自然谁也不能保证日本不会成为军事大国，但可能性不很大。不过由于今天的国际局势

还不十分稳定，像目前日本军力如此弱，与其国力极不相称，不利于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

所以日本在军力上作一定的扩充也是可能的。从长远看来，如美苏关系继续缓和下去，美国

在日本的驻军迟早会撤走（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日本大概会加强本国的军事力量，但扩充

到成为发动侵略的军事霸权，这在可预见的未来，大概不致于发生。 

     

美国继续称霸，日本称霸，还是美日合霸？ 

 

    美国虽已相对衰落，但仍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不过它现在要再像过去那样独霸世界，

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美国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正在采取各种措施，以图消除两

个赤字，增强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想要东山再起。它能否如愿，美日学者的看法不一。

有个日本学者认为与“前美”相对将有个“后美”阶段出现。他是用中国历史上的前汉与后

汉相比。前汉衰亡后１０多年又出现后汉，存在了２００年。但是即使美国将来能够再度强

盛起来，在已经存在着若干个强国的情况下，它想要称霸，没有日本的合作和支持是办不到

的。美国今后能否真的重整旗鼓，卷土重来，还有待观察。 

    有些人议论，日本的经济实力如此强大，它将在２１世纪称霸世界。能做得到吗？ 

    日本欲称霸世界，必须先称霸亚洲。而要称霸亚洲必须先组织以日本为首的亚洲经济集

团。最易拉拢的应是四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即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四小龙

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但多年来始终不成功。日本同它们在经济关系上好似排成飞雁队形。日

本排头，四小龙在后，东盟则跟在末尾。它们之间的差距近年来在不断缩小，人字形渐渐向

一字变化。它们相互的贸易量不算大，同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却占２／３以上，其中又有一

半出口到美国。日本向四小龙和东盟出口生产设备很多，而进口它们的产品则很少，因而大

量出超。一个经济集团的贸易首先应在其成员国之间进行，多少带点排他性。像欧洲经济共

同体，其贸易就有５８％在内部进行，相互依存的关系很深。所以日本始终未能组成亚洲经

济集团。四小龙与东盟之所以不愿同日本靠得太紧，还有一层顾虑，就是害怕日本。它们在

历史上都遭受过日本的侵略，对日本存有戒心。它们宁愿让美国进来牵制日本。 

    日本的经济主要靠出口，其国内市场不大，每年只进口不到１９００亿美元的商品，而

且出超很大。美国则每年进口近５０００亿美元的商品，入超很大。在许多国家看来，美国

是慷慨的，让人家去赚钱；而日本则是小气的，光想赚别人的钱。一个国家想当霸主，就要

给人好处。光想占便宜是不能服人的。日本向这些国家投资虽有利于改善关系，但情况不会

立即改变。 

    从综合国力看，日本的经济虽然很强，但国民生产总值却只及美国的一半左右。日本的

军事力量很弱，科技水平还不如美国，国际上的文化和政治影响也远低于美国。所以，有人

估计，日本的综合国力还不到美国的一半。 

    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不足以称霸世界。如要起更大作用，它必须取得美国的支持

和合作，但这却不能算是日本单独称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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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美日能否联合称霸呢？这听起来似有道理。两国各自都无力称霸，但是美国的军事

力量同日本的经济力量合起来就可以说是天下无敌了。但是这办得到吗？ 

    历史上还没有过联合称霸的情况。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都是一国称霸。两国或几国联合，

只有在战争中或在它们的利益受到共同威胁时才能实现，但这是联盟而不是联合称霸，即使

联盟也不一定能战胜对方。列强联合起来瓜分一个弱国也是有的，如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但

那种联合是暂时的，也不是针对世界的。还有一种联合是经济上的，如欧洲共同体。它的贸

易大部分是在成员国之间进行的，因此有必要组织互利的联盟，这当然也不是称霸。 

    美日之间的联盟是为对付苏联威胁的军事性联盟。随着苏联态度的软化，联盟的军事性

将逐渐减弱。美日之间的经济关系虽相当密切，但远赶不上欧共体的那种关系，达不到联盟

的地步。美国是世界型的经济大国，不会同日本单独在经济上结盟。相反，两国在经济上还

有较大的矛盾，经常发生严重的摩擦。这种情况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会根本变化的。因此两

国关系虽难分难解，但也不会变得太密切。况且两国在种族、文化、宗教、价值观念和社会

传统方面极不相同。所以很难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用一个鼻孔出气，一种声音说话。 

    在今天的世界上并不是只有这两个强国。至少西欧不会完全听命于它们。苏联虽然国内

出了严重问题，有求于西方，但军事上仍然同美国并驾齐驱，不可能完全听从它们。中国国

力虽较弱，但执行着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也不能任美日两国摆布。所以，美日联合称霸世

界是不现实的。 

    从现在已形成的世界形势的发展前景看，将来的世界很可能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存在

着若干个集团，若干个强大的国家。它们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将不断发展。国与国间的矛盾

虽然将继续发生，但缓和将居主导地位。这个世界将不会由一两个强国来统治或称霸。 

 
 

 

美国对苏政策中的中国因素 
 

张也白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世界形成了一个以美苏对抗为基本特点的两极的国际体

系。在这样一个国际体系中，同苏联的对抗成为战后历届美国政府所面临的最重要和最紧迫

的课题，美国的对苏政策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 

    战后，美国对苏政策的制订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中国因素无疑也是美国制定其

对苏政策的依据之一。中国是一个占世界人口１／４的亚洲大国，在地理位置上介于美苏两

国之间。中国在美苏对抗中向哪一边倾斜对于美苏力量对比以及对整个世界战略格局都具有

重要意义。可以说，战后，中国因素始终是影响美国对苏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中国因素  对于美国对苏政策的影响又是有限度的。在制订对苏政策时，美国在

多大程度上利用中国因素要受多种条件的制约。对美国来说，美苏关系的重要性总是高于美

中关系。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是从属于它的对苏政策的。 

     

一、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初期的形势变化 

 

    早在５０年代初期，中国在美苏对抗的格局中即起着重要的作用。那时，中国倒向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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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极大地改变了美苏力量的对比。从５０年代末开始，中苏两国意识形态分歧的发展给美

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美国在当时尚未充分认识到中国因素的重要

意义，也不可能对中国因素加以自觉地利用。 

    ６０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和中美两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使美国对苏政策中的中国因素

变得空前活跃与重要。美国开始意识到有必要和可能通过改善对华关系来达到对苏政策方面

的目标。 

    首先，６０年代末，美国正面临由顶峰走向衰落的历史转折。历史上美国外交政策一直

是建立在力量优势的基础上的，凭借优势力量来处理对外事务是美国的传统，在战后处于力

量顶峰时期尤其如此。但到６０年代末，世界出现了新的力量对比。在军事上的最大变化是

美苏均势的形成，即从美国对苏联的明显优势发展到两国在军力上大致相等。 

    尼克松承认，世界上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出现了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

国“五大力量中心”，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世界的前途。美国已经不再“处于十分突出的

或者完全占支配的地位了”。〔1〕严酷的现实迫使美国着手调整其全球战略，其目的“是为

了制定一种新的对外政策来迎合一个新时代的需要”。〔2〕这种调整当然包括了对华政策的

改变。正如尼克松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的七亿五千万人民参加，就不可

能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3〕 

    其次，中苏冲突的发展为中美和解提供了新的机会。６０年代后期，中国对苏联威胁的

担忧大大增加了。继１９６８年８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中苏边界问题进一步突出

起来。及至１９６９年，在边境发生的一系列武装冲突使两国关系几乎濒临爆发大规模战争

的边缘。 

    通过这些冲突，美国进一步看到了中苏敌对的深度，认识到由于中国需要借助美国的力

量阻遏苏联的扩张，它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已大大增加。虽然美国仍视中国为“潜在的

敌人”，但认为由于中国“国内的困难”，它同苏联的争端以及面对苏联优势的军事压力，使

中国今后不可能成为“大规模的扩张力量”，也不会对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构成“军事威胁”。

在可见将来，对美国全球利益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而不是中国。 

    第三，中美两国国内政治出现的变化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创造了条件。60 年代，美国国

内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摒弃孤立中国的政策，支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据民意测验，６０

年代后期，支持承认的人逐年增加，至１９７１年，已超过半数。〔4〕这表明中美和解的时

机已经成熟。尼克松的上台终于使中美和解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与此同时，从１９６９

年起，中国开始有步骤地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排除“文化革命”动乱给外交工作造成的干扰，

使中国外交转到了较为务实的方向上来。７０年代初，中国决心改变中美长期对抗的局面，

除了为适应抗御苏联威胁的需要外，还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来进一步排除美国为阻挠中国积

极参与世界事务而设置的种种障碍，以恢复和扩大自己的国际交往，摆脱外交上的孤立局面，

同时也希望中美和解能有助于台湾问题的逐步解决。 

     

二、尼克松的对苏与对华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 

 

    尼克松上台之初，即声称要开始一个“从对抗走向谈判”的时代。为此，他把实现美苏

缓和以及同苏联达成战略武器协定作为他的最重要的外交目标之一。 

    尼克松政府热衷于实现美苏缓和是有其深刻的国际与国内背景的。 

    首先，６０年代末美苏战略均势的形成为美苏缓和奠定了基础。尼克松看到美国力量优

势的丧失，认识到美国凭借优势力量来充当“世界警察”，遏制苏联的时代已经过去。在双

方战略核力量已经发展到“相互确保摧毁”的情况下，通过谈判来改善美苏关系是美国不得

不寻求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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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６０年代开始的欧洲缓和进程对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从戴高乐的缓和到勃兰

特的“东方政策”，欧洲缓和的浪  潮已成不可阻挡之势。美国要想不让这种势头损害它在

西方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唯有举起缓和大旗，把欧洲缓和纳入美苏缓和的轨道。 

    第三，尼克松政府希望改善美苏关系也是出于它的越南政策的需要。美国由于深陷越战

泥坑，因而希望通过美苏关系的改善来敦促苏联对越南北方施加影响，以便早日结束越战，

实现“尼克松主义”提出的目标。 

    第四，尼克松政府还需要利用美苏缓和来表明它结束越战的诚意，以平息国内的反战运

动，缓和国会和舆论的批评。 

    但是，尼克松政府最大的外交成就莫过于打开美中关系的大门，同一个２０多年来与美

国处于敌对状态的没有邦交的亚洲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新的关系。它是尼克松外

交政策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最重要的突破，也是战后美国外交史上一个惊人的转折。 

    为了实现美中和解，尼克松政府对美国对华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它向中国作出了和解姿

态，除利用各种场合和渠道，多次地和连续不断地向中国发出和解信号外，还采取步骤，逐

步放宽对华贸易和两国人员往来方面的限制，甚至在台湾问题上也作出某种妥协姿态。１９

６９年１０月，美国决定撤销第七舰队的两艘驱逐舰自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爆发以来在台湾

海峡的巡逻。美国还向中国方面表示，随着太平洋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它将减少它在台湾

的驻军。在尼克松访华期间发表的上海公报中，美国方面确认了一个中国的立场和“从台湾

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5〕美国方面的声明，尽管同中国的立场

还相距很远，却不能不说是尼克松政府为实现美中和解而采取的重要的妥协姿态。 

    尼克松政府实现美中和解的明显意图是针对苏联的。出于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利用中

苏分歧，通过同中国改善关系来迫使苏联在美苏关系的各个领域作出让步，是尼克松决心实

现美中和解的主要目的。 

    在具体做法上，尼克松政府把实现美中和解作为第一步，以此来增强美国在对苏谈判中

的地位，从而在对美国有利的条件下推动美苏缓和的实现。 

    １９６９年初，当苏联领导人采取主动，多次表示准备同美国开始战略武器谈判并提出

举行美苏最高级会谈的想法时，尼克松政府并未作出积极响应，相反对此表现出谨慎与冷淡。

原因之一是在美中关系尚未取得明显进展的情况下，尼克松政府不希望美苏关系走得太快。

美苏缓和只是在中美和解取得重大进展之后才得以加快的。１９７１年４月的中美“乒乓外

交”有力地推动了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中美关系，从而增加了美国同苏联讨价还价的筹码。

７月１５日，宣布尼克松即将访华的公告发表。它使苏联对美苏最高级会谈的态度发生很大

的转变。就在公告发表后４天，多勃雷宁大使在会见基辛格时表示完全赞成举行最高级会谈，

甚至探询会谈能否在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前举行。１９７２年５月８日，就在美苏首脑会晤前

夕，尼克松下令对北越港口布雷，从而使越战再度升级，美苏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考验。然

而，苏联当时并不准备因美国的战争升级行动而牺牲即将举行的首脑会晤。其重要原因之一

即是要抵销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和解的影响。苏联的态度说明美中苏三角外交已开始显示出它

的威力。 

    为了利用中美关系来制衡苏联，尼克松政府还在中苏冲突中采取一项明显倾向中国的政

策。 

    早在１９６９年８月１４日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尼克松即指出苏联更富有

侵略性。他认为如果听任中国在中苏战争中被摧毁将违背美国的利益。〔6〕８月１８日，苏

联方面曾通过非正式途径向美国探询，如苏联对中国核设施发动袭击，美国将作何反应。对

此，尼克松政府予以严肃对待，除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行动小组会议，拟定在中苏一旦

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的应急计划，公开表明美国对中苏战争的立场。８月２７日，中

央情报局长赫尔姆斯透露了苏联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可能性。９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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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国务卿理查森在一次讲话中对苏联威胁中国表示“深深地关注”。〔7〕２０多年来，美国

这样公开表明对中国安全的担心还是第一次。在１９７１年１２月的印巴战争中，尼克松政

府曾作出了准备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冒战争风险的决定，即一旦印巴危机导致苏联威胁中国

安全，美国将不会袖手旁观。〔8〕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９日，在美苏最高级会谈和两国达成第

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后不到三周，基辛格再度访华，向中国领导人通报了莫斯科会谈的

情况。这种做法显示，尽管美国官方一再声称它对中苏两国采取不偏不倚的政策，尼克松政

府在事实上是偏向中国的。 

    总之，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以及美中和解的实现使美国在对苏关系上得到了巨大

的好处。它加强了美国对付苏联的力量，使苏联不得不在７０年代加紧同美国实行缓和。这

样就使美国在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初期的全球力量的重新组合中获得了战略上的种种利

益，在国力日衰的情况下，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相对的主动。借助中国力量来制衡苏联也从

此成为美国对苏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尼克松时期中国因素的局限性 

 

    借助中国的力量制衡苏联是尼克松对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利用中国因素来实

现对苏政策方面的目标是有种种困难的，因而也是有局限性的。 

    首先，尼克松政府内部存在分歧。以尼克松和基辛格为代表的一些人主张以发展中美关

系来制衡苏联，认为改善中美关系不仅不会损害美苏关系，相反将促使苏联更加愿同美国和

解。但是政府内部也有一些人主张应把改善美苏关系置于优先地位，而不应在美苏关系尚未

获得改善之前，增加同北京的接触。他们对改善对华关系可能导致改善对苏关系的看法表示

怀疑，认为任何改善对华关系的努力都可能使美苏合作告吹。由于政府内部的分歧，当中美

关系正处于十分微妙的时刻，尼克松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不时发出一些相互矛盾的信号，从而

造成了政策上的某些混乱，也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消极反应。 

    其次，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是有限度的。尽管借助中国的力量抗衡苏联是尼克松

对华政策的重要目的，他并未改变把中国作为敌性国家的政策。１９６９年３月，尼克松在

就部署反弹道导弹问题作出决定时仍然强调需要对付中国可能的核袭击。３月１４日，他在

宣布决定时说，“我认为苏联同我们一样，不愿把它们的国家置于中共潜在的威胁之下”。〔9〕

这种说法实际上表明美苏在遏制中国方面仍然具有共同的利益。中国则称尼克松的决定与讲

话是美苏勾结，共同维护核威胁与核讹诈的“进一步证明”。７月２５日，尼克松在关岛讲

话中仍称中国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10〕直到１９７０年２月，尼克松在他致国会

的外交政策报告中，在替美国的反弹道导弹计划辩护时，又重弹潜在的中国“威胁”的老调。

〔11〕 

    第三，利用中国因素制衡苏联还要受到美苏关系的制约。 

    尽管美中和解反映了一种地缘政治的现实，是基于两国对苏联威胁的共同担忧，尼克松

政府竭力避免给人以中美联合反苏的印象，并多次声明，美国对华政策“不是针对莫斯科的”，

美国并不把美中关系的改善当作“利用中苏冲突的战术工具”。〔12〕在中美关系逐步改善以

致最终实现和解的情况下，尼克松政府又希望通过改善美苏关系，使它的对华与对苏政策得

到某种平衡，并使中美和解不致损害正在“从对抗走向谈判”的美苏关系。因此，中美和解

的结果并未真正形成  两国联合一致对付苏联的格局。 

    苏联也竭力对尼克松的对华政策施加压力。自６０年代以来，苏联始终不放弃苏美联合，

共同孤立与遏制中国的企图，而当中美关系逐渐改善时，它又希望用美苏缓和来抵销美中和

解的影响。苏联对美中关系的发展始终抱有警惕，担心美中两国从事某种秘密的军事合作。

它一面敦促美国不要这样做，一面又企图从尼克松政府那里得到美苏关系将优于美中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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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１９７４年，苏联还要求同美国缔结一项针对中国的互不侵犯条约。 

    第四，尼克松政府利用中国因素的政策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它试图利用苏联对美中合作

的担心，压苏联以妥协姿态同美国谈判与合作，以便最终在有利于美国的条件下实现美苏缓

和。但是，中国对发展中美关系有自己的打算，其中之一即是要制约美苏缓和，防止美苏合

谋反对中国。因此，如果美国对华政策达到了它在对苏政策方面的目的，最终推动了美苏缓

和，则将使中国感到它的安全利益受到损害，甚至会怀疑中美和解的好处。中美关系也会因

此而恶化。总之，中国的安全利益同美苏缓和之间的矛盾使尼克松政府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使它不得不谨慎从事，在美中关系和美苏关系两方面都不能走得太远。 

     

四、福特时期：缓和走下坡路，中美关系停滞不前 

 

    福特政府时期，中国因素继续对美国的对苏政策产生影响。 

    福特入主白宫之时，美苏缓和正不断面临严峻考验。“水门”事件无疑是对缓和的沉重

打击。尚未从“水门”创伤中恢复过来的共和党政府在国内外已失去了为推行缓和政策所必

需的那种政治上的强有力地位。 

    缓和面临的另一重大挑战是美国国内反对缓和的势力正在增长。苏联在中东和安哥拉的

行为以及战略武器谈判上的僵局使缓和政策的信誉受到损害，并在美国国内遭到越来越严厉

的批评。在国会，以参议员杰克逊为代表的强硬派坚持把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同要求苏联放

宽犹太人移民联系起来的做法使缓和上空笼罩阴云。政府内部以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为代表的

反对缓和的势力强调苏联的威胁，要求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并在战略武器谈判中持强硬立

场。 

    １９７５年，作为围绕缓和问题的争论的组成部分，美国国内就中国在美国对苏战略中

的作用展开了一场辩论，其中关键的问题是中美军事关系。以杰克逊和施莱辛格为代表的对

苏强硬派主张联合中国对付苏联。他们认为，同中国建立包括出售先进武器在内的军事关系

可以对苏联的国际行为施加压力，迫使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其他双边关系  方面作出

让步，并可以此增加中苏之间的猜疑与紧张，使中国采取倾向美国的政策，防止中苏和好。

他们还认为，通过向中国出售某些先进武器或转让某些先进军事技术可以增强中国的军事力

量，帮助中国提高遏制苏联的能力，从而在远东更多地牵制苏联的常规军力，以减少在西线

对北约的压力。但是，以基辛格为代表的负责掌管美国外交的缓和派则对发展同中国的军事

关系持谨慎态度。作为基辛格的地缘政治战略，美国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主要是出于对付苏联

威胁的需要，也就是要利用苏联对中美联合抗苏的担忧来压苏联作出妥协。因此，发展同中

国的军事合作必须有助于增强美国在对苏关系中的地位，而不是通过过分刺激苏联，使它对

美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方针，从而危及美苏缓和。换言之，在强硬派看来，抗衡苏联是第一位

的，而对基辛格来说，同苏联的缓和则是更为重要的利益，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必须服从这一

利益。 

    及至 1976 年，美苏缓和因苏联加紧干涉安哥拉而出现逆转。缓和开始走下坡路。同时，

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的僵局又迟迟不能打破，从而成为缓和中又一突出问题。１９７６

年又适逢美国总统大选。从年初起，情况的发展即不利于福特的竞选连任。两党保守派和自

由派中的“新保守派”民主党人正联合起来，对缓和发起攻击。福特—基辛格的缓和路线遭

到严重挑战。于是，福特政府不得不对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１９７６年

３月，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实际上已被搁置起来。３月５日，福特在一次讲话中宣布，“我们

将忘掉使用缓和这个词”。〔13〕从此，福特政府开始宣传一项“实力求和平”的政策，以此

取代缓和，同时在美苏关系的各个领域里持较前强硬的立场。 

    １９７６年，中国国内政治发生重大变化。１月份，周恩来总理逝世。４月，邓小平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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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被解除领导职务。及至９月，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在中国和世界上再次引起巨大震动。 

    苏联把毛主席的逝世看作是一个机会。它作出了一些和解姿态，期待中国领导层的变动

会导致中国对苏政策的改变，但同时又不放弃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做法。当改善关系的要求遭

到中国方面的拒绝后，苏联转而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 

    福特政府密切注视着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担心毛主席逝世后中苏关系可能缓和，中国

政局的发展会转向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为此，美国通过继续支持中国反对苏联的威胁以

及加强同中国的军事合作来表明它对中美关系的立场。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已被解除国防部

长职务的施莱辛格在访华后的一次谈话中针对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表示，苏联进攻中国将是大

大地得不偿失。〔14〕１０月１５日，基辛格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中国的领土完整和

主权对于世界均势是非常重要的”，由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作用，如果它“受到外部一个

大国的威胁”，美国认为那将是“严重的事件”。〔15〕１０月１２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

向中国出售两部具有军事用途的 Cyper-72 型电子计算机，以此作为在中美军事合作方面的

进一步行动。 

    当然，福特政府在支持中国反对苏联威胁方面仍然是小心谨慎的。这种支持主要是一种

言词上的表示，也是为了平息中国对美苏缓和的不满。它并不意味着美国将采取联华反苏的

方针。相反，福特政府不愿因中美关系的发展，尤其是中美在军事上的合作促使苏联作出强

烈反应，从而危及美苏关系。在这方面，美国还一直受到苏联的压力。在１９７６年９月的

一次谈话中，基辛格否认了施莱辛格关于可能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建议。他说，“我们从未同

中国就防务问题进行过讨论，我预计今后也不会有这种讨论”。〔16〕美国对苏与对华政策之

间的相互制约使福特政府不得不谨慎从事，其结果是在对华与对苏关系两方面都难以取得重

大进展。福特时期，中美关系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除了美国国内政治方面的原因外，美

苏关系的制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五、卡特政府第一年：中美关系居次要地位 

 

    １９７７年１月上台的卡特政府提出加强美欧日三边同盟和改善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

系来阻遏苏联的扩张，维护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既得利益。与此同时，卡特政府继续推行尼克

松—福特—基辛格的缓和政策，希望以此来谋求一个稳定的世界局面。为此，卡特上任之初

即致函勃列日涅夫，表示要“在互惠、相互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同苏联改善关系”，并希望

尽早举行美苏最高级会谈。〔17〕在军备控制方面，卡特政府迫切需要同苏联达成第二阶段

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以稳定业已形成的美苏战略均势。 

    但是，卡特的人权外交同他的缓和政策又是矛盾的。人权外交反映了民主党的理想主义

外交政策传统和卡特本人强烈的道德观。它同尼克松—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形成对

照。在苏联看来，卡特的人权外交对苏联的国内政治构成巨大挑战，因而同缓和精神是不一

致的。尽管人权外交并非专门针对共产党国家，推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必然集中地涉及苏联和

东欧国家，从而对东西方缓和带来消极影响。 

    此外，卡特政府对于推行美苏缓和并没有一个明确和统一的方针。美苏关系从开始起就

是一个引起政府内部激烈争论的问题。以国务卿万斯为代表的一派更多地重视美苏合作的可

能性，而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一派则强调美苏竞争的一面。 

    卡特政府时期，中国因素在美国对苏政策中的作用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与起伏。政府内部

在看待中国因素上的分歧也特别尖锐与明显。卡特政府第一年，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相比，

在卡特的外交日程上居于次要地位，美国的目标是争取首先同苏联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

政府内部在对苏与对华政策之间的关系上存在明显分歧。这种分歧从根本上说植根于对苏政

策上的分歧。布热津斯基很早就主张利用“中国牌”来推动美苏关系。１９７７年３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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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斯访苏时苏联方面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关于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的建议并谴责卡特的人权外

交之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赞成同中国建立军事关系，以此对苏

联施压，而万斯和国务院的官员则反对就与中国建立军事关系采取行动。他们认为这样做对

苏联人太富挑衅性。他们不希望中美关系的发展妨碍美苏缓和以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取得进

展。１９７７年，政府内部的争论以拒绝打“中国牌”而告终，万斯一派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六、１９７８年：中国因素开始上升 

 

    １９７８年形势的变化迫使卡特政府调整对苏政策，开始对苏联采取较前强硬的路线。

这是因为： 

    首先，１９７８年，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的争夺加剧。苏联和古巴对非洲之角的干涉以

及苏联相继在阿富汗、南也门、印度支那等地连连得手，严重地威胁到美国的全球利益，遂

使卡特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加强同苏联的抗争。 

    其次，苏联在第三世界的行为以及它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的不妥协态度，使卡特在国

内受到日渐增长的压力。他的缓和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美国国内要求增加防务开支的

呼声高涨。人们要求他在军控谈判中持更为强硬的立场，并对苏联在非洲的干涉作出强有力

的反应。 

    第三，卡特政府对苏联的软弱态度在国外也遭到批评。中国激烈批评西方国家内部的“绥

靖主义”思潮，指责卡特政府内的一些人企图使苏联转向东方，以便用牺牲其他国家安全的

办法使自己免除来自苏联的危险。 

    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７日，卡特在韦克·福雷斯特大学的讲话是卡特政府调整对苏政策的

标志。他在这篇主要由布热津斯基起草的演说里着重指出，由于苏联加速发展军事力量，美

国有必要加强自身的军事建设，以适应安全方面的需要。他强调，美国“不会允许任何其他

国家取得对我们的军事优势”。他警告说，“如果苏联不在发展核武器和地区冲突中表现克制，

美国公众对美苏合作的支持必将大大削弱”。〔18〕 

    然而，卡特政府内部在对苏政策上的斗争并未平息。布热津斯基竭力使美国的对苏政策

趋向强硬，而万斯仍持谨慎态度。卡特本人则由于担心苏联在第三世界的行为而越来越倾向

于支持和采用布热津斯基的路线，从而使强硬派在政府内部占了上风。 

    为了调整对苏政策，卡特政府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而最重要的步骤之一则是进一步调

整对华政策，加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由于万斯在反对将苏联在非洲的扩张同美苏战略武

器谈判联系起来方面取得了胜利，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当时几乎成了卡特政府用来对付苏

联的唯一有效的一张牌。 

    １９７７年８月，万斯的访华是失败的，它未能推进中美关系。然而，卡特总统不顾万

斯的反对，派遣布热津斯基于１９７８年５月访华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一个新的转折

点。布热津斯基在访问期间重申了美国抵抗霸权主义的决心，〔19〕并表示愿意接受中国方

面提出的建交三原则。〔20〕中美双方还讨论了向中国出售与军事有关的两用技术和西方武

器问题。美方还向中国方面介绍了美苏战略武器谈判的情况。这次访问中表现出来的双方战

略观点的一致使停滞不前的中美关系获得了新动力。双方终于不久之后达成协议，建立起了

正式的外交关系。它为７０年代末在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形势下中美联合抗苏格局的形成准

备了条件。 

    勿庸讳言，尽管中美建交大大改善了美国在同苏联对抗中的地位，卡特政府在打“中国

牌”方面仍然是有限度的。这是因为： 

    首先，卡特政府并未放弃对苏缓和的基本方针。中美建交后，卡特政府需要同苏联达成

新协议，以便在中苏间保持平衡。卡特本人也希望继中美建交、埃以和约之后，通过同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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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协议并实现美苏首脑会晤，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为竞选连任创造条件。 

    其次，中美关系的发展在美国国内遇到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使卡特政府不得不在中美关

系正常化后不久即提出《与台湾关系法》，从而为中美关系的继续发展制造了一个严重的障

碍，同时也使美国借助中国抗衡苏联的方针遭到很大的削弱。 

    第三，卡特政府打“中国牌”的做法还受到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苏联批评卡特政府“采

取了一种十分轻率的方式”，指责卡特对华政策是“目光短浅和危险的”。 

    第四，尽管这一时期美国国内打“中国牌”的说法盛行，卡特政府内部仍然意见分歧。

布热津斯基相信同中国建立抗苏联盟将增强美国对付苏联的地位，因而主张在利用中国因素

对付苏联方面应表现出更大的热情。万斯仍然认为应谨慎处理美中苏三角关系。他主张不要

同中国建立反苏联盟并竭力设法使美国在处理与苏中两国关系时给人以“不偏不倚”的形象。 

    中美建交以及１９７９年初邓小平访美对卡特政府内部那些主张同中国发展战略关系

的人是一个胜利。可是，１９７９年２月，中国对越南发动自卫反击战一事在卡特政府内部

重新引起了争论。卡特政府对中国的自卫反击战并未给予全力支持。相反，它与苏联重开战

略武器谈判，并于１９７９年春同苏联达成协议。６月，美苏首脑会晤在维也纳举行。 

     

七、卡特政府后期：中美联合抗苏局面的出现 

 

    从１９７９年下半年起，卡特政府的对苏与对华政策又发生新的变化。 

    ８月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时强调美中两国之间“平行的战略利益”，并表示任何国家

要想在世界事务中采取削弱与孤立中国的立场，将“同美国的利益相对立”。〔21〕 

    ９月份，美苏就苏联作战旅驻扎在古巴一事发生冲突给美苏关系投下了阴影。卡特政府

不得不做出某些强硬姿态，其中之一是决定加快同中国建立公开的军事关系。为此，白宫提

前宣布了国防部长布朗将访问北京的消息，并暗示他将同中国方面讨论向中国转让军民两用

技术事宜。不久，卡特政府又透露了五角大楼的一份主张向中国提供军援的秘密研究报告，

以此对苏联施压。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引起了美苏关系中新的危机。它使卡特对苏联的

看法发生非常剧烈的变化。为此，他除要求参议院推迟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外，

还采取了一系列制裁苏联的措施。苏联的行为迫使卡特政府重新考虑其整个对苏战略，提出

了“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遏制苏联扩张的“卡特主义”。〔22〕 

    “卡特主义”的提出是美国对苏政策和全球战略的一次重大调整，它宣告了美苏缓和时

代的结束。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冷战时期。 

    苏联入侵阿富汗给中美关系增添了强大的推动力。中国强烈谴责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

声称这一事件对中国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美国则更加重视中国在抗苏中的作用，决心进一

步借助中国的力量抗衡苏联，并准备把两国关系扩大到防务领域。 

    １９８０年１月，美国国防部长布朗访华。尽管国务院一些官员希望限制布朗访华的实

质性内容，布热津斯基在布朗访华前夕指出，进一步密切同北京的安全关系是美国能够对苏

联行为作出反应的“主要办法”。〔23〕访华期间，布朗向中国领导人通报：美国准备在逐项

基础上向中国出售军民两用技术与装备。 

    万斯仍然设法限制中美战略关系的发展。他在布朗访华后的一次谈话中强调中美在阿富

汗问题上的某种程度的一致行动“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存在任何军事联盟或类似的关系”。

〔24〕 

    １９８０年４月，万斯在卡特政府营救伊朗人质行动失败之后，宣布辞去国务卿职务。

万斯的辞职进一步削弱了政府中反对与中国建立军事关系的那一派力量。对苏强硬派在与中

国建立军事关系上取得了胜利。尽管中美之间仍存在一些摩擦，卡特政府最后一年，中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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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在美国对苏政策中的作用达到了高峰，中美联合抗苏的格局终于形成。 

     

八、里根第一任期对华政策上的矛盾及对中国因素估计的变化 

 

    里根是在美国国内保守思潮兴起的背景下，打着“扩军抗苏”的旗号上台的。他一开始

即进一步强化抗苏立场，强调“以实力求和平”，在大力振兴经济的同时，加速发展军事力

量，并把同苏联对抗，以实力遏制苏联扩张定为对外政策的核心。里根的右翼保守立场还给

美苏关系注入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冷战气氛重新加剧。 

    中国因素在里根的对苏政策中继续发挥作用。尽管对华关系在里根的外交日程上并不占

主要地位，美苏重新进入激烈的对抗使里根政府对利用中国因素很感兴趣，因而支持在战略

和地缘政治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以针对苏联为目标的中美关系。这项政策实际上是卡特政府后

期以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对华政策的继续。里根政府的第一任国务卿黑格热心于推行这一政

策。他是里根政府内“联华抗苏”派的代表人物。 

    但是，这一政策同里根强烈的反共意识是矛盾的。虽然里根表示重视同中国的战略关系，

他对共产主义的中国又存在深刻的偏见。里根上台之初，他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里查德·艾

伦主张增进与台湾的关系，反对以牺牲台湾的利益来发展同中国的合作，并声称要充分实施

《与台湾关系法》，包括其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条款。于是，从１９８１年下半年起，中美

双方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的矛盾尖锐起来，及至１９８２年上半年，这一矛盾几乎发展成

为两国关系上一次严重的危机。 

    １９８３年起，里根政府的对华政策有所调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对中国在美国

对苏战略中的作用的估计发生重要变化。这个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舒尔茨于１９８２年

７月接任国务卿的结果。 

    黑格任国务卿时强调发展同中国的战略与军事关系，以此作为建立抗苏联盟的重要组成

部分和对付苏联在世界各地的扩张行为的重要手段。而舒尔茨不赞成从策略上利用中国来影

响苏联的行为。他认为中国主要是一个亚洲大国，因而强调中国在亚洲的地区性作用。同时，

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舒尔茨又强调以日本为重点，首先依靠与日本的联盟。〔25〕这样，

尽管里根政府仍然认为中国在战略上对美国是重要的，它在实际上降低了中国在美国全球战

略中的作用。 

    里根政府所以改变对中国作用的估计，主要出于以下原因： 

    首先，美国认为，与８０年代初期相比，美苏力量对比出现了有利于美国的变化。美国

已恢复了在全球的主动地位，而苏联则日益处于被动局面。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感到利用同

中国的战略关系来抵销苏联在全球力量对比中的优势的需要减少了。 

    其次，里根政府初期，以黑格为代表的“大西洋主义者”，从以欧洲为中心的角度来看

待中国，强调中国对于苏联在欧洲的威胁的牵制作用。舒尔茨任国务卿后，美国对外关系开

始向太平洋方向倾斜。里根政府越来  越关注太平洋地区，因而强调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 

    第三，１９８２年前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也促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中国改变了

７０年代那种联美抗苏的战略，强调独立自主，不依附超级大国，也不与超级大国建立联盟

或战略关系，从而适度地拉开了同美国的距离，并开始着手改善对苏关系。 

    尽管中国仍然优先重视发展同美国的友好与合作，由于里根对华政策和中国外交政策的

调整，中美关系发生了不同于７０年代的新的变化，那就是在双方仍然重视中美关系的战略

意义的同时，两国把相互关系作为对付苏联的手段的色彩淡化。双方比以往更加重视双边关

系的发展。两国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中美军事关系

也在继续发展。但是，里根政府不再把对华武器销售和军事方面的其他合作当作向苏联施压

的手段，而是着眼于通过军事合作来促进两国关系的稳定和持久发展。 



《美国研究》1990年秋季号 20 

     

九、美苏缓和与中国因素的进一步降低 

 

    ８０年代后期，美苏关系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激烈的对抗为既对抗又对话的局面所代

替。尤其是１９８７年底签订的中导条约使美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缓和时期，并由此带动

了整个国际紧张局势的缓解。这一次美苏缓和与７０年代明显不同。它主要是戈尔巴乔夫推

行外交“新思维”和苏联内外政策发生变化的结果。美国仅仅是作出反应。开始时，美国对

苏联的真实意图感到难以捉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看到，苏联外交政策的变化

是出于一种长期的战略性的考虑。 

    及至１９８９年，为适应形势的迅速变化，布什政府终于对美国的对苏政策作出重大调

整。５月份，布什提出了“超越遏制”的对苏新战略。１０月份，美国官方又明确表示，苏

联改革成功符合美国的利益，并决定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随着苏联内外政策的变化和美苏关系的缓和，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开始加快。１９８

６年７月２８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中提出了苏联的新亚洲政策，其核心是要通过改

善同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来打开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局面。为此，苏联在改善中苏关系方面

开始持更为灵活的姿态。 

    中国对苏联新姿态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是积极的。过去中国不愿让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步

伐迈得太快，以免损害中国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然而，在美苏缓和的新形势下，

中国感到同苏联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已经到来，它不仅不会损害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而且

还有助于改善中国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的地位。 

    １９８９年５月的中苏最高级会谈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中苏之间长期以来的

敌对状态宣告结束，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开始了一个睦邻友好的新时期。 

    随着美苏缓和的出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及整个国际形势的缓和，中美两国共同的战略

利益减少，中国在战略上对美国的重要性降低，从而进一步动摇了中美关系的原有基础并使

７０年代初以来形成的美中苏三角关系的战略格局发生根本的变化。随着战略因素的减少，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开始增长，结果导致美国在“人权”等问题上加紧指责中国，

干涉中国的内政。１９８９年“六·四”事件后，由于美国对中国实行制裁，中美关系降到

了中美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正迫使中美双方对相互关系作出重新估

价，从而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新的重大障碍。自尼克松以来，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形

成的两党一致已经瓦解。 

    当然，中美之间仍然存在某些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国内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学者仍然强

调中国在战略上对美国的重要性。但是，这种战略利益的概念已不同于以往。对美国来说，

发展中美关系已不再是主要为对付苏联的需要。中国因素也不再如以往那样构成美国制定对

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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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酝酿过程 
 

苏  格 

 

 

     美国和台湾于 1954 年缔结了一个所谓“ 中华民国--美利坚合众国共同防御条约” 。 

这个条约对日后美国、中国与台湾当局的三角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几十年里， 该条

约一直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之一。 

本文分为四部分，  力求再现从缔约建议的提出至谈判开始时，美国方面复杂、微

妙的酝酿过程。 

 

一、缔约建议之初 

 

     与美国缔结一项安全条约的建议来自台湾。 

     1953 年初, 朝鲜战争停火已是预料中之事, 这给台湾当局带来了不安和忧虑。  因为

当时台湾当局借以壮胆的美国第七舰队是以韩战期间 “维护台湾海峡中立”  为借口而进

驻的。如果朝鲜休战，中共对付台湾的军事力量势必增强，  假如第七舰队无正当理由继续

驻守海峡，台湾的生存便会面临危险。  因此，台湾的当务之急便是寻求新的途径以巩固与

美国的关系。  这样，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便受命会晤杜勒斯，试探双方缔结安全条约的可

能性。 

     美国本来对台湾当局的信任就是有限的，加之此时正值从朝鲜战争泥淖脱身之际，并

不希望再背上新的防卫义务。  因此，当顾维钧的建议一经提出，杜勒斯便矢口回绝，明确

表示: “美国不愿意签定一项可能将美国拖向亚洲大陆战争的条约”，并说，南朝鲜一直要

求美国与其缔结安全条约，美国未答应。如果现在同意了台湾的要求，那么对南朝鲜便不好

交代。〔1〕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日，美国和南朝鲜安全条约签定了。  过后不久，台湾当局便掀

起了一场外交攻势。由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告知美国驻台湾大使兰金，台湾方面已经以美菲

条约为范本，草拟好一份与美国的双边安全条约草案。兰金建议还是请台湾驻美大使直接向

美国国务院递交。 

     １１月８日到１２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对台湾进行了访问。  叶公超向尼克松面陈

了缔结安全条约的建议。在尼克松回国之后，叶又通过兰金向尼克松转交了一份实为备忘录

的信。  信中把叶公超和尼克松有关条约的谈话要点归结为以下六条：第一，虽然艾奇逊的

对华政策已被更积极的政策所取代，但面对共产主义的威胁，美国和台湾间依然缺少某种永

久性的纽带；第二，既然美国能与南朝鲜签定条约，也就有理由同台湾缔约；  第三，美国

军事援助顾问团、第七舰队等已为缔约奠定了基础；第四，缔约有助于消除海外华人的忧虑；

第五，条约将对“铁幕”后的亿万中国人民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第六，缔约不会引起美国

国会的反对。〔2〕兰金对接受台湾草拟的文本颇为犹豫，致电请示国务院: 对条约草案文本, 

应否接收。美国国务院淡淡地答复说：如果中国人“主动送”的话，大使馆可以收转。兰金

在转回草案文本的同时，电告国务院台湾方面对草案的说明：首先，条约是根据澳新美条约、

美菲条约和美韩条约起草的；第二，台湾方面想在序言中加入反对共产主义的内容; 第三，

草案中略去了美韩条约中有关在朝鲜建立军事基地的内容。 电报特别就第三条作了解释：

“这并不是因为中国方面反对建立军事基地，而是此类建议最好由美国方面提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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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包括序言和八项条款。其关键款项是第四和第五条。第四条规定：“缔约国将另一缔约

国在太平洋现属或将属的领土所遭受的袭击，视为对双方的袭击，并将依宪法程序采取行 

动。” 〔４〕 第五条将第四条中的“袭击”作了进一步解释。 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第

四条中的“现属或将属领土”，它意味着台湾当局企图借美国一臂之力实现其“反攻大陆”

的梦想。 

     尽管“遏制共产主义”  是美国的既定政策，  但美国政府并不愿意把自已拴在蒋介

石  “反攻大陆”的战车上。  尼克松访台回国后讲，  他在台湾时，不管是私下还是公开，

不得不  “极其小心地避免在言辞中有任何同意依靠武力返回大陆的意思”。〔５〕 

     尼克松在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２３日举行的国家安全会议上，汇报了台湾之行，艾森豪

威尔主持了会议。尼克松对台湾利用美援情况表示满意，他说，国民党试图让美国人相信  

“他们变了，  不再腐败了”。尼克松指出，美国的盟国对中国的态度呈两极状：一种是拉

美国以武力推翻中共政权；另一种包括英国职业外交家在内的人，想承认大陆中国的事实并

与之打交道。尼克松认为二者对美国均不可取。他赞成  “遏制与经济封锁”，然而，他感

到要从内部推翻大陆政权“希望渺茫”。关于美国对台政策，  尼克松说：“这很难”，美国

必须告诉台湾人  “回大陆没什么希望”。  他认为“现在至关重要的是把福摩萨作为海外

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６〕 

     美国政府要员对台湾的基本态度如此，缔约建议命运难测。 

 

二、日内瓦会议前美方的考虑 

 

     条约草案文本电传至华盛顿后，台湾等待了近一个月，不见回音。在叶公超催问下，

美国驻台使馆询问了国务院。到了１９５４年１ 月１９日，杜勒斯才给美国驻台使馆去了

一份只有一句话的回电：“请非正式转告外长，条约草案收悉待议”。〔7〕 

     美国方面的电报是在敷衍。因为在近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１９５３年１１月制

定了１４６－２ 号政策文件。  文件决定“福摩萨之宏观地位目前低于朝鲜、印度支那和

北约部队”。〔8〕  而且，艾森豪威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１９５４年２月８日会议上进而明

确指出，美国在远东的注意对象首先是印度支那，其次是福摩萨。〔9〕 

    １９５４年２月８日，国务院远东事务局准备了一份题为“对中美安全条约草案的若干

意见”的备忘录，  把台湾的草案与美菲条约、澳新美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逐段进行了比较。  

备忘录注意到在台湾草案的序言中，已经增加了与“自由世界”各国增强团结云云的内容，

认为增加的这几个词使条约突出了“反共”性质，这似与美国维持区域安定的本意“不尽相

同”。 

     台湾草案虽然提到，缔约各方应依联合国宪章解决国际争端，可是，它却略去了上述

三条约中均包含的一段内容：“以使国际和平不受威胁，并遵照联合国宪章精神，避免在国

际交往中使用武力。”  备忘录指出这一省略事关重大，因为台湾对大陆的袭击，很可能被

联合国会员视为侵略行为。而台湾很可能以“平息暴乱”为其行动作辩解。备忘录建议，略

去的部分应当补写上。 

    备忘录对草案第四条最为关注，这一条要求缔约国为双方“现属或将属的领土”负有防

卫义务。由于台湾政府所辖领土有限，备忘录强调，这一问题必须引起美国“极其慎重的考

虑”。〔10〕 

     在备忘录之后，还附有一份长达七页的分析材料，题为“ 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共同防

御条约的利弊分析”。该材料指出：缔约将在五个方面对美国有利。首先，向国际社会阐明

美国的立场，即“中华民国政府”  的地位“不容交易”；第二，加强台湾作为“远东一支

政治、军事力量”的“实力”；第三，鼓励亚洲国家反共力量；  第四，“增强人们对中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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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信心”；第五，“加强中华民国现政府对美国的依附。” 

     可是从反面讲，缔约又可能在六个方面对美国不利。第一，宣布缔约消息可能给人提

供攻击美国“不妥协”  的口实，因而破坏关于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谈；第二，签约后可能

引起共产党的报复；第三，可能使美国卷入台湾反攻大陆或保卫沿海岛屿的战争；第四，可

能背离“同中共最终打交道的总趋势”，并使美国难以“把中国人从苏联的轨道上引开”；第

五，可能伤害美国与盟国的关系；第六，由于条约的范围和灵活性都没有超出已有的条约，

其结果可能使台湾不满，反而于美台关系不利。〔11〕远东事务局还草拟了一份“美台条约

与美国和太平洋国家共同防御条约的比较”的单行材料，将美菲、美韩条约作了比较。这份

材料只是提请要特别注意，澄清台湾当局“领土”这一概念的确切含义与范围问题。〔12〕 

     到了２月２４日，叶公超再行催促，请使馆敦促国务院应尽快作出决定。叶公超称台

湾有人担心，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联合国接纳大陆中国为正式会员国的第一步。此时缔

约，可以使国人放心。 

    美国驻台使馆随后即给国务院去了一份包括上述内容的电报。当电报收到后，国务院内

部有不同意见。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饶伯森主张与台湾缔约，其好处是: “第一，鼓起在福

摩萨的中国军队和官员的士气；第二，使中国政府在我太平洋防务体系中，与日本、朝鲜、

菲律宾和澳新美条约缔约国具有同等地位；第三，消除中国人对日内瓦会议的疑虑；第四，

向我们的盟国及共产党国家表明，我们坚决支持在福摩萨的中国政府；第五，有助于实现 

国家安全委员会１４６－２号文件提出的政策和目标。”他又指出：在条约中应防止对“福

摩萨及佩斯卡多尔列岛防卫义务”的“无意识地扩大”。关于缔约时间，饶伯森建议在日内

瓦会议之前开始谈判。〔１３〕欧洲事务局与联合国军部均不同意饶伯森的意见，认为如果

谈判在日内瓦会议之前进行，难免引起英联邦及欧洲国家的不满和亚洲国家的批评。共产党

国家还会“要我们为会议的失败承担责任”。〔１４〕 

     ２月２７日，国务院研究日内瓦会议问题。讨论时，杜勒斯提到远东事务局关于美台

条约的报告。他说，他同史密斯将军讨论过报告，了解到一些不同意见。使杜勒斯举棋不定

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三方面：一是缔约对于日内瓦会议的影响。杜说，一方面，会前宣布缔约

“是不可取的”，因为此举“不合英、法之意”，还可能给人以话柄；而另一方面，会前宣布

又是“可取的”，它可向世界宣布“台湾的地位没有让步余地”,因为台湾是美国“从阿留申

群岛到菲律宾防线上必不可少的一环”。使杜勒斯犹豫的第二个原因是军方的态度，他了解

到雷德福将军赞成缔约，但不知这种意见是否能代表整个参谋长联席会议。此外，杜勒斯还

担心国会的反映，因为“与朝鲜条约相比，台湾条约可能更难让参议院接受。”  杜勒斯当

时正准备近日内赴委内瑞拉参加第十届美洲国家会议，这就需要把考虑缔约之事推迟到美洲

会议之后。〔１５〕  

     饶伯森竭尽全力想说服国务卿。他争辩道：将宣布缔约的时间选择在日内瓦以前是十

分重要的，其“带来的心理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他特别担心亚洲非共产党国家日趋低落的

士气，主张美国立即给亚洲盟友打气。  杜勒斯不以为然，他告诫与会者：“不要代表国务

院做出最后决定。”  杜勒斯还警告不要让无孔不入的新闻界打听到风声，他说了一句：如

果大家可以“保证第二天不让艾尔索普兄弟（美著名专栏作家。——笔者注）知道的话”，

他便可“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计划署开始此项工作”。〔1６〕 

     饶伯森促成缔约心切。他在给各有关部门的一份征询意见备忘录中，十分巧妙地利用

了国务卿上述话语中“开始此项工作”这一部分。尽管备忘录也提到“等国务卿回来再最后

决定”之类的话，但在饶伯森的笔下，这份文件给人以考虑缔约刻不容缓的印象。饶伯森是

这样写的：“国务卿要求国务院立即考虑以形成意见，以便尽早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计划署。

国务卿还提及此事与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有关，这就使此问题更显紧迫”。在这份征求意

见材料中，饶伯森还附上了远东事务局对缔约的支持态度。他还特别强调了条约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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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此举有助于实现国家安全委员会所确定的“重要政治目标”。〔１７〕 

    ３月１７日，菲律宾与东南亚事务办公室给饶伯森送来一份备忘录。该办公室对缔约的

反应冷淡。３月１８日，南亚事务办公室也送来了反对意见。 

     第一份备忘录发出后三天，饶伯森送去第二份，敦促尚未表态的部门于３月２２日前

将意见送来。饶伯森又一次借杜勒斯的名义强调此事的重要性，他写道：“鉴于美台条约与

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有关，国务卿要求立即审议。这更使此事刻不容缓。”〔18〕 

    这一份备忘录送出第二天，欧洲事务局的答复就到了。局长麦钱特反对在日内瓦会议之

前或会议之中签约。他主要担心此举会招致美国的欧洲盟国，特别是英、法两国的不满。盟

国会认为这是给苏联人送去了一个攻击美国远东政策“僵化”的把柄。〔19〕 

     ３月２０日是饶伯森决定的最后期限。此时，又有四份表态的备忘录送到了远东事务

局。国务院法律顾问弗莱哲不反对缔约，但认为须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明确制定政策，二

是确定这样做“符合美国的利益”。〔20〕 

     政策设计署的备忘录包括三点内容：(1)该署未发现对签定“适当防卫条约”的反对意

见；(2)该署同欧洲事务局的观点一样，对拟定的缔约时间持异议；(3)设计署成员对条约草

案第四条有很大顾虑，因为这一条可适用于沿海岛屿。但是，如果明确把这些岛屿的防卫排

除在条约之外，又怕招来袭击。他们希望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即既不捆住美国手脚，

又不给海岛带来危险。〔21〕 

     近东、南亚与非洲事务局的备忘录指出，印度和美国对大陆中国的态度有很大不同。

印度人相信可以把中国同苏联分开，但要达此目的，就要“给共产党中国以联合国席位与福

摩萨”。该局重申了南亚事务办公室的早些时候表示过的意见，担心缔约“疏远”印度，并

使其滑向共产党阵营。〔22〕 

     联合国事务局不同意饶伯森所谓提前缔约有利于日内瓦会议的说法。该局认为，在这

个时候缔约，只会“有助于共产党离间”美国及其盟国。该局备忘录分析道，由于条约并不

改变美国对台湾的防卫义务，那么，其作用主要是产生心理上的影响。既然如此，条约完全

可放在日内瓦会后再行考虑。〔23〕 

     各部门意见都送到了远东事务局。饶伯森请他在缔约问题上的最得力助手——中国事

务办公室主任麦康瑙吉起草一份给杜勒斯的总结。麦康瑙吉估计杜勒斯可能会采纳欧洲事务

局和联合国事务局的意见，建议饶伯森作两手准备。 

     麦康瑙吉先提出了一个在杜勒斯决定推迟考虑缔约情况下的行动方案：(1)经国务卿批

准，通报台湾国民党政府美国关于条约的想法，并解释为何将此事推迟至日内瓦会议之后；

(2)通报英、法两国政府，美国拟与台湾缔约，以将时间推迟至日内瓦会议之后，来换取英、

法在会议上对美国的更多支持，并使两国同意，共同反对任何旨在削弱国民党的企图。〔24〕 

     然后，麦康瑙吉起草了一份给杜勒斯的备忘录，再次建议在日内瓦会议之前与台湾缔

约。备忘录轻描淡写了对条约的各种反对意见，仅仅汇报说：“只发现两个实质性的反对意

见：(1)南亚事务办公室担心印度会被推向共产党中国一边；(2)政策设计署对草案第四条的

语言持保留态度。另外，欧洲局、联合国局与政策设计署对在日内瓦会议之前或期间谈判持

异议。”  备忘录还对这些意见否定如下：(1)印度的反映无关紧要；(2)条约第四条的问题，

可以通过修辞来解决；(3)至于缔约时间，推迟的意见不可取。因为在日内瓦会议之前就表

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坚定立场，有助于谈判。〔25〕 

     备忘录送请国务卿审批。文件首页有两项选择：“同意”或“不同意”。杜勒斯在后栏

里打了个勾，并在该页右上角以寥寥数笔写道：“日内瓦之前时间不够——参院院问题微妙。”

〔26〕 

     １９５４年４月８日，杜勒斯致电美国驻台使馆：“国务院决定在日内瓦会议之前不对

中国政府建议之双边安全条约采取行动，因无充分时间与国会主要领导人进行必要的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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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决定不影响以后考虑。”〔27〕  此电报发出前一天，饶伯森已经将类似的意思转达给了台

湾驻美大使顾维钧。〔28〕 

     这样，美台缔约一事便被搁置了下来。 

 

三、从奠边府事件到马尼拉会议美方的酝酿# 

 

     杜勒斯１９５４年４月８日电报之后，至少有两个月时间美国政府一直无法将同台湾

缔约的事提到议事日程上。主要是印度支那局势的变化吸引了美国的注意力。１９５４年５

月７日，奠边府弃守。〔29〕美国把印度支那局势的变化看作是“共产主义对外扩张”，更加

仇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杜勒斯参加了日内瓦会议第一阶段有关朝鲜问题的讨论，于５月４日

回国。半个月后，顾维钧不见美国方面对缔约有任何行动，便亲自去拜会杜勒斯。杜勒斯答

复说，美国政府正对此事进行“全面考虑”，但尚未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因为“与一个实

际上正在进行军事活动的国家缔结安全条约并非易事。”  顾建议，在条约文字上强调其“防

卫性质”以消除美方顾虑，可是杜勒斯对此表示怀疑。杜勒斯说美国不希望签定一个最终可

能将其引向“无限制战争”的条约，并认为在局势未稳定之前，“最好不要改变现有的对台

防御计划”。他还以日本人的失败为例来说明，为什么美国不愿在“广阔的中国大陆上”出

兵冒险。〔30〕 

     第二天，兰金大使给美国国务院发电报，报告了中国一些沿海岛屿被中共占领的消息，

集结的大陆军队可随时向大陈岛发起两栖进攻。〔31〕  关于大陈岛的重要性及国民党想在

该岛的防务上得到美国支持的情况，兰金已经在１９５３年７月向国务院作过汇报。〔32〕 

     １９５４年５月２２日，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国防部

副部长安德逊、雷德福以及总统国家安全特别助理卡特勒等开会研究大陈岛问题。雷德福担

心如果美国无动于衷，听任中共占领大陈等岛屿，将会损害美国的“威信”。杜勒斯虽有同

感，但不同意公开声明哪些岛屿属于“必保之列”。〔33〕  艾森豪威尔建议，派第七舰队去

访问大陈岛，以“显示美国的力量”。但在此行中，除非舰队遭袭击，不应与大陆发生冲突。

〔34〕 

     数日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派遣第七舰队部分舰只访问大陈岛，并在文件中写道：

包括大陈岛的沿海岛屿是“台湾防务的重要组成部分。”〔35〕可是没过几天，杜勒斯就给卡

特勒一份备忘录，指示其将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中的上述一段话删去。〔36〕这一举动显示

了国务卿手腕之高明：杜勒斯可能本来就对派第七舰队去大陈岛有保留意见，但他在会上却

不便明说，因为此建议来自艾森豪威尔。通过这样暗地改变第七舰队出访命令，他既可减少

“与大陆中国全面战争”的危险，又免伤总统的面子。〔37〕 

     杜勒斯参加了６月中旬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东亚组的一次会议。参议员诺兰和史密

斯询问了与台湾缔约的可能性。杜勒斯深知诺兰与台湾的亲密关系，就说此时缔约不一定妥

当，因为它可能会把国民党政府“冻结”在台湾岛上，这对台湾不利；条约另一个可能是把

美国拴在台湾“收复大陆”的计划上。参议员乔治也没有对条约表示多少兴趣，因为它对台

湾的防务没有增加“实际内容”。〔38〕 

     ６月１７日，叶公超与兰金大使在台湾进行了会晤。叶公超强调了条约是“政治性的”，

因此它不会增加美国的军事义务。兰金问台湾政府能否这样许诺：如果美国不同意，台湾便

不进攻大陆。〔39〕叶公超请示蒋介石之后，没有直接回答，只说只有在条约基本商定后，

台湾才愿讨论这一问题。６月２２日，兰金呈送杜勒斯一份备忘录，称：如果决定缔约，台

湾方面便可保证：非美方同意，不对大陆中国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40〕 

     顾维钧大使７月１日会见了杜勒斯，他问美国政府是否能发表一项声明，表示愿意保

护沿海岛屿。杜勒斯轻而易举地回绝了这一请求。他说，第七舰队已经奉命在大陈岛附近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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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这一点中共不会不知道。“事实胜于雄辩”，不用另发声明了。〔41〕事实上正是杜勒斯 

本人密令不把大陈岛屿作为台湾防务的一部分，并降低了第七舰队访问的调子。 

     国民党当局在这一阶段的努力，真可谓是“双管齐下”。一方面，为了促使早日缔约，

蒋介石作了重要让步。兰金大使在回国之前，蒋介石于 7月 8 日接见了他，蒋让大使给艾森

豪威尔和杜勒斯带上个人的口信，他保证：任何重大军事活动，必事先征得美国同意。〔42〕  

另一方面，让顾维钧大使做美国官员的工作。顾在其回国述职前，于７月中、下旬，马不停

蹄地进行了大量的游说。 

     顾维钧７月１４日会见了参议员诺兰。第二天，顾大使与兰金大使共进午餐。同一日，

顾维钧拜会了副总统尼克松。第二日晨，顾大使会见了参议员约翰逊。接着，顾维钧又会见

了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德鲁姆赖特和中国事务办公室主任麦康瑙吉。他了解到杜勒斯对缔约

的看法“仍无改变”。〔４３〕 

     随后，顾维钧又同众议员周以德进行了磋商。顾同这位“中国帮”的干将谈得十分投

机。周以德明确表示了对条约的赞成态度，两人还一起分析了杜勒斯犹豫的原因。顾说这主

要是由于杜勒斯误认为台湾仍在同大陆交战；而周以德感到事情并非完全如此，“真正的原

因”是国务院仍有人“认为国民党中国是腐败的，委员长是反动派与独裁者。”  顾请周以

德施加影响，再助台湾一臂之力。〔４４〕 

     就在顾大使在华盛顿四处奔忙时，关于美台可能缔结安全条约的消息成了台湾的头条

新闻。新闻的根据是三段谈话：一个是叶公超在立法院讲的“政府⋯⋯非常重视与美国的防

御条约”；一个是兰金大使在一次记者招待会就条约所表示的“已进行过非正式的接触，但

目前无进展”；另一个是艾森豪威尔谈过的“条约问题经过一段研究⋯⋯尚未做出最后决定。”  

新闻媒介的热衷报道，引起了美国驻台使馆的注意。大使馆给国务院的报告谑称之为“新闻 

谈判”，并请国务院考虑是否有必要发表一项声明。〔４５〕 

     国务院没有为此专门作出反应。但当法国大使馆向美国国务院要求澄清传闻中关于美

台缔约的情况时，中国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马丁答复说，美国暂无进行谈判的打算。他还解释

台湾方面的建议主要出自“政治上的考虑”。台湾之所以心切，是“因为日内瓦会议、周恩

来访问印度与缅甸，以及印度支那停火，⋯⋯都提高了北平的威信”。〔４６〕 

     ８月１１日，美国大使馆又给国务院一份报告，再次转告了台湾当局的保证：如果没

有美国同意，不向大陆发动大规模袭击。报告援引了国民党外交部条约处负责人的话：如果

美国不同意，台湾也就无力进攻大陆。报告分析道，签定条约的目的不是让美国帮助台湾反

攻大陆，国民党仅仅希望得到一个保证，即“美国对华政策不变”。〔４７〕 

     美国方面关于条约较重要的一步，是１９５４年８月２５日国务院形成的两个文件。

一个是中国事务办公室马丁准备的一份报告。报告分析了日内瓦会议以来，中共对台湾问题

的宣传攻势加强。由于朝鲜和印度支那均已停火，中共有可能抽出手来对付台湾。鉴于这种

新情况，美台缔约是“维持台湾现状”的“最佳方案”。该报告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缔约势在

必行：一，现有的以第七舰队防卫台湾海峡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需要；二，条约可为在东南

亚及东北亚建立“集体防卫体系”铺路；三，蒋介石已经答应：针对大陆的军事行动，必先

征得美国同意；四，与台湾缔约的“危险系数”，并不高于当时的朝鲜，因为国民党进攻能

力“有限”。〔４８〕 

     另一个是饶伯森给杜勒斯的备忘录。有趣的是，饶伯森这一回以“共同防御条约”，而

不是以“双边安全条约”为题，以强调条约的“防御性”。饶伯森主张早日缔约理由有以下

四点：首先，日内瓦会议之后，中共发动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扬言要解放台湾并谴责美国

对台湾的占领。缔约将会给共产党这些宣传以沉重打击；第二，蒋介石已经作出许诺：非经

美国许可，不进攻大陆；第三，由于东南亚条约已取得进展，与台湾缔约就更为迫切；第四，

条约有助于参议院正式批准在台湾部署军事力量。饶伯森建议国务卿批准与台湾谈判，并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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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勒斯在访台时通知国民党。〔４９〕 

     饶伯森的建议，被分送给几个主要部门以征求意见。负责近东、东南亚与非洲事务的

助理国务卿杰尼根重申了其下属部门的意见，担心条约会对美国与印度和近东国家的关系产

生不利影响。国务院顾问麦克阿瑟认为，由于美国已经对台湾的防务承担有义务，因此台湾

的安全不存在危险，他对缔约的必要性有所怀疑。政策计划署仍坚持美国在条约中的防务义

务只应限于台湾和澎湖列岛及个别对台、澎安全至关重要的岛屿，而不应承担沿海岛屿的防

务。否则，亚、欧公众舆论便会怀疑条约的“防御性”。欧洲事务局答复，如能满足三个条

件，该局就不反对缔约：一，等马尼拉会议之后再宣布条约谈判；二，把美国的打算秘密通

知东盟国家；三，条约文字准确无误，不使人误解美国有义务“扩大国民党政府的现辖领土”。

〔５０〕 

     １９５４年８月３１日，杜勒斯在办公室召开会议，讨论对台政策。杜勒斯声称奠边

府事件之后，美国“在远东的威信不能再降低了”，他不惜“冒一定程度的风险采取强硬路

线”。他明确表示，美国将“使台湾永远不落在共产党人手里”，因为这样做符合美国“国家

安全利益”。而沿海岛屿就没有这样的重要性，如何处理这些岛屿的问题要视当时当地的具

体情况而定。〔５１〕 

     杜勒斯的话集中体现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矛盾。法国在奠边府失利后，美国愈感自己

作为国际宪兵的责任重大。然而战线拖得愈长，就愈发感到自己力不从心。美国仅想将台湾

作为反共“防线”之一部分，而不愿为防卫沿海岛屿付出代价，也不愿被拖入一场与中国大

陆的战争。可是这就和梦想以沿海岛屿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的台湾当局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杜勒斯在动身去参加马尼拉会议之前交代代理国务卿史密斯：由于沿海岛屿问题非常

复杂，他“推迟决定缔约时间”。第二天，史密斯还向美国驻台湾大使兰金电告了这一决定

并补充道：国务卿希望在他访台期间不要提出问题。〔５２〕 

     这样，缔约之事就再次搁浅。 

 

四、台湾海峡危机中美方的酝酿 

 

     １９５４年９月２日，杜勒斯到达马尼拉，准备同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等国代表协商缔结“集体防务条约”。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

金门，台湾空袭大陆一些目标。台湾海峡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杜勒斯两次致电国务院。他认为虽然台湾海峡呈现“危机”，但金门岛似乎并非与台湾

在防卫问题上有“实质性的关系”。如果美国插手金门，就可能使自己更深地陷入台湾反对

大陆的进一步活动中去。他把金门与马尼拉会议的关系，比作是奠边府与日内瓦会议的关系，

建议：首先判断金门在美国援助下能否保得住，“守得住则守”；否则，就不要“重蹈法国人

的覆辙”。〔53〕 

     杜勒斯还有一个难题，即是否按原计划去台湾。左右权衡后，杜勒斯决定还是前去为

好，但把在台湾逗留的时间缩短至仅数小时。然后以“欧洲局势紧张”为借口，脱身返回美

国。杜勒斯本人十分清楚“这一借口骗不了〔蒋〕总司令”，但毕竟可以“保住”总司令的

“面子”。杜勒斯的计划得到艾森豪威尔的赞同。 

     杜勒斯在台湾与蒋介石共进午餐并会谈两小时。蒋主要就谈防御条约问题。他埋怨“美

国的亚洲政策不够牢靠”，与“自由中国”缔约上的“勉强态度”就是个例子。以台湾海峡

局势“不稳”为理由，推迟考虑缔约是不对的，因为局势的“不稳”恰恰是因为没有条约。

在谈到其“光复大陆”计划时，蒋保证不需要美国出兵，只要物资保障。杜勒斯在条约问 

题上始终没有松口。他解释道，美国也不希望把国民党政府“冻结”在目前的状况下，但海

峡的紧张局势使条约很难处理沿海岛屿问题。杜勒斯还表示，台湾目前即使没有条约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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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什么危险，并举例子说菲律宾人尽管同美国有防卫条约，反而觉得台湾“有第七舰队的

直接保护”，比他们的情况显得更好。〔５４〕  杜勒斯在台湾停留时间如此之短，以至于兰

金只能在去机场途中，在车上就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向杜勒斯建议了如何措辞便可能为双

方所接受。台湾方面又是空忙了一场，缔约之事没有进展，杜勒斯关于第七舰队的巡逻行动

强于条约的说法反使叶公超更感到忧虑重重。〔５５〕 

     与此同时，华盛顿最高决策者们正在就海峡危机进行紧急磋商。在大陆炮击金门的当

天，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了美国的对策。包括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在内的多数人，认为

美国应该协助保卫金门等岛屿；而陆军参谋长李奇微则持反对意见。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

队等赞成派主要从国际“反共防线”的角度分析了保卫金门的“重要意义”；〔５６〕  而李

奇微则认为沿海岛屿并非至关重要，其“价值”还“不足以让美国冒对华战争的危险”，失

去它们，也不会对美国在远东的部署造成重大威胁。〔５７〕 李奇微还在书面意见上附上美

国远东军区司令赫尔将军的电报。电报宣称：如果插手金门，势必影响“对朝鲜和日本的防

卫”。赫尔还担心和中国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后果——“非原子武器不能取胜”。〔５８〕史密

斯通过电话向当时还在丹佛的艾森豪威尔征求了意见。艾森豪威尔认为，对金门的防卫，事

关美国的“声誉”。他同意首先判断金门能否守得住，“如果守不住就不插手”。此后，艾森

豪威尔又打电报补充了一个意见：任何对策都必须保证“不能在我们和我们的主要欧洲盟友

——尤其是英国之间打入楔子。”〔５９〕 

     美方决策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次会议是于９月１２日召开的国家安全会议，会议地点在

丹佛附近的劳里空军基地，与会者包括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杜勒斯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

员等。杜勒斯首先汇报了他的台湾之行，随后由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作了关于金门

形势的通报。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大家对美国应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方案难于形成一致性意见。

雷德福汇报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分歧意见，但他本人仍赞成美国插手金门。他还引用美太平

洋军区司令的话说：金门对台湾的防卫“至关重要”；国防部部长威尔逊一方面担心失去金

门，一方面又不愿让美国卷入与中国大陆的战争；艾森豪威尔对守卫金门的兴趣不大，其原

因有两个：一是共产党可能“钳制住美国军队”，他不愿许诺过多，以致让美军驻守各地防

卫；二是“打蛇要打头”，如果美国要打仗，要对付的是苏联，而不是中国。雷德福不同意

总统关于沿海岛屿只有“心理上的”重要性的说法，他坚持认为沿海岛屿在军事上也是重要

的。就在大家争执不休时，杜勒斯发言了。他说海峡危机使美国陷入了“可怕的进退两难”，

他的建议是把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６０〕这项建议得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

赞同。〔６１〕 

     四日后，杜勒斯去伦敦。１７日，他向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讲述了美国拟将沿海岛屿问

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的想法。杜勒斯回国后，艾登又委托参加联大的英国代表团团长向杜勒

斯转达了须进一步澄清的三个问题：（１）联合国决议的性质；（２）中共是否参加；（３）

谁来向安理会递交提案。团长还表示英国感到“有必要”让中共参加讨论，并倾向于让美国

之外的另一国作为提案发起国。〔６２〕 

     杜勒斯出席了于１９５４年９月下旬至１０月上旬在伦敦召开的九国外长会议。９月

２６日，在美国驻英使馆宴会上，杜勒斯和艾登再次商议台湾海峡问题。艾登建议选择新西

兰为提案国。三天后，杜勒斯向参加会议的新西兰代理高级专员坎贝尔提出此项要求。 

     新西兰政府同意了美国的要求。 

     必须指出的是：杜勒斯与盟国加紧炮制的联合国提案几乎到了出笼的地步，可是，台

湾当局却一直如同被蒙蔽在密不透风的鼓中。１０月１日，美国国务院以密电向美驻台使馆

透露了一点新西兰提案的消息，并请大使馆考虑何时以何种方式通知台湾当局为宜。杜勒斯

背着台湾的所作所为连兰金都感到过分。兰金在１０月５日的回电中指出：“除非⋯⋯采取

补偿措施”，台湾方面可能会将此事看成“又一次牺牲中国利益的雅尔塔式的背后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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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月７日，饶伯森再次敦促杜勒斯批准与台湾缔约，在他看来，新西兰提案一事使

缔约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饶伯森还援引兰金大使关于台湾可能将新西兰提案视为第二

个“雅尔塔”的顾虑，并说，此时只有通过缔约才能消除联大决议的不利影响。   

     杜勒斯正巧在当天给饶伯森发出一备忘录，通知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原则同意缔约，

并提出了三条意见：(1)着手让蒋介石了解联合国行动；(2)可以缔约，但“不排除双方为了

共同利益而一致同意的其它行动”；(3)要跟诺兰议员商讨。〔63〕杜勒斯并补充说：“这个条

约必须表明，它是一个真正的防御条约。如果缔约另一方进攻，我们则不予以保护”，他还

指示要特别注意条约第四条中关于“领土”范围的问题。〔64〕 就这样，总统和国务卿有条

件地批准了与台湾缔约。 

     下一步该是如何就新西兰提案征得台湾同意的问题了。 

     饶伯森和麦康瑙吉于１０月１３日会见了蒋介石、总秘书长张群与代理外长沈昌焕。

果然不出所料，台湾方面对将金门等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表示强烈的反对。蒋介石认为

新西兰提案会导致以下 从Γ1)沿海岛屿中立停火；(2)台湾中立停火；(3)台湾交联合
国托管；(4)中共成为联合国会员；(5)共产党占领台湾并消灭国民政府。在第二轮会谈中，

台湾方面增加了副总统陈诚和行政院院长俞鸿钧。在这轮会谈中，台湾方面显然在努力达到

以下目的：(1)设法阻止提案；(2)争取美方同意在条约中包括沿海岛屿；(3)力求美方同意

先宣布条约的消息。国民党方面已经感到要达到头两个目的是极其困难的。因此，蒋介石和

陈诚都强调了第三点。在第三轮会谈中，蒋介石做了让步，表示在条约的正文中可以不提及

沿海岛屿。但也不能写入台湾当局作出的无美方首肯不进攻大陆的许诺。这两点都可通过另

行“照会”的办法解决。长达七小时的艰苦会谈就这样冷清清地结束了。 

     １０月１８日，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进行了磋商。艾森豪威尔同意了以条约保卫台湾、

同时以联合国提案解决金门危机的方案。他表示“美国决不能容忍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列岛

落入不友好之手”。他也同意在条约签定后，“很有必要”对国民党加以限制，使之“不从‘庇

护所’向外进攻。”〔65〕 

     杜勒斯征得了艾森豪威尔的同意后，当天会见了英国和新西兰驻美大使，解释为什么

与台湾缔约，以及条约的范围和性质。新西兰大使担心如果将提案的时间与缔约安排在一起，

很可能会被人认为是在“搞阴谋 ”。英国大使也对条约对沿海岛屿的影响表示关切。为了解

除盟国的疑虑，杜勒斯亲去伦敦与艾登会晤，为能在新西兰提案之前宣布与台湾缔约的消息

征得了艾登的同意。 

     就在杜勒斯与艾登协商的当天，叶公超来到华盛顿，奉蒋介石之命再次设法阻止新西

兰提案。〔66〕蒋也向兰金大使表示了类似的意思。〔67〕 

     杜勒斯从英国回来后，于１０月２７日会见了叶公超。台湾方面急于让美国在当年大

选之前就宣布缔约，叶公超一方面表示了台湾当局对新西兰提案的异议，以对美方施加一点

压力；另一方面，向杜勒斯再次保证：（１）国民党政府绝对无意以条约作为进攻大陆的基

础；（２）台湾也无意使美国卷入对大陆的战争。叶公超再次许诺说，国民党政府“未事先

取得美国政府同意不反攻大陆，甚至连较大规模的袭击都不搞”。但叶公超坚持不要将此项

限制写入条约，建议另用一非正式的协议解决。杜勒斯理解台湾方面对“面子”的担心，同

意在条约之外再形成另外一项协议。然而，杜勒斯表示在条约中也一定要以适当的措辞写明

条约的防御范围不包括沿海岛屿。 

     １１月２日的国家安全会议是缔约谈判前美方进行的最后决策会议。会上讨论决定了

美台缔约和新西兰提案的基本原则。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一致表示：尽管有些军方人士强调

保卫沿海岛屿的意义，但美国不宜为此而冒与中国、苏联发生全面战争的危险。美国的既定

方针是守卫台湾、澎湖。 

     这些基本原则确定之后，美台缔约的谈判于翌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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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纵观美台缔约酝酿的全过程，可见战后美国外交有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一，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矛头是针对着苏联的。美国出于“遏制”战略的需要，在各地

广设“防线”。然而，战线拖得愈长，就愈加力不从心、就愈难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 

     二，台湾对美国防卫屏障作用，只是局限于从阿留申群岛至菲律宾这一纵向南北“防

线”之一段。美国只愿维持台湾作为“ 基地”和“象征”的现状，并不想为了一个“卒子

“的利益，将自己拴在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战船上； 

     三，朝鲜战争的失利与奠边府的弃守，更加剧了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视。然而，

基于本身民族利益的考虑，美国又不愿重卷入一场对华战争。种种因素错综交织，导致了美

国的矛盾政策：既想建立“共同防御体系”，但又不愿陷得太深，冒直接的风险。 

    缔约的建议来自台湾。虽然防卫台湾与美国国际战略的总目标并不矛盾，但是否与台缔

约，在美国政府中还是引起激烈的争论。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居于核心地位、举足轻重的国

务卿杜勒斯，对缔约一直持消极态度：他不顾国务院内外亲台势力的纵横捭阖与倾力鼓吹，

却虚与委蛇，屡次以种种借口，多方推辞拖延。１９５４年台湾海峡危机的爆发，使华盛顿

军政首脑就沿海岛屿防卫问题，陷入了空前的僵局。当各方争执、互不相下时，杜勒斯异想

天开，提出了将问题送交联合国安理会处理的方案，并与英国密谋，形成由新西兰来出面提

案的计划。在台湾的强烈反对之下，杜勒斯出于维护其最高战略利益、平衡矛盾的目的，才

同意了以缔约来换取台湾对新西兰提案的合作；美国还答应了要照顾台湾的“面子”，不把

对台湾军事行动的限制写入条约正文之中，而以秘密换文的方式代替。在这出国际政治双簧

的排演中，台湾付出的却是“非美国首肯则不进攻大陆”这样一项原则性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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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纪的美国经济 
 

李国友 

 

 

目标和现状 

 

美国９０年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概括地表达在布什总统今年２月６日的年度经济报告

中，中心是实现尽可能高的持续的经济增长率，为此要做到： 

    ——在经济增长增加了收入的同时放慢政府开支的增长，减少预算赤字和国债； 

    ——实施在控制和降低通货膨胀的同时使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金融政策； 

    ——消除在税收、立法和规章制度方面妨碍创新、投资、工作和储蓄的障碍； 

    ——引导世界走向更为自由的贸易和更为开放的市场，支持世界各地面向市场的改革。 

    本文将对实现的依据和可能的幅度作初步分析。 

    美国的经济增长已持续七年，虽然在８０年代初经历了较严重的衰退，但整个过去十年

的绩效仍超过预期，实际增长率平均达２.８％，超过欧共体的２％，和日本差距显著缩小，

１９８３－１９８７年相等，均为３.８％；通胀率从７０年代的两位数，降到平均４.３％；

创造就业机会为世界各国之冠，仅１９８９年就达２５０万个，失业率降到７０年代以来最

低水平，同时，重新恢复了世界最大出口国地位，财政赤字也降到了和六个主要工业国的相

等水平，占ＧＮＰ的３％。 

    美国在世界的相对经济地位，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７０年代以来，稳定在２２－２５

％之间，虽然从４０年代末和５０年代初的４０－５０％大幅下降，却是从战后的反常恢复

到正常，并且在今后２０年预计不会低于目前水平。 

    对未来的估计是在以下三个前提下作出的：（１）不会爆发超过局部冲突的大规模战争；

（２）没有类似石油危机型的突发事件；（３）半个世纪以来的商业周期表明，对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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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期效应影响甚微，这一性质将延续。今后两年美国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会是缓和的，

而导致３０年代初大萧条的因素尚不会发展；１９８７年股市大暴跌也证明，表面的相似只

是一场虚惊，实质和基础才是关键。 

    未来的增长率取决于主要有利和不利因素的消长，特别是投资环境、资本形成，以及适

应技术进步的程度。 

    投资环境仍将是美国最大的相对优势，在开放程度、透明度、可测性、流动性和单一市

场规模上，都胜过日本和西欧。在美国财政和贸易赤字急剧上升的８０年代，居然出现了国

内投资总额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的状况。对这种反常，传统经济学难以解释，但却符合在

一体化加深的世界经济中，资本按照各国投资环境的比较优势而流动的规律。 

    国内投资总额年均增长率，１９８０－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６５－１９８０年相比，美国

从２.６％上升到５％，经合组织国家（ＯＥＣＤ）平均从３.３％降到３.１％，其中日本

从６.７％降到３.９％。不过美国存在隐患：在美国国内投资中，美国人自己的比例在下降，

因为储蓄率低，消费率高。个人储蓄率在６０和７０年代，美国仅为６％，远低于日本的２

０％和西德的１４％，１９８７年更降到３.７％。国家储蓄率在８０年代也进一步下降，

从占ＧＮＰ的１７％降到１９８７年的１２％，其中一半由个人储蓄率下降，一半由政府赤

字增大造成，企业储蓄率仍保持原有水平。而个人和政府消费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从１９６

５－１９８０年的３.１％和１.２％，上升到１９８０－１９８７年的４.１％和３.６％，

而日本同期分别从６％和５.１％，降到２.９％和２.９％。〔1〕 

    看来，８０年代中后期外资的大量投入，虽然维持了美国的高投资，但这种每月１００

亿美元的外资流入继续下去，美国外债到１９９２年就将破１００００亿美元大关，未来的

利息负担会上升，高通货膨胀率的危险增大。同时，政府预算赤字会使国债很快突破３００

００亿美元。当然，没有外资投入，会减少投资额增长，导致经济停滞，降低未来生活水平。 

    因此，美国经济前景将取决于：１、减低消费增长，增大储蓄率；２、扩大出口；３、

外资的持续投入。其中储蓄率取决于经济、社会、文化多种因素，似难以显著改变。消除政

府预算赤字，提高生产率被认为是可以行之有效的关键。 

     

前    景 

 

    按照不同的联邦赤字水平和生产率的增长，一家经济预测公司提供了鲜明的对比。〔2〕

给出的三种假设为： 

    下策——目前政策的延续，生产率年增长１.２％，联邦赤字维持在占国民总产值的３

％； 

    中策和上策——生产率年增长逐步提高，到世纪末达到１.８％，政府支出减缩，到１

９９６年消除联邦预算赤字；不过中策假定外资的投入不能持续，而上策着眼于外资的继续

投入。 

    预测的终点是２００８年，结局是： 

    国民生产总值按１９８２年美元值计，按上策可达７.３万亿，比下策多１万亿美元。

国债按上策可从目前占ＧＮＰ的４２％降到１２.９％。联邦政府支付的利息，按１９８２

年美元值，可从每年１７００亿美元，降到每年１０５０亿；按下策，利息将高达６２５０

亿美元。实际利率按上策将大幅下降，３０年公债的利率可低至１％，比美国历史水平低两

个百分点。低利率，高储蓄可以使美国企业所需的资本成本降到日本的水平，从而使私人投

资总额占ＧＮＰ的比例，从目前的１５％提高到２０％，接近现在日本的２３％。生活水平

将提高，按上策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达１.７万美元（１９８２年美元值），比下策高１１％，

就是说，到２００８年消费者每年按上策可比按下策多消费５０００亿美元，而私人消费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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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ＮＰ的比例，还可从目前的６４.６％降到６０.４％。公司利润按上策可比按下策高７０

％，达到５１８０亿（１９８２年美元值）。不过，按上策，美国到下世纪初仍将是净债务

国，经常项目赤字将从１９８９年的１４１０亿美元上升到２００８年的２１５０亿；外债

占ＧＮＰ的比例将从１１.５％上升到２８.７％；外国在美国每年的净投资将从１３００亿

（１９９０年预计）上升到４５７０亿。 

    这样巨额的外资投入能保持吗？如中策，美元贬值和增加出口，可使经常项目在９０年

代中期达到平衡，从而使外债占ＧＮＰ的比例到２００８年降到６.７％，比目前低近５个

百分点，比上策低２１个百分点。不过代价也大：到９０年代中，美元要贬值２２％，导致

实际利率升到７.７％，最终使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比上策低７％，即一年少５０００亿美元。

因为上策立足于更高的经济增长超过外资的流入，使相对经常项目赤字从占ＧＮＰ的３.５

％降到３％，并且低利率使支付给外国的利息，少于中策的低债务，高利息。 

    在政策上，先压缩政府开支和缓减税相结合，可以使２００８年的ＧＮＰ增加１.５万

亿美元，使经济的产出比增加所得税平衡预算高５倍。把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从１.２％提高

到１.８％，可使２００８年的ＧＮＰ增加０.７万亿美元。 

     

潜    力 

 

    政府开支的缩减可能来自：“和平红利”，冷战结束导致军费削减。国防部长已经谋求在

未来六年减少１８００亿美元的军费。 

    政府专项开支每年超过５０００亿美元，其中８５％在成本——效益上都大有潜力可

挖。社会福利项目的８０％都指数化，而在６０年代只有６％，只要在生活费用调整上稍加

修正，政府五年内就可节省９３０亿美元。医疗保健浪费更为显著，已受到多方重视。 

    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靠智力资源的开发： 

    ——经济对训练有素的职工的需求和报酬都将提高。目前获得大专教育的职工可以预期

在整个工作期间，比高中毕业生多挣５５万美元。并且，到下世纪初，劳动大军中有３／４

处于最佳工作年龄（２５至５４岁），而在８０年代只有２／３。同时，８０年代是本世纪

移民进入最多的１０年，仅１９８９年就达６５万人（不包括非法移民），９０年代将允许

更多有技能的移民进入。这样，和日本及西欧相比，美国人口构成最年轻。 

    ——包括按目标自我管理，收益分享等革新措施在内的雇员参与方式，操作得当即可降

低成本３０－４０％。 

    ——８０年代美国令人眩目的信息革命、新产业革命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都仅仅是

序幕，主剧将贯穿今后２０年。产业界的代表人物预言，９０年代的技术进步比８０年代还

要大１０倍，目前的科技已经提供了望不到尽头的发展余地。按哈佛商学院博士课程主任保

尔（Joseph Bower）的说法：未来取得成就的公司，将是以速度和灵活见长的创新机器。善

于利用柔性制造系统（ＦＭＳ）就可以使劳力和资本的效率提高１－２倍，使新产品推出的

时间缩短９０％，疵病减少９０％。竞争的一个重点是同一套设备能高效生产多少品种；目

前美国仍落后于日本，为２５：２４０个品种。不过，美国公司的新陈代谢和活力仍属首屈

一指，仅１９８９年就有６８.５万个新公司诞生。 

    ——在研究和发展（Ｒ＆Ｄ）上，不仅要投资多，更要投得有效。１９８７年美国投入

民用的Ｒ＆Ｄ高达６７５亿美元，接近日本、西德、法国的总和，但效益差得多。原因之一

是美国公司Ｒ＆Ｄ的支出有２／３用于新产品和新技术，而日本公司有２／３用于仿制、改

进及制造品质和效率的提高，结果是日本的创新比美国快１５％，成本低２０％，Ｒ＆Ｄ投

资的平均收益高５６％，而用于全新产品的平均收益只有２５％。当然，美国有的公司，如

苹果计算机公司，ＨＰ公司都具有高速灵活反应的特点，不过，日本更加结构化。美国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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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体制将会发挥更大的潜力，特别在技术和市场的前沿领域。 

    布什政府１９９１财政年度的预算和提案正是针对上述两个重点：１、预算赤字从１９

８６年的高峰２２１２亿美元，１９８９年的１５１９亿，降到１９９０财政年度的１２３

８亿（框算数字）和１９９１年的６３１亿美元（概算数字）；国防开支在１９９１财政年

度增加１.９％，实际购买力下降２.６％。２、强调鼓励投资，包括降低长期投资资本收益

税率，对民间Ｒ＆Ｄ投资的征税优惠，对家庭储蓄的减税。在此之前，在进入白宫之始，布

什已宣布要成为教育总统，随后召开了全美的教育会议，这在美国是罕见的，因为教育属于

各州管辖。 

 

多极中的平衡 

 

    在可见的未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不会恢复，但相对优势的下降也已终止，

甚至略有回升的趋势。实际上按经济增长率，在工业化国家的排名中，美国已从１９６５-

１９８０年的第１５位，上升到８０年代的第３位。可以说，美国正进入世界多极结构中新

的平衡进程，退出旧的角色，进入新的角色，谋求某种平等竞争和伙伴关系中的领先地位和

带头羊的作用。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今年１月８日宣称：“贸易体制正处于十字路口，

有可能向贸易自由化和增长速度更快的方面发展，也有可能走向贸易保护和收缩，我们的战

略是加强和支持市场力量，并为之奋斗。⋯⋯美国９０年代的贸易政策必须包括增加进入日

本市场的机会，确保欧洲共同体不在其‘四周’设立壁垒，扩大同加拿大、墨西哥和太平洋

沿岸国家的贸易，鼓励东欧的市场经济改革。”这一方针正通过不同方式在推进，将对跨世

纪的美国及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１、在关贸总协定主持下有约１００个国家参加的乌拉圭回合中，美国要求促进农业的

竞争，约束政府补贴；为服务业、投资和知识产权制订新规则；建立有效解决国际争端的体

制。同时今年美国还将和西方主要贸易伙伴举行重大双边谈判。并且，美国１９８８年综合

贸易与竞争法已开始执行。按该法“特别３０１”条款，美国每年要重点调查几个国家的贸

易惯例，１９８９年是日本、印度和巴西，涉及专利、版权和商标等知识产权的保护，以保

持美国在高技术产业、文化和专业服务业中的领先地位和收益。这反映了美国多边、双边、

单边多管齐下的对外经济的实施战略。 

    ２、不同性质、不同方式。和加拿大的贸易协定增强了经济一体化。和欧共体除贸易规

则的谈判外，加强对西欧公司的兼并、合营等直接投资，增强在欧共体内部的竞争地位。美

国海外投资１９８９年比１９８８年增长２０％，其中５３％投在西欧。这不仅是为了参与

统一欧洲市场作准备，也是向东欧进军打基础。虽然在１９４６－１９５５十年间美国向西

欧提供了１７１０亿相当１９８９年美元值的援助，而当时美国ＧＮＰ只有今天的１／３，

但是由于冷战结束，东欧体制转轨和吸收外援的效能有限，以及美国政府财力不足，对东欧

难以实施马歇尔计划型的援助。不过，美国企业已开始行动。通用电气公司在匈牙利投入１.

５亿美元收购一灯泡厂的５０％股权，是战后西方在匈的最大投资，以改善在苏东和西欧竞

争的劣势。１９８８年西欧向苏东出口达４３０亿美元，比美国大１０倍。 

    ３、调整对美大量出超的日本和东亚地区的相互关系，从实行进口限额到要求对方开放

国内市场，扩大内需。美国每年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制成品，在 1982－１９８８年增加了

两倍，从４１０亿美元上升到１１１０亿美元，市场容量和入超都很少扩大的余地。美国已

从１９８９年终止了港、台、新、南朝鲜的普惠制待遇，认为他们已具备足够的竞争力，不

应再享有具有发展援助性质的受惠地位，虽然他们的人均国民总产值没有超过竞争性需要限

额（１９８７年８５００美元）。〔3〕 

    美日关系体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加深过程中的新模式，从贸易深入到双方经济结构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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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适应性调整。日本按照美国的要求，增加国内的公共设施投资，加强反垄断，促进自由

化。美国按照日本的要求，提高对储蓄的鼓励和优惠，加强对工人的培训。这是从克服各自

的薄弱环节入手，为摆脱旧的矛盾创造条件，为进入新一轮竞争打开通道，为进一步提高国

民生活水平打下基础。实现这种调整需要抵制利益集团的狭隘眼界，取得政府和国民中坚的

共识；困难，但是可能，双方近２０年的碰撞、协调导致相互竞争能力的提高，经济交织层

次的深化和高级化。 

     

心    态 

 

    决定上述枯燥的官方政策、宣言和预测的数字能否实现的基础是什么？是民心，人民的

信心、理解力和选择。 

    《幸福》杂志一套对比性的民意测验可供参考；１９９０年提出了和１９３９年同样的

问卷〔4〕，结果是： 

    贸易保护主义是好主意吗？１９３９年有５９％，现在只有４７％赞成，并且在青年、

黑人和教育程度低的人中比例最高。 

    如何选择增加财政收入的途径？第一选择是提高烟、酒和奢侈品税，１９３９年为４１

％，今天是４７％；赞成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在１９３９年有１４％，现在只有６％，而最高

税率当时为７９％，现在只有３３％。 

    对未来的信心，认为自己会比父辈更成功的占７９％，１９３９年只占６１％；认为下

一代的机会比自己更好的占６６％，超过１９３９年的６１％。其中有信心的黑人比例超过

白人。 

    企业内的不信任感扩大了：认为雇员和雇主的利益是固有对立的，１９３９年只占２５

％，今天占４２％。据调查机构分析，主要是由于近十多年兼并盛行，企业易手频繁，以及

新一代职工教育程度高，不易信服管理和领导。 

    企业界领袖人物意识明确，集中在：全球化已不是目标，而是紧迫的任务；技术创新和

投入市场的加速；环境保护的敏感度增高；管理从居高临下的控制转向诱导和激励人的潜力；

重新夺回制造业优势，后工业化时期已结束。 

    “８０年代不乏个人的企业英雄。９０年代的英雄和胜者将是培育出不惧怕变革，而具

有乐于变革的精神的整个公司。”〔5〕通用电气公司总裁韦尔奇（John F. Welch Jr.）的这

段话表达了美国进取的心态，而美国发展的前沿在相当程度上是企业家开拓的。 

     

注释： 

 

〔1〕数据参见世界银行：１９８９年世界发展报告；Annual Report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88. 

〔2〕参见 Laurence H. Meyer ＆ Associates (LHM ＆ A) 公司的预测，转引自 Fortune,  

Dec. 18, 1989。 

〔3〕参见罗伯特·霍尔登：普惠制是发展援助，而并非特权，美国新闻署，１９９０年３

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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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凯恩斯时代—— 

论美国税制改革 
 

 

萧  琛 

 

 

８０年代美国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１９８７年开始实施税制改革法。税制改

革作为一场“世纪之战”，“消除了各种嘲讽与怨言的根源”，将作为“人类耻辱的”旧税制

“变成一个公平、简明、有效率且富人情的典范。”〔1〕税制改革不仅是经济滞胀以来生产

关系的一次最全面深入的调整，而且在国际上引发了一场６０多个国家都已卷入的世界税制

改革洪流。 

    美国税制改革有何成就？１９８６年法案错过了哪些机会？改革寻求的是什么样的新

机制？划时代的意义何在？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进行若干理论分析。 

     

一、退离凯恩斯，寻求新的调节机制 

 

    凯恩斯革命的实质性内容是利用虚拟经济刺激实际经济，从较为强调依仗市场转向强化

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其主要手段是赤字财政和形形色色的税收特惠。对于战后２０多年

的经济繁荣，凯恩斯的财税政策的作用不可低估。但是，就在美国中产阶级由战后初期的２

０％增至６０年代末的５０％以上之时，美国人所希求的“更多更好”的前景却以日益加快

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渺茫。能源问题，环境问题，产业结构问题，失业与通货膨胀问题，地下

经济问题等一系列经济恶魔纷纷随美梦而至。一方面是各类“避税专家”日益走红，另一方

面则是税收管理法规逐尺逐寸地不断加厚；一方面是贫困线以下的低收入者的扶贫支出在日

益增长，另一方面却又是他们的税收义务在日益增长⋯⋯。福特、卡特、里根等总统无不就

此惊呼并发誓要净化税制。奈何税制改革牵动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的成败荣辱，加之经济病

体难以康复，因而尽管有一系列的改革，如“１９７５年减税法（Tax Reduction Act of 

1975）”，“１９７７年减税与简化税收管理法（Tax Reduction and Simplification Act of 

1977）”，“１９７８年税收收入法（Revenue Act of 1978）”，“１９８１年经济复兴税法

（Economic Recovery Tax Act of 1981，即 ERTA）”和“１９８２年税收公平与财税责任

法（Tax Equity and Fiscal Responsibility Act of 1982, 即 TEFRA）”，真正的改革却只

能是在经济好转几年之后的１９８６年８月才得以成功。应该指出，上述一系列税法的矛头

无不指向凯恩斯税制的弊端，但是只有１９８６年税制改革法的手段才是非凯恩斯主义的。

无怪乎美国不少税收问题权威认为只有这次改革才开始使美国人追求新税制的“梦想变成现

实。”〔2〕 

    为全面调节与干预经济，凯恩斯税制中设有越来越多的税收特惠，税制的歧视性质日益

加剧。此外，为刺激企业投资，公司所得税的税负轻化趋势日益明显。１９６０年公司所得

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为２３.２％，而到１９８５年改革前夕却已仅占１０.２％。〔3〕由

于长期以来税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日益趋于增长，因此企业投资税的轻化势必导致个

人税消费税的重化。个人税重化最明显的表现是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的增长。３０年代以前，

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和最低税率分别为７％和１％，且起征收入高达５０万美元，而战后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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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税率却达到９０％！最低税率也为２０％，８０年代初仍为１１％。〔4〕更为荒唐的是从

１９７９年开始，贫困线的增长竟快过免税收入水平的增长，以至于１９８５年的免税水平

大大低于贫困线， 〔5〕即是说，有相当一部分美国公民在用救济款交纳个人所得税。对于

一个标榜效率的发达工业社会，这种明显的不合理现象是何等地不协调！ 

    税制畸形严重地扭曲了经济，导致税收管理日益困难。“投资税抵免（Investment  

Tax Credit）”、“加速折旧（Accelerated Depreciation）”、“存货资本化（Inventory Capital 

Adjustion）”以及各种补贴性的“税收支出（Tax Expenditure）”，势必造成各种“税收偏

好（Tax Preference）”、“税收策划（Tax Planning）”，日益成为决定投资的关键性因素，

影响有限资源的效率配置。税制畸形还导致人们千方百计地寻求“税收庇护（Tax Shalter）”

和偷税漏税。个人所得税畸重，边际税率畸高且缺少公平，使得人们与政府的合作态度恶化，

不如实申报和投机取巧动机的诱惑力日益变大。据统计，改革前已有１／４的劳动力和１５

％左右的国民生产总值直接同“地下经济”相联。所得税税基遭到严重的侵蚀。 

    由上分析不难推知，旧税制的种种弊端的根源在于凯恩斯的需求刺激及种种非市场性的

经济干预，在于各种税收特惠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短期性质。这种税制在配合政府反周期的

同时日益严重地牺牲了长期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个人所得税税率过高、税基变窄、个人所

得税与公司所得税结构不合理、管理困难、税法日益繁杂甚至经常使税收法庭之间争执不已

等等，无不起源于凯恩斯选择性的需求刺激。因此，由需求刺激转向注重供给，尽可能取消

不必要的特惠，尽可能减少政府干预，退离凯恩斯主义的税收歧视，转向税收中性原则，已

成为至为迫切的任务。而“取消特惠，增进公平，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简化管理，促进经

济增长”则正是这次税制改革的宗旨。 

     

二、税制改革的主要成就 

 

    新税法是自１９５４年以来对整个税制所作的一次最为全面深入的改革。新税法扩大税

基并将所得税税率降低到２０年来从未有过的水平。新税法还将原税法的１４个收入与税率

级次简化为两个级次！法案的最后制定者，参院财政委员会主席鲍勃·帕克伍德（B. B. 

Packwood）得意地宣称这是“美国的胜利”。美国总统里根也认为新税制“将使美国更具有

竞争能力并率先迈入２１世纪。”就本文主题而言，改革的主要成就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取消税收特惠，恢复了市场功能。 

    改革前税制的歧视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不同产业和不同资产所采行的税率

差别过大，往往鞭打快牛、鼓励后进；其二，由于税法繁杂，不同产业不同资产避重就轻和

寻求税收庇护的机会过于不平等，实际税负差别过大。结果是与贷款相关程度较大且交易成

本较低的资产性投资可以得到较多的实惠。例如商业性房地产、多户住宅(Maltifamily 

Housing）、有轨电车、某些飞机及有关设施投资等等，避税与轻税的机会就比较多。这导致

大量资金流入这些产业或资产，许多城市的办公室因此盖得过多，闲置率竟超过２０％。这

还不包括潜在的配置过度。 

    对于长期资本利得的６０％实行免税也是投资特惠的一个重要途径。原税法采取这一措

施的目的是防止利润实现年份那些面临高边际税率的法人的税负会过重。加之通货膨胀因素

及相应的收入级次及边际税率爬升问题，势必抑制长期性投资。立法人的这一动机当然无可

厚非，但是由于各种资产和产业的经营条件和利润前景差别很大，因而实际税负的歧视性质

日益明显，给税收筹划和税收庇护造成了许多可乘之机。 

表 1  美国各类资产和产业的有效税率% 

类别 旧税法 新税法 

资产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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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11 38 

厂房 35 39 

存货 58 40 

产业类别   

农业 41 42 

矿业 30 38 

采油业 23 28 

建筑业 28 41 

制造业 43 43 

运输业 23 37 

通讯业 24 36 

电、煤气 28 38 

商业 47 44 

服务业 32 40 

平均 38 41 

资料来源：Jane. G. Gravelle：“众议院参议院与联席会议提案比较：公司所得税有效税率方面的条款”，

《国会研究服务报告》，第 86-854 页。 

新税法断然取消了上述规定，取消了投资税抵免和大型合作项目免税规定，此外还降低

公司转移投资股利的免税和公司海外收入的税收抵免等等。这些针对性、建设性很强的改革

措施对于实现税收中性原则和增进投资的横向公平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新税法下各类资产

和产业的有效税率（effective tax rate）已基本拉平，为市场功能的恢复扫除了最基本的

障碍。新税法实施两年来，美国的投资的产业构成和投资配置效益均有较大改善。新、旧税

法下各类资产和产业的有效税率的变动与对比可见表１。 

    第二、重视通货膨胀问题，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所丧失的税负的累进性。 

    长期赤字财政的结果是通货膨胀问题严重。通货膨胀给确定收入级次、各种扣除额、抵

免额和相应的税率带来大量困难，也为征税与纳税双方的扯皮及申报技巧的提高造成了大量

的机会。更重要的是，通货膨胀使得原税法下的税负累进的合理性化为乌有，纵向不公平问

题和税负预期不确定问题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积极性，造成经济扭曲。 

    税制改革有效地增加了公司税和投资税，因而可以在大幅度降低个人所得税负担的有利

条件下，断然采取一系列克服通货膨胀增进纵向公平的措施：（１）提高个人免税额８０％，

提高扶养家属宽减额８５％，二者均随物价指数调整；（２）提高标准扣除额４４％，并且

予以指数化；（３）提高勤劳所得的税收抵免，并予以指数化；（４）税率级次由１４个减至

２个。大大简化了收入的确定问题，努力恢复税收的通货膨胀中性。税制改革在这一大幅度

与多角度结构调整的背景上，着眼于各项措施的综合性效果，使得税负的实际累进趋于合理，

基本上实现了“  纵向公平”。 

    个人减免、标准扣除、指数化及其他诸如抵免自由之类的改革措施，使得两年来每年６

００万低收入者不再交纳个人所得税，消除了免税线低于贫困线的怪现象。改革为年收入不

到２万美元的家庭不同程度地减轻了税负，而对年收入５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则不同程度地加

重了他们的负担。从而纠正了旧税法下富者实际税负偏轻穷者实际税负偏重的累退倾向，恢

复了由于各种不合理政策及通货膨胀因素而丧失了税负的累进性。新税制下各收入阶层的税

负变动可见表２。 

表２  １９８８年各收入阶层税负变动估计（％） 

收入阶层(美元) 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税负变动（％) 全部税负变动(％) 

1 万以下 -32.0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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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万 -8.1 -3.1 

2-3 万 -4.1 -1.8 

3-4 万 -4.1 -2.0 

4-5 万 -6.1 3.1 

5-7 万 +0.7 -0.4 

7-10 万 +5.3 -3.9 

10-20 万 +6.0 -5.0 

20 万以上 +9.2 -8.2 

资料来源：马里兰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布鲁金斯学会税收问题专家 Henry J. Aaron 的统计与估算。参见

J. A. 佩奇曼：《税制改革与美国经济》（英文版），第１４页表２。 

第三、恢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改善了自由竞争秩序。 

    旧税法下个人所得税畸重、公司所得税畸轻等不合理因素，使得劳动者个人的工作积极

性与创造性严遭挫伤。新税法在降低公司所得税名义税率、扩大公司所得税税基并使之合理

化的同时，有效地增加了公司所得税的实际负担。据统计，１９８７－１９９１年五年中，

公司所得税可以增加１２００.３亿美元，平均每年可增２４０亿美元。〔6〕由于改革的收

入中性原则，这笔可观的收入被用于减轻个人所得税负担。由此，新税法为绝大多数美国人

不同程度地降低了税率，年收入不到两万美元的家庭，现在仅剩下３０％左右有可能面临可

谓之“高”的边际税率。增加个人减免和标准扣除等措施则可以保证不到１０％的人实际税

负增加。年收入超过５万美元的家庭的边际税率几乎降低了９０％，但由于有效地扩大税基，

这些家庭中仅有３／５实际税负减少。 

    边际税率和大多数个人税负的减轻不仅是改革可行的最基本条件，而且由于劳动者个人

是社会经济机体的细胞，是市场的最基本的要素。个人可以是投资者或消费者，可以是买者

或卖者，还可以是雇主或雇员。因此个人从繁重不堪的税负下得以解脱，对于整个经济增长

的意义极为深远。其一，由于边际税率大为降低，投机取巧的诱惑性会大为减弱，勤劳致富

之风可以畅行；其二，由于税负趋于适度与合理，人们的社会合作性得以恢复，较多的外在

不经济会转向外在经济；其三，由于税收中性原则得以伸张，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将更多地被引向生产性的而非耗散性的活动，个人活动的市场价值同社会经济价值（相应于

影子价格）将趋于接近，“无形之手”的引导会易于增进社会财富。总之，由于税制中不必

要的人为干预减少，束缚市场配置资源和分配财富的功能发挥的因素得以排除，自由竞争的

秩序势必会有所改善。如果说凯恩斯主义的锋芒所向在于“市场不灵（market failure）”，

则近年来的一系列改革的锋芒则主要指向当代资产阶级的“政府不灵（government 

failure）”。如果说８０年代初连续几年的大幅度减税是权宜的局部的“治标”之方，则８

０年代后期的改革则显然是从长计议的带全局性的“治本”之举。 

     

三、美国税制改革错过了哪些机会？ 

 

    税制改革涉及面广，政治难度很大。尽管举国上下很少有人不赞成改革，但在改什么、

如何改、改到何种程度等一系列问题上很难有一致意见。早在１９８４年１１月美国财政部

便公布了一套意义深远的改革方案，经行政当局修改，于１９８５年又以总统改革方案公布

于世。众议院对总统方案于１９８５年通过了一项修正案，并于１２月通过了改革议案。但

是到１９８６年５月，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鲍勃·帕克伍德又提出一个与总统方案相去甚

远的方案。经参议院及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反复修正讨论，最后才形成“１９８６年税制改革

法（Tax Reformation of 1986: Conference Agreement）”。在这场盘根错节的利益拉锯战

中，“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妥协战术势所不免，因而改革措施的过正与不足之处也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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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免。总之，在告别凯恩斯时代的关键时刻，美国人并未能充分把握机会，至少在下列三个

问题上未能尽如人意。 

    第一，未能实行全面的通货膨胀自动调整，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对税制的扭曲。国会

保留了１９８１年采行的免税额、标准扣除、税收级次指数化等有关规定，但未能接受财政

部方案中关于折旧、利息收支、资本利得和存货成本的指数化的建议。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

初自动指数化机制的缺少曾经使得国会和行政当局穷于应付并捉襟见肘。财政部的方案本可

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然而不幸的是里根总统最后还是向国会作了让步。作为回报，国会采

取了取消消费性贷款利息扣除、限制房屋抵押贷款利息扣除等补救性措施。 

    第二，在增进所得税的公平与效率方面，新税法在两个问题上未能充分利用这次全面改

革的机会。其一是附加福利税（fringe benefits tax）问题；其二是综合公司所得税与个

人所得税问题。 

    新税法未能将雇员享受或消费的各种福利全部纳入税基。这些福利包括雇主担保的雇员

医疗保险、可高达５万美元一年的人寿保险、集体法律保险（group legal  

insurance）杂项福利等等。这类福利数额很大，可惜未能列入税基。而澳大利亚近年税制

改革在这方面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早在１９８２年，里根就曾建议限制雇主为雇员担保

购买医疗保险和相应的个人所得税减免。总统本可以坚持这个意见，并将限制定在基本医疗

保险计划的支出水平上，而对超过部分作为收入进行征税。财政部方案写入了总统１９８２

年建议。但由于参议院帕克伍德这条硬汉的坚决抵制，政府方面只得作出妥协。 

    附加福利未予征税意味着新税法下各种消费之间的税收歧视尚未扫荡殆尽。这势必继续

鼓励雇员寻求雇主提供过于慷慨的福利支出，从而扭曲经济，影响生产性投资。这个问题还

意味着所得税税率尚未降到理想水平，因为税基未能由此扩至应有程度。国会的动机在于使

中、低收入者在取得附加福利时可以享受较以前更为均等的机会。然而长期以来的实践已经

证明，税收歧视对经济效率的损害最终总是会大于社会公平所带来的利益。 

    第三、新税法在以上提及的综合所得税问题上也未能利用机会解决个人所得税与公司所

得税统一征收的问题。改革前美国学术界有三种代表性思潮。其一是采行综合所得税制(The 

comprehensive income tax）；其二是采行统一比例税制（The flat-rate tax）；其三是建

议将税基重心由收入（所得）转向消费，采行统一税率的消费税（a flat-rate consumption 

tax）或增值税（The value-added tax）。所谓的综合所得税，指的是综合各种实际经济收

入。合并公司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解决股息收入的双重课税问题。所谓的统一比例税，指

的是尽可能使得纳税人按同一边际税率交纳。里根方案是综合所得税与统一比例税二者的揉

合，既不完全综合，也不完全税率统一。里根方案设有三个税率级次，国会最后通过的方案

更为统一，为两个税率级次。 

    新税法下，股息收入仍要分两次征税，一次作为公司所得税征收，另一次作为个人收入

征个人所得税。而继美国改革之后的许多发达工业国，都下气力解决了这个学术界长期争议

的问题。财政部方案曾允许公司扣除５０％收入作为股息支出，不再列入公司所得税税基，

而将这部分收入作为股东收入课征个人所得税。从而解决股息收入双重课税问题。但是白宫

方面乃至最后通过的改革法只将扣除比重定为１０％。这就是说，大部分股息收入仍要课征

两次。从而为改革前这方面的税收偏好的延缓留有很大的余地。 

    股息扣除本可以鼓励公司将利润收入的较多部分作为股息支付给股东。但是这一效应本

身也许就足以解释它的出师不利问题。因为如果股息支出比重增长，公司势必只能保留较小

的再投资能力。这会使得公司掌权人物不得不更多地仰仗外部资金，更多地倚重发行债券和

追加发行股票。资本形成、资金配置，或曰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更多地经由公开市场，本当是

一件好事，比之由公司内部处理至少会更易于达到效率水平。但是不可避免的副作用是公司

筹资成本势必因此增加，竞争压力会偏大，企业环境的气氛可能会过于紧张。新税法在偏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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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理阶层免于一系列头疼的成败攸关的问题之际，实际上是牺牲了市场机制的机会效

率。可见，要完全回到理想的市场调节境界，还有待长时期的努力。因为，１０％股息扣除

的法定时间是１０年以上。 

     

四、新税法与实际经济运行 

 

    纵观美国经济史，生产关系的全面的结构性的调整曾经有过三次。第一次发生在１８７

３年以后美国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一二十年中。第二次发生在３０年代大危机

时期。这一时期垄断资本主义正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  。第三次则是６０年代末美国经

济陷入滞胀以来的一系列调整与改革。如果说整个７０年代是消极适应，被动调整的时期，

整个８０年代则是积极进取，主动改革的时期。如果说里根８０年代初的高利率政策是借助

国际资本流入而带动美国经济走出滞胀的起动器，则１９８６年税制改革法就是美国经济走

向新的增长时期的发动机。因为高利率政策的实质是寻求“国际性输血”，而税制改革则是

利用靠输血而借来的时间，对经济机制的弊病作了一次相当成功的手术。 

    新税法实施之后，美国经济几大指标均有好转。联邦支出（包括预算内和预算外）的增

长在１９８７年慢了１.４％，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是１４年来的第一次下降。联邦总

收入在１９８７年上升了１１.１％，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到１９.４％，比１９６

０－１９８０年平均比重上升了一个百分点。这说明扩大税基的改革相当成功。此外，１９

８７年联邦财政赤字下降了１／３，达７０８亿美元，占ＧＮＰ的１.９％。〔7〕一年内降

幅如此之大，实为战后第一次。由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很难确定短期经

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税制改革。就短期经济影响而言，新税法１９８７年下半年

开始执行的一部分改革措施与１９８７年大股灾先后不过两三个月！尽管这场“黑色风暴”

的根本原因与导火线均已为各方面专家揭示清楚，但就公众心理而言，税制改革引起的“未

来不确定”在一定程度还是一个推波助澜的因素。这场股票指数暴跌，不能说同结构性改革

的震撼力无关。不过总起来说，税制改革在实施的前两年内，没有引起任何实质性的经济动

荡（股灾化险为夷的速度已为世人所惊叹），而且在各方面见好，这未尝不是改革成功的一

点最初的迹象。 

根据改革设计，１９８７－１９９１财政年度税收收入应减少“０.３％”，其中１９８

７，１９９０，１９９１是增收年，而１９８８，１９８９两年是减收年。１９８７年美国

财政日子比较好过，可以用增收的３００亿美元解决各种难题，如降低赤字和满足格拉姆斯

法（Gramm-Rudman Hollings Act）。但是１９８８，１９８９财年的形势就比较严峻。因为

根据有关方面的计算，这两年的税收收入分别下降１６.７％和１５.１％。然而，由于持续

的经济增长（自１９８２年年底以来，美国经济已连续增长８７个月以上，是战后和平时期

最长的一次），新税法已经顺利地经受了这场严峻的考验。 

    由于税制改革的结构性，新税法对经济运行实绩的总量效应不大。因为存有许多相互抵

消的因素。从消费上说，个人税负转向公司会导致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从而增加消费支

出。但是却会在投资方面起抑制作用，因为公司税负的增加会减少“流动资金（cash flow）”，

即税后收入减去折旧保留。不过新税法对投资的总体效果也很难测定。有的改革措施，如免

费午餐和娱乐设施的扣除、海外税收抵免限制等等，会扩大国内投资需求，成为一个抵消因

素。值得重视的一点是，有效税率的增长会有助于美元汇率下跌，增强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

能力。因为有效税率提高会减少美元资产需求从而减少对美元的需求，导致美元汇价下跌。

然而美元下跌会否增加投资需求还取决于美国的利率政策和实际利率波动。根据两年来的实

际运行，新税法同利率等金融政策配合得比较默契，效果也比较好。美国贸易赤字由１９８

６年２２１０亿美元降为１９８８年的１５５０亿美元，１９８９年进一步降至１５００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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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预计今年可降至１０５０亿美元，低过平衡预算法的目标水平。据乐观人士透露，１

９９１年可进一步降至１０００亿美元以下。〔8〕 

    尽管短期总体效应近于中性且不易测定，但新税法在左右某些产业的发展前景方面却有

巨大的影响。建筑业中此前税收庇护较多的那些投资的成本会明显提高，而商业、电脑高科

技业及一部分制造业却会因新税法而得到较为有利的发展条件。因为税率降低、设备折旧加

快而带来的好处，大于投资抵免的取消和厂房折旧放慢而造成的不利（参见表１）。高科技

产业（如电脑、医疗器械、电器设备、飞机业）的特点是科研支出多，平均利润高（因为风

险大），资产主要是无形资产，设备更新与淘汰速度较快。新税制下由于公司所得税税率已

大为下降，而高科技业的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在原税法下就已经比较接近，加上科研经费支

出税收规定已变得相当有利，因此高科技业的发展势头必定会如虎添翼并更上一层楼。无怪

乎里根总统曾得意地宣称：“新税制将使我们进入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未来。” 

     

注释： 

 

〔1〕引号内为卡特、里根两总统语。 

〔2〕J.A.佩奇曼：《税制改革与美国经济》（英文版），第１０页，布鲁金斯学会，１９８７

年。 

〔3〕J.E. 斯蒂格里兹：《公共部门经济学》（英文版），第３２３页，W.W Norton ＆ Company, 

1986 年。 

〔4〕〔5〕同〔3〕，第３２４、３２５页。 

〔6〕《１９８６年税制改革法》，《国会报告》第二卷，第９９－８４１页。 

〔7〕《１９８８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第３３７页。 

〔8〕根据《国际经贸消息》１９８９年１２月份各期提供的数据整理。 

 
 

 

威廉·亨利·西沃德和 

美国亚太扩张政策 
 

徐国琦 

 

 

威廉·亨利·西沃德（１８０１－１８７２），１９世纪美国著名政治家。毕业于联邦

学院。历任纽约州议员、州长、联邦参议员等职。１８６１－１８６９年间担任国务卿。他

是建立美国太平洋帝国的鼓吹者和设计者。有人认为，自西沃德１８６９年离开国务院后，

“美国的东亚政策便没有增加一点新的原则。”〔1〕本文拟对西沃德和美国亚太扩张政策的

关系加以研究，以揭示美国扩张政策发展脉络。 

     

一、西沃德亚太扩张思想的历史背景 

 

    美国和亚太地区的关系可上溯到美国立国之初。美国挣脱英国殖民地枷锁后，英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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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和法国等对美国同它们的美洲殖民地之间贸易加以重重限制。但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贸

易一时并未干涉。从而在客观上起到鼓励美国商人到亚太地区冒险的作用。１７８４年“中

国皇后”号首抵中国。随后一系列其他美国商船也竞相展开对华贸易。１７８６年美国开始

同毛里求斯进行贸易。１７８７年同塞勒姆开始贸易。１７８９年美国商船第一次进入印度

港口。同年７月４日，美国在其第一个关税法案中，对从事与中国、印度贸易的美国商人予

以优惠待遇。１８１９年第一批美国人到达夏威夷，其中主要是捕鲸者。１９世纪２０年代

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上贸易利益、捕鲸利益及捕猎海豹利益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为此美国政

府开始建立常设性太平洋舰队，以保护上述美国利益。 

    美国是在英国重商主义和扩张传统下的产物——１３个美洲殖民地基础上产生的。它不

可避免地带有向外扩张的明显印记。扩张成为美国立国之后的永恒主题。华盛顿早在１７８

３年即称羽毛未丰的美国为“正在升起的帝国”。杰斐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更是憧憬一

个横跨两洋的美国。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兴趣，正与美国的扩张传统紧密相连。 

    正是由于美国朝野对向太平洋扩张的兴趣，美国的边界向太平洋日趋接近。１８１９年

美国同西班牙签订的“横贯大陆条约”便暴露了美国政府建立两洋帝国的野心。在这一条约

中，美国坚持把美国的西部边界划到太平洋沿岸。在随后发生的美英围绕奥勒冈归属争端中，

美国不少朝野之士更是大声疾呼，认为美国的“自然边界是太平洋”，无人能够阻止美国向

太平洋发展。〔2〕 

    向太平洋扩张的呼声到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爆

发后，引起美国上下对远东的普遍关注。1844 年美国尾随英国炮舰之后胁迫中国签订《望

厦条约》，标志着美国正式进入亚洲特别是远东的国际政治。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美国人认

为美国向太平洋扩张的时代已经来临。天定命运说在美国一时间甚嚣尘上。从１８２０年到

１８４８年的国会辩论中，美国人对奥勒冈和加利福尼亚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例如在众议院

１８４６年１月就奥勒冈问题进行辩论时，太平洋的重要性多次被强调。密西西比州的鲍林

众议员当时指出，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我们生来是，咳，我们被上帝亲手注定是一个民族

国家”。〔3〕这不仅是出于美国人要做北美大陆主人的动机，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把上述两

地视为建立美国“太平洋帝国的基础和出发点”。〔4〕１８４６年英美奥勒冈争端终于得到

有利于美国的解决。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间爆发的美墨战争，使美国获得了加利福尼亚。

美国的版图终于扩延到太平洋。实现了杰斐逊等人建立两洋美国的梦想。 

    完成大陆扩张之后，一般美国人满足于两洋大国的现状，将注意力集中在美国的南北矛

盾和内部发展上，对太平洋的兴趣有所下降。而在上述氛围中踏上全国政治舞台的西沃德（其

从１８４９到１８６１年间任联邦参议员），却“看到了太平洋上的一个伟大商业时代的曙

光”。〔5〕并吹响了美国向亚太扩张的嘹亮号角。 

     

二、西沃德亚太扩张思想的主要构思 

 

    西沃德首先是个强烈的扩张主义者，是天定命运论的主要鼓吹者之一。他在１８５３年

曾雄心勃勃地声称，美国的疆域“将无限拓展。无论太阳照耀热带，还是辐射极圈，这个联

邦都将迎接那黎明曙光。美国的疆域甚至应包括两大洋中遥远的岛屿。”〔6〕西沃德的扩张

思想是建立在美国优越论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人类必将认同我们为历史上少数几个伟大

国家的继承者。这些国家曾在世界上各自拥有发号施令的影响。”〔7〕 

    西沃德扩张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向亚太扩张，建立太平洋帝国。西沃德这一构思发端于４

０年代，成熟于５０年代。其主要观点是，美国在完成大陆扩张后应转向亚太地区扩张。扩

张的方式是从领土扩张转为商业扩张，但不排除获得某些重要的贸易据点。用贸易代替武力。

不认为战争是扩张的最好手段。因为“战舰决不是能被派往国外的最成功的使节”。〔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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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沃德一进入参议院，就大声疾呼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他以一个政治家特有的敏

感和预见能力，在美国最先认识到亚洲将成为世界重大事务的中心，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地区

和“人类活动的新舞台”。欧洲对美国带来威胁的地点不在别处，而在太平洋。〔9〕这位美

国“拉开的新帝国帷幕中的”“演员王子”还指出，未来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将发生在太平

洋。这场战争的胜利应属于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国家。“美国应该是，而且会是地球上伟大

的强国。”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必须控制世界贸易。〔10〕西沃德的最大野心是使美国获得世

界商业霸权，认为商业是美国“伟大任务之一”，是“美国促进文明进步和拓展〔美国〕帝

国的主要使者。”〔11〕而美国要控制世界贸易，就必须控制太平洋，因为只有“太平洋上的

贸易才是世界性贸易”。〔12〕控制亚洲、太平洋是美国商业帝国的终极目标。所以，美国“必

须建立海洋帝国”，“只有海洋帝国才是真正的帝国”。〔13〕太平洋是这海洋帝国的中心舞台。

美国的伟大端赖于它应该将其力量扩张到太平洋并“掌握东方的贸易”。〔14〕 

    西沃德告诫他的参议员同事不要看错美国前进的方向。他指出，美国建立帝国的竞争，

“不会在美国大湖区，不会在大西洋沿岸，也不会在加勒比海。不在地中海，不在波罗的海，

也不在大西洋上。而会发生在太平洋及其岛屿和大陆”。美国的真正竞争对手在亚太地区。

所以，美国的命运就是控制亚洲市场。如果美国成功的话，它无疑会成为“现存各国中最强

大的国家。比曾存在过的所有国家都强大”。〔15〕 

    西沃德向亚太扩张的构思策应于他的美国文明优越论。他认为欧洲文明已经衰落。美国

文明正在兴起。一旦先进的美国文明与古老的亚洲文明结合在一起，那么，美国霸业之梦的

实现便指日可待。１８５２年７月２９日西沃德在参议院的演说中说，“甚至发现本大陆及

其岛屿以及在其上组织社会和政府——尽管这些事是如此庄严和重要，对于现在正在完成的

两大文明重新结合这一辉煌结果来说，也只是有限的、初步的和次要的。这两大文明早在４

０００年以前便在亚洲的平原上遥遥相对，后来又沿着相反的方向环绕世界，现在又在太平

洋的海岸和岛屿重新相遇。诚然，在地球上决没有发生过如此庄严和重大的人类事件⋯⋯，

欧洲的商业、欧洲的政治、欧洲的思想和欧洲的活动，虽然实际上还拥有更大的力量，而且

同欧洲的联系虽然实际上正变得更加密切，然而谁没有看到其重要性今后逐年会降低，而太

平洋，它的海岸，它的岛屿和周围的广大地区，将要变成今后世界的重大事件的主要舞台呢？

谁没有看到这个运动必然使我们自己从欧洲残留的影响和偏见中完全解脱出来，并代之以用

美国的观念和影响去改造旭日的初升之地（指亚洲。——引者）的宪法和风俗呢？”〔16〕 

    西沃德的美国文明优越论是与其世界中心西移论分不开的。他曾预言，美国人“注定将

要把他们不可抗拒的浪潮滚滚推向北部冰封的屏障，并将在太平洋岸边与东方文明碰头。”

〔17〕西沃德指出，３０００年来世界中心一直由东向西移动。并“持续向西发展直到世界

新兴文明和日趋衰落的文明在太平洋沿岸相遇为止。”〔18〕其言下之意即只要美国能成为太

平洋帝国，便会成为世界中心。西沃德还预言，未来的世界是美俄争霸。１８６１年５月５

日，西沃德在致美国驻俄公使卡修斯·克莱的信中预言到：“美国和俄国将一直以好朋友相

处，直到两国沿着相反的方向绕地球环行半圈后，在某一地区聚首为止。这个聚首的地区便

是文明最先出现的地方。这一古老文明在经过长期的考验后，现在变得萎靡不振和束手无

策”。〔19〕这里西沃德所指的地区便是亚洲，特别是中国。 

    为了实现美国向亚太扩张的构想，西沃德在参议院中鼓吹和赞成一切有利于兹的法案或

提议。西沃德首先奔走呼号的便是要求国会迅速同意加利福尼亚加入联邦。西沃德强烈反对

美国南部奴隶制，自称废奴主义者中的废奴主义者。在他心目中，奴隶制与美国实现太平洋

帝国的大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他曾指出，奴隶制“在商业和制造业社会中是不道德的”，〔20〕

“不道德的竞争是不能拓展甚或维持帝国的”。〔21〕他早在５０年代就预言美国南北双方将

有“不可遏制的冲突”。尽管如此，为了迅速让加利福尼亚成为美国联邦一员，实现其太平

洋帝国的构思，西沃德甚至愿意加利福尼亚以奴隶制身份加入联邦。因为和奴隶制比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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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唯一的巨大危险——就是可能忽视太平洋沿岸新地区的犯罪。”〔22〕 

    西沃德为何如此看重加利福尼亚？请看他的解释：加利福尼亚是东西方的联结点，是北

美大陆和太平洋帝国的枢纽。是“年轻的太平洋皇后”，“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比这还伟大的

帝国基础了”。处于如此有利地位的国家“必须统治这一海洋帝国”，因为这是真正的帝国。

〔23〕在西沃德眼里，“加利福尼亚方向”和“世界商业、社会和政治运动”的方向一致。

〔24〕如果美国不能拥有加利福尼亚，将意味着美国“帝国的解体”。〔25〕他甚至在１８６

９年（是年他离开国务院）还指出，“旧金山是作为美国帝国的君士坦丁堡而被牢固建立起

来的”。〔26〕原来西沃德坚持要把加利福尼亚纳入美国联邦的版图是着眼于太平洋。而看重

太平洋意在控制亚洲。$除要求加利福尼亚迅速加入联邦外，西沃德还大力支持１８５３年

美国远征日本。美国这次远征的主要目的是同英国争夺亚洲太平洋商业据点。远征的主帅马

修·佩里在述及远征的动机时写道，每当我们看到同我们竞争的海上大国英国在东方和太平

洋上的属地越来越多，控制的港口数目与日俱增时，“我们日益感到有必要采取行动奋起直

追。”“幸运的是，日本和太平洋上许多岛屿尚未被这个贪得无厌的〔英国〕政府染指。”美

国同亚太地区的贸易“至关重要”，而这些岛屿正好处于美国贸易航线上。所以，美国应该

“刻不容缓地采取积极措施，以求控制众多的岛屿”。〔27〕西沃德作为美国亚太扩张政策的

设计人，眼光比佩里要远得多。他不仅着眼于同英国争夺亚太贸易据点，更重要的，他想通

过对日远征等形式把欧洲势力赶出亚洲，以美国取而代之，并进而成为亚洲的霸主。正值佩

里赴日途中时，西沃德踌躇满志地声称，“亚洲国家处于昏睡状态几乎３０００多年了。毋

庸置疑，除美国之外，无人指望其他影响能把它们从昏睡中唤醒。倘若这些亚洲国家现在被

美国唤醒并充满活力，难道它们会饶恕他们的欧洲侵略者，而怨恨其美国恩人吗？”〔28〕

这番话把西沃德意欲美国成为亚洲太平洋主人的构思暴露无遗。 

    １８５３年美国还向北太平洋派出考察舰队。这同样是西沃德大力促成和支持的结果。

这次远征考察的主要目的是探索美国北太平洋的贸易路线。力图把北太平洋变成西沃德梦寐

以求的“美国湖”。〔29〕 

    此外，西沃德还支持和鼓吹其他一切有利于美国亚太扩张的计划。如西沃德大力鼓吹建

立横跨美洲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在太平洋底敷设电报线。因为在西沃德眼里，铁路和电报“在

完善美国的一体化和实现美国的使命方面，是不可缺少的环节。”〔30〕如果美国拥有一条联

络大西洋及欧洲和太平洋及亚洲的铁路，美国控制亚洲贸易定无问题。西沃德还大力主张完

成对太平洋的勘查工作。赞成开辟美国通往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航线等等。由于西沃德不遗余

力地鼓吹美国应向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张，他的反对者甚至指责他希望吞并中国的部分地区。

〔31〕这一指责是否有根据，由于材料所限，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

即中国在西沃德的亚太扩张蓝图中占有相当的比重。〔32〕 

    １８６１年西沃德离开参议院，入阁出任林肯总统的国务卿。丹涅特指出，“林肯从当

代美国著名领袖中实在找不出一位〔比西沃德〕对远东更多先知先觉的国务卿了”。〔33〕的

确，西沃德在任参议员期间孕育成熟其向亚太扩张构想后，是带着实现这一计划的希望进入

国务院的。 

     

三、西沃德亚太扩张政策的主要实践 

 

    然而，等待西沃德的并不是他所希望的能够实现向亚太扩张的有利环境，而是南北战争

的炮声。这场长达４年的美国内战打断了西沃德太平洋帝国的计划。当战争硝烟刚刚散去，

他便立即重新开始实施其扩张计划。其中最重要的成就便是购买阿拉斯加和签订《蒲安臣条

约》。 

    阿拉斯加，原属俄美公司（１７９９年建立）。到１９世纪４０、５０年代，由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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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俄美公司债台高筑，无力支付管理阿拉斯加的巨额费用。同时，英国和俄国由于在东

方问题上的尖锐矛盾，双方随时有交恶的可能。英俄一旦交兵，俄国很难保证阿拉斯加不会

落入英国之手。因此，俄国打算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俄国这样做可收一箭三雕之效：一是

甩掉当时看来无用的包袱。二可得到一笔金钱，以弥补匮空的财库。三可取悦美国，为自己

多拉一个战时的盟友。 

    国务卿西沃德完全同意下述观点，即美国要想控制亚太地区，必须在太平洋上取得立足

点。阿拉斯加就是“我们所要的立足点”，美国得到它，就“能控制太平洋”。〔34〕俄国的

打算对西沃德来说是欲渡河而船来。当他得知俄国出卖阿拉斯加的消息后，便迫不及待想立

刻成交。１８６７年３月２９日晚，俄国驻美公使爱德华·德·斯陶克尔到西沃德家拜访，

通知西沃德沙皇正式同意出卖阿拉斯加。如果西沃德愿意，翌日可以签约。西沃德立即表示： 

“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呢，斯陶克尔先生？我们今晚就准备签约吧！” 

    斯陶克尔有点迟疑，“贵部（指国务院）已经下班，你没有办事员，我的秘书也都回到

分散各处的家中。” 

    “没有关系！如果你能在午夜１２点前将你的秘书召集到一起，你会发现我已在国务院

恭候。而且国务院也准备就绪。”〔35〕 

    翌日晨４时，美俄双方便正式签订条约。美国以７２０万美元购下地大物博的阿拉斯加。 

    美国参议院在１８６７年４月９日以３７：２的票数，迅速批准了购买阿拉斯加的条约。

翌年７月１４日，众议院以１１３：４３票通过了购买阿拉斯加的拨款法案。 

    对于西沃德这一外交成就，当时一般美国人兴趣不大。称其为“西沃德的笑柄”，并把

阿拉斯加叫做“西沃德冰箱”，认为这是美国一次“赔本的交易”。〔36 砞美国一些史学家认

为，美国国会最终批准购买阿拉斯加，与当时美国舆论高唱美俄友谊是分不开的。美国当时

不少议员赞成阿拉斯加购买，部分原因便是出于当时舆论倾向俄国。如果美国人当时知道俄

国在内战期间派军舰来美的真正动机，〔37〕阿拉斯加购买条约就不会得到批准。这些观点

不尽符合事实。因为阿拉斯加购买当时得到美国新闻界和国会的广泛支持，而这些支持原因

很复杂。所谓美俄友谊的影响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而已。 

    美国国会同意购买阿拉斯加，与当时英美关系的恶劣以及英美在美洲的争夺很有关系。

例如，当时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在参议院批准阿拉斯加购买条约起了重要作用的查尔

斯·萨姆纳认为，购买阿拉斯加是美国获得加拿大的第一步骤。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位议员则

认为美国获得阿拉斯加，可“把英国狮子关在太平洋的笼子里。我们使哈德逊湾那个庞大贪

婪的垄断机构束手无策”。〔38〕也有一些议员认识到阿拉斯加在美国太平洋扩张中的巨大意

义。如罗伯特·Ｊ·沃克尔认为美国获得阿拉斯加，“大大加强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地位。”

Ｎ·Ｐ·班克斯，当时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也认为阿拉斯加是美国在“太平洋的踏脚

石”，是在美国和亚洲之间的“跳板”。〔39〕 

    西沃德正是利用了上述情绪，迈开了其向亚太地区扩张的关键一步。因为购买阿拉斯加

是西沃德建立太平洋商业和经济帝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５０年代，西沃德就对阿拉

斯加商业地位很感兴趣。１８６７年４月４日，即在阿拉斯加条约签订后的第５天，西沃德

的一个密友给他写信说，阿拉斯加森林茂密，有丰富的矿藏和鱼业资源。而且，“最伟大的

意义”在于阿拉斯加购买给美国提供了太平洋贸易中的“优势”。〔40〕西沃德接到该信后，

如获至宝，立即加以翻印，广为散发，为购买阿拉斯加制造舆论。 

    美国新闻界当时也就阿拉斯加购买大做文章。从阿拉斯加购买条约签订的第二天开始，

《纽约时报》就用非常醒目的标题加以报道，声称这项购买为美国对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带来

了“光辉灿烂的前景”，无疑对扩大美国的太平洋贸易“有利”，从此“通往中国和日本的贸

易之途畅通无阻。”〔41〕 

    在西沃德心中，阿拉斯加是美国“未来帝国的基础”。〔42〕但由于美国国会和舆论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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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约翰逊政府持强烈敌视态度，西沃德对于购买阿拉斯加这一得意之举，没有大肆声张。

但在１８６９年夏天他到阿拉斯加旅行时发表的演说中，则充分强调美国的亚太贸易和购买

阿拉斯加的关系。西沃德对购买阿拉斯加颇为得意。事后当有人问他在他政治生涯中何时是

最重要时刻时，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是阿拉斯加购买。不过他感到遗憾的是，美国人居然花了

一代人时间才理解这一点。阿拉斯加购买只是西沃德一系列扩张计划中一个步骤。在条约签

订的当天，他就和美国前驻法公使约翰·比奇洛谈到这一点。〔43〕 

    西沃德的太平洋扩张政策是和亚洲特别是和中国联系在一起的。西沃德的对华政策是和

英法等列强联合侵略中国的“合伙政策”。以达到“幸分一杯羹”的目的。亦即美国学者大

卫·安德森所称“我也有一份”（me, too）的政策。〔44〕西沃德这一政策的执行者便是美

国第一任驻北京公使蒲安臣。 

    美国的合伙政策滥觞很早。例如，１８５１年４月２２日，当时任美国驻广州临时代办

的彼得·伯驾就向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力陈“合伙政策”，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麦莲

也向美国政府提出相似的观点。不过，美国正式明确提出和奉行合伙政策大概要到美国内战

爆发以后。１８６２年３月６日，西沃德国务卿在给蒲安臣的训令中清清楚楚地说明了这种

合伙政策的构思。他说：“英国和法国在中国出现的不仅是它们的外交代表，而且有支持这

些外交代表的陆海军力量。然而，不幸的是，你（指蒲安臣。——引者）并没有〔这些力量

的支持〕。就我的理解所及，我国在华利益和上述我所提及的两国一致。没有理由怀疑英国、

法国公使们的行动将充分促进所有西方国家的利益。所以，兹训令你要和他们会商和合

作⋯⋯，除在特殊的事件中有充分理由可以和它们分道扬镳者例外⋯⋯，我们的国内事务正

迅速好转，我相信很快我们就能派一艘战舰来支持你。”〔45〕从这段话可看出两点：（１）

美国和英法等列强在压迫侵略中国方面利益一致。（２）美国实力限制它在中国侵略的主动

性。这一点是理解西沃德以降到美西战争时美国奉行合伙政策的真情之所在。所谓合伙政策，

大致不外包含几层含义：一是美国要和欧洲等列强在侵略中国时相互勾结、彼此合伙，联合

起来共同对付中国人民和清政府，以求得到更大的让步。二是“合伙”并非意味着列强之间

的利益完全一致。美国和列强之间仍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只不过因为实力不够才迫使它唯英

法等列强马首是瞻。三，“合伙”不是结盟。奉行不结盟政策是美国外交的一大传统。美国

的对华政策也不例外。美国不愿束缚自己的手脚。西沃德曾经明确指示美国驻华公使要避免

任何和英法在中国问题上订立盟约。四，合伙政策只是美国的权宜之计，一旦条件许可，它

就会另辟蹊径。１８９９年和１９００年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出笼，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西沃德的合伙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当时美国在华实力比英法

等国弱的情况下，美国为避免其利益受到损害，蒲安臣一再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蒲安

臣曾向英法指出，中国的“任何领土的转让均为对我们条约权利的剥夺”，美国坚决反对。

〔46〕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说１８４４年中美《望厦条约》中的“利益均沾”等内容

体现了后来门户开放政策的萌芽的话，那么，西沃德的合伙政策则明显含有门户开放政策的

特质。这一特质明确体现在应称为西沃德条约的《蒲安臣条约》之中。 

    《蒲安臣条约》签订于１８６８年７月２８日。其主要内容是： 

    １、中国领海权仍然存在，租界除有条约规定外，仍归中国地方官管辖。 

    ２、中国对于通商、行船各事，均得自订章程，但“不得与原约之义相背”。 

    ３、清政府可在美国各埠设置领事，美国当照各国例，“一体优待”。 

    ４、“美国人在中国，不得因美人异教，稍有欺侮凌虐。嗣后中国人在美国，亦不得因

中国人异教，稍有屈抑苛待，以昭公允。” 

    ５、两国人民“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为是。” 

    ６、两国人民到对方游历或居住，均受最惠国待遇。 

    ７、两国人民均可在对方进入大小官学，并受最惠国待遇。两方都可在对方设立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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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美国向不赞成无故干涉别国内政，中国的内政全由自主。将来办理各种制造事业需

要美国帮助时，美国愿意“襄赞”。 

    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大都将《蒲安臣条约》视为美国掠夺中国廉价华工的条约，从而大

大忽略了该条约的重大意义。在笔者看来，西沃德在拟订和签订该条约时，他的目光要比单

纯获得中国华工要深远得多。使美国最终控制中国，无疑是西沃德签订该约的一个主要目标。

条约的第１、２、８三款即反映了美国对华经济扩张的构思。这几款大力强调保持除条约规

定之外的中国主权、中国“自订章程”的权利、“内政自主”的权利等等。这决不是西沃德

对中国大发善心，更不是像蒲安臣自称的“这个条约的每一字句，都是为着中国的利益”。

西沃德保持中国上述“主权”的真谛在于要获得同列强在华平等经济竞争的权利。美国学者

丹涅特也指出《蒲安臣条约》的第１、２款目的是要求对华“贸易机会均等之门必须对所有

国家的自由竞争开放”。〔47〕这一点与３０年后海约翰宣布门户开放政策的动机是不谋而合

的。 

    《蒲安臣条约》第７款的内容也很重要。实际上这一款内容与本世纪２０年代初美国的

“庚款兴学”计划二者间一脉相承。这一点常为中外学者所忽视。早在１８６２年蒲安臣就

上书西沃德，要求美国在华兴学。蒲安臣认为这样做可以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和对华贸易。

从而有利于美国对华经济扩张。一心想建立太平洋帝国的西沃德对这一建议非常热心。在他

为约翰逊总统起  草的第一个总统咨文中，即包括拨款建立一所主要培养中国人的学院。因

为“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可望拥有巨大的优势来为美国政府服务，促进美国对华商业和贸易的

利益。”〔48〕虽然这项内容后来在正式发表的总统咨文中被取消，但西沃德的这一想法并未

因此泯灭。《蒲安臣条约》第７款即是证明。它含有美国针对中国的长期扩张策略内容。 

    此外，在向亚太扩张方面，西沃德任内曾计划控制夏威夷、把朝鲜掌握在自己手中、从

哥伦比亚手中获得建造巴拿马运河的权利等。但由于多种原因（见笔者下述分析），西沃德

未能得手。 

     

四、西沃德亚太扩张政策的结局及影响 

 

    西沃德并未实现自己建立太平洋帝国的梦想。他的计划没有得到完全实现。其主要原因

是由于在西沃德时代，美国尚未具备实现上述目标应有的实力。要建立太平洋商业帝国，必

须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然而，美国海军在内战中封锁南方叛乱各州港口尚力不从心，更遑

论从事太平洋扩张事业了。 

    第二，严重的内部矛盾也妨碍了西沃德的亚太扩张政策的实行。当时，由于约翰逊总统

同国会的矛盾（其以一票之差未被弹劾即为明证），使得自己的国务卿亦处处受到重重限制。

如１８６８年美国同夏威夷的贸易条约便未得到国会批准。 

    第三，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了西沃德不可能实现其亚太扩张计划。其上任甫就，美国便

经历了四年血与火的洗礼。内战使西沃德不可能考虑其他计划。联邦的存在高于一切。内战

之后，美国面临着重建和国内经济建设两大任务。美国人根本无暇顾及西沃德的亚太扩张。

而且，虽然西沃德的亚太扩张主要是立足于商业扩张之上，但要建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势，

美国仍须获得太平洋上某些重要的立足点。既然西沃德不赞成用武力来夺取这些立足点，这

就意味着美国像购买阿拉斯加一样出钱买入。然而在当时，一方面一般美国人认为“我们最

不需要的是增加领土”。另一方面，美国财政困难也妨碍了西沃德这一计划的实行。 

    尽管如此，西沃德的亚太扩张构思在美国外交史上仍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西沃德的扩

张构思表明他是１９世纪末美国扩张思潮的先驱。马汉、特纳、布鲁克斯·亚当斯乃至西奥

多·罗斯福等人的扩张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西沃德５０年代扩张思想的翻版。他们要求的

海外扩张、经济扩张和门户开放政策与西沃德的思想并无二致。从这一角度来看美国外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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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贝米斯认为美西战争、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外交史上的“大失常”，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其次，西沃德走在了时代前列。他代表着美国当时先进的北部工商业资本家利益。内战

后，美国主要致力于国内经济建设和边疆的开发，对海外扩张的呼声不算太高。尽管如此，

西沃德还是感觉到了美国新帝国扩张的脉搏，大声疾呼美国应该向海外扩张、向亚洲太平洋

扩张。要求从领土扩张过渡到商业扩张。２０世纪之交的美国学者亨利·亚当斯写道，“西

沃德先生的政策是建立在向外扩张的坚定不移的思想之上的。然而，对公众来说，他积极引

导的扩张政策走得有点太远和太快了。”〔49〕的确，这位晚年寓居纽约州的家乡并被誉为“奥

本的圣哲”的人，实在是走得“太快太远”了，其亚太扩张构思的巨大意义在此，而这一构

思在当时不可避免地面临失败的原因也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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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人口外迁与美国的城市化 
 

陈奕平 

 

 

一 

 

美国农业人口外流早在１９世纪上半叶就已出现，只因大规模的西进运动而遭到忽视。

大量的农业人口涌向城市发生在南北战争后。南北  战争后，政府采取鼓励工业发展的政策，

推动美国工业革命飞速发展。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同时，农业革命也进入新阶段，

开始了真正的全面技术革命，无情地驱赶着众多农民进入工业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农业劳

动力急剧减少。１８７０年，农业劳动力占美国总劳动力的５１．５％，而到１９１０年仅

占３２．５％。〔１〕据估计，１８６０－１９１０年，美国流入城市的人口增长７倍，而

且集中于大城市，这造成了城市人口的迅速膨胀。美国城市人口从１８００年的３２．３万

增至１９１０年的４１９９．９万。〔２〕 

    ２０世纪初始，对西部“边疆”的开拓终结，美国可供立即耕种的土地都已为人所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拖拉机和其他新式农业机械的采用与推广使得较少的人能够经营更多的

土地。同时，农业慢性危机也开始出现。所有这些，再次掀起农业人口大逃离高潮。第一次

世界大战以前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此后，农业劳动力绝对数开始减少，从１９１

０年的１２３９万减至１９４０年的８７０万。〔３〕同期，从农业中净迁出人口达１０１

２．５万。〔４〕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民主兵工厂”机器飞旋急转，而工人大量参军作战，因

而工业劳动力需求更为迫切。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做工，填补工业劳动力市场。二战后，第三

次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国民经济各部门，推动美国农业的现代化。农业的现代化使农业人口再

次剧减。１９４０－１９４５年，美国农业人口迁出达８０１万，１９４５－１９７０年迁

出２０４５万。〔５〕 

    进入７０年代，因农业人口总数很少，农村人口出生率低，农业人口迁出减少。１９７

０－１９７４年，农业人口净迁出为７１．５万人。〔６〕大规模的农业人口外迁运动接近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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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１９世纪初到２０世纪中后期，农业人口大规模涌向城市，是由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因

素促成的。 

    １．农业革命的推动与农业危机的驱赶 

    美国农业革命早在独立战争后即已开始。到１９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美国已推广使用

新式农具和农业机械，开始农业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当时使用的 20 匹马力牵引的康拜因机，

把收割、检净、装袋等各个工序连接在一起，提高了农作物收割的质量和速度。南北战争后，

农业革命持续发展，进入一个高潮。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拖拉机的出现及代替畜力作农

业机械动力，掀起美国农业的第二次革命。美国农场使用的拖拉机总数从１９３０年的８０

万台猛增至１９６６年的５５０万台。〔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波及

农业，尤其是生物工程的研究、应用和推广，使美国农业开始全面现代化。农业机械化与现

代化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１８２０年，一个农业工人所能供养的人数为４人，１９

４５年为１４．６人，１９６９年达４５．３人。１９４５年，生产一包（每包净重４７８

磅）棉花需要１４０工时，而到１９６９年仅需２５工时。〔８〕这就意味着农村剩余劳动

力大增，只能靠迁移来转移。 

表 1  美国农业与非农业收入比较 

农业 非农业 

年  份 总收入 

（亿美元） 

劳动力人均收入

（美元） 

总收入 

（亿美元） 

劳动力人均收入

（美元） 

1840 

1880 

1900 

1929 

1945 

1960 

1970 

1983 

6.63 

21.81 

29.56 

85 

152 

169 

249 

609 

173 

252 

260 

806 

1772 

3096 

7190 

18002 

4.4 

25.5 

56.13 

783 

1663 

3976 

7932 

25910 

437 

572 

622 

2195 

3759 

6592 

10546 

26588 

资料来源：《１９世纪美国经济趋势：收入与财富之研究》，第２４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０年，

第９７－１０２页；《美国统计摘要》（１９８４年）；《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期到１９７０年》。 

    ａ．１９２９－１９８３年农业总收入包括林渔业。 

    ｂ．劳动力人均收入计算中未包括失业人口。 

    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产品供应猛增，还带来了农业生产过剩危机。这种危机

在１９世纪末即已出现，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渐趋严重。１９２１年，玉米的价格跌到只及

１９１９年价格的１／３；棉花、小麦和生猪的价格跌到１９１９年价格的一半。由于物价

跌落，农场破产率上升。１９２０年，每１０００个农场的破产率为０．２１，而到１９２

４－１９２６年增为１．２以上。〔９〕危机拖了１０年，接着农业又遭受３０年代大危机

的沉重打击，美国农业陷入困苦不堪的泥淖。大危机中，农业生产倒退了２３年。二次大战

暂时挽救了农业。可好景不长，到５０年代初，农业又跌进了历时近２０年的慢性危机之中。

７０年代，美国农业略有起色，可到１９８２年又爆发了农业危机，农产品价格猛跌，收入

锐减，农场破产之风愈刮愈烈。农业危机持续不断，使农场收入减少，以农为生渐趋艰难。

１８４０－１９００年，美国农业劳动力人均年收入从１７３美元增至２６０美元，而非农

业劳动力人均收入从４３７美元增到６２２美元。到１９７０年，二者相应数字为７１９０

美元和１０５４６美元（见表１）。二者相距甚远，鸿沟深掘。６０年代，美国农业家庭的

贫穷率几乎比非农业家庭的高一倍，２０％的农业家庭属于贫穷阶层，而非农业家庭中只有

１２％属于贫穷阶层。〔１０〕面临着危机与贫困的威胁，大量农民外迁，涌往城市，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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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机会。 

    ２．工业革命的吸引 

    美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１８世纪末，完成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从纺织业开始，工业

革命迅速波及其他一系列轻工业部门和重工业部门，如面粉业、烟草业、制革业、食品加工

业及钢铁业等。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工厂规模不断扩大，需要大量劳动力充实各个工作岗

位。美国工厂数从１８４９年的１２．３万个增至１８９９年的５０．１万个，产品价值从

１０．１９亿美元增至１３０亿美元，生产工人从９５．７万猛增到５０９．８％。１８９

９－１９３７年，美国工厂数因兼并而减少，可工厂规模却大为膨胀。同期，美国工厂数从

５０．９万个减为１６．７万个，可工厂产品价值从１３０亿美元剧增至６０７亿美元，生

产工人由５０９．８万增为８５６．９万。〔１１〕工厂如此快速的膨胀，其劳动力和需求

仅靠城市人口（因工业基本集中于城市）的自然增长是远远不够的。马克思曾指出：近代产

业“生产规模突然的跳跃式的膨胀⋯⋯没有可供支配的人身材料，没有不取决于人口绝对增

长的工人的增加，前者是不可能的。”〔１２〕这里的“绝对增长”不是指人口的自然繁衍，

而是指移民和农村劳动力的移入等。在美国，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前，城市工业人口的增加

主要来源于外国移民和国内农村人口的迁入。之后，因严格的移民法限制，外国移民急剧减

少，城市工业人口的增加主要靠农村人口的移入。１９２０－１９６５年间，共有３０００

多万农村人口流进城市，加入工业劳动力大军。这解了许多工厂企业劳动力不足的燃眉之急。 

    ３．城市文明的诱惑 

    美国工业革命的长足前进，带来了现代物质文明，美国城市物质文化生活发生了革命性

的变革。 

    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后，许多城市的照明采用煤气。1822 年波士顿街道照明使用了煤气，

随后纽约于１８２３年，费城于１８３７年采用。到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后，电灯广泛应用于

室内和街道照明。至于城市自来水，居民早已享用。１７９９年后，费城已开始用蒸汽水泵

把夏易基尔河的水抽到一部分城区。１８２２年，费尔芒特自来水公司成立后，用铁管代替

木制管子把水送到整个城区。到１８４２年，所有比较大的城市都使用了人工的送水方法。

１８５０年，缝韧机用作制衣和制鞋，带来一场服装业革命。到１８９０年，批量生产的服

装，零售总值达１５亿美元。〔１３〕城市居民随时可以买到价廉物美的成衣便服。１９世

纪６０年代，罐头食品和炼乳极为普遍。９０年代后，铁路冷冻车厢的使用更使城市居民能

随时吃到全国各地的美味佳肴。当时，城市中等收入以上之家都有冰箱。到１９００年，全

国已有２０００多个冰箱厂。１９２０年，电冰箱开始机械化生产。城市居民不再像农村居

民那样易受大自然变化的影响，即便在隆冬季节亦能吃上新鲜食品。１８６５－１９００年，

连锁商店的兴起，更是百货应有尽有，购物大为方便。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室内盥洗间、厕

所的出现，被称为“１９世纪末美国人生活方式革命中最具代表性的因素”。 

    城市文明更重要的方面是精神文化。城市是剧院、博物馆、美术馆、舞厅、音乐厅、电

影院、图书馆及教育机构的集中之地。１９世纪，城市流行通俗歌剧、音乐喜剧与轻歌舞剧。

进入２０世纪后，电影兴起，爵士乐盛行。１８４０年，街上出现每分钱一份的报纸。此后

廉价小说充斥大街小巷。免费图书馆几乎所有城市和较大的镇均有。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全

国图书馆增加８２倍，达到１０００多个，藏书量增加５倍。〔１４〕美国的文化教育机构

几乎均集中于城市。不仅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高等学府集中城市，就是中

初级教育机构亦大多集中于城市。 

    城市文化中更为吸引人的方面当属体育文化。工厂制度的兴起使  工人的工作与闲暇分

开。工业化的进行，企业流水线的采用，使城市工人的闲暇时间增多。制造业工人的周工作

时从１８６０年的６５小时减到１９２０年的４７小时。〔１５〕工人也就有更充裕的时间

发展娱乐活动。随之，城市娱乐文化活跃起来。第一个有组织的广泛的体育活动是棒球。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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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５年出现棒球俱乐部，到１８６０年，至少有５０个棒球俱乐部。１８６９年，出现职

业棒球俱乐部。１８７６年成立了“全国职业棒球俱乐部联盟”。１８８５年后，自行车赛

也流行起来。到１９００年，美国人有１０００万辆自行车。足球起源于１９世纪２０年代

的哈佛大学，后扩展为校际活动。１８９７年，普林斯顿大学对耶鲁大学的比赛有５万观众

观战。篮球在１９世纪末兴盛起来，也很受人欢迎。进入２０世纪，足球成为最吸引人的“大

球”。 

    城市交通之便扩大了居民的活动范围。１８２０－１８６０年，公共马车盛行。１８５

０年，马拉火车出现，并逐渐取代马车成为公共交通工具。１８６０年，波士顿马拉火车运

客量达６５０万，各种马拉车运客总数为１３５０万。到１８９０年，全国市内马拉铁路线

有６６００英里在运行。〔１６〕１９世纪末，缆车、电车出现。２０世纪后，汽车的普遍

使用解放了城市居民，居民活动大为方便。另外，城市电话、电讯带来的方便也令乡下人羡

慕不已。 

    城市文明的方便、乐趣与充实和乡村社会的封闭、劳累与单调形成鲜明的反差。１９世

纪，乡村无自来水、煤气，没有剧院、图书馆，更无有轨电车，至于体育活动，更是与之无

缘。１９世纪中，《纽约论坛报》主编霍勒斯·格里利评论道：“我们不能全都住在城市，然

而似乎所有人都决定这样做⋯⋯，‘日用热水供应’、面包坊之面包、煤气、剧院，以及市内

有轨电车⋯⋯，凡此种种预示着现代味的趋势。农村却远离诸种享受。此乃‘天就’也。大

概‘城镇’有诱惑力。”〔１７〕进入２０世纪后，部分乡村开始分享现代文明，可与城市相

比差之甚远。大量农村青年受着城市文明的诱惑，纷纷奔向城市。 

    4.交通运输之便 

美国建国之初，交通运输异常落后。进入１９世纪后，在政府的资助和鼓励下，美国交

通运输事业发展迅速。民办、州办和联邦兴办的运河、铁路飞速增长。到１９世纪中期，美

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交通运输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１８１６年，美国仅１００英里运河，１

８４０年达３３２６英里。１８６０年美国铁路已达３０６２６英里，１９１４年猛增到２

５．２万英里，超过欧洲铁路里程总和。〔１８〕铁路几乎通达所有的大小村镇。交通运输

线发展的同时，运载工具也得到了迅速发展。航行于西部河流的汽船１８１５年仅７艘，吨

位１５００吨，１８６０年为８１７艘，吨位１９．５万吨。〔１９〕随之，客运价也逐渐

下降。２０世纪初汽车出现后，美国掀起了改善公路运动。１９１０年成立了“美国公路改

进协会”。各州拨款  数百万美元改善乡镇和各县的公路。这样远离铁路线的乡区即可很容

易到达城市。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纵横交错的公路线使美国交通运输能力大为提高。发达的

交通运输业为农村人口外迁大开了方便之门。 

     

二 

 

    大规模农村人口涌向城市，改变了美国人口结构，使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农村人口外迁

洪流加速了美国人口城市化。 

    美国人口城市化速度极为惊人。建国初，美国尚处于农业社会，可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就已成为城市国家。进入２０世纪中期，美国又步入大都会时代了。１７９０年，２５００

人口以上的城市仅２４个，１８７０年发展到６６３个，１９２０年达到２７２２个，１９

７０年猛增至７０６２个。１７９０年，城市人口仅２０．２万，占总人口比例为５％，１

８７０年城市人口为９９０．２万，占总人口的２５．７％，１９２０年城市人口为５４１

５．８万，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５１．２％。１９７０年，城市人口剧增到１

４９３２．５万，占总人口的７３．５％（见表２）。大都市增长也极为迅速。１９４０－

１９８０年，人口在２０万以上的大都会区从１６９个增加到３１８个，占总人口比例从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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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增为７４．８％。〔２０〕 

    在美国人口结构变动中，黑人人口城市化明显快于白人。当１９世纪后期白人快速城市

化时，大量黑人尚在田庄艰辛耕耘，遭受佃主盘剥。可一个世纪后，黑人城市人口比例大大

超过白人。１８８０年，白人城市人口占白人总人口比例的２８．３％，而黑人城市人口占

黑人总人口比例仅１２．９％。１９２０年二者相应数字为５３．４％和３０％，１９７０

年变为７２．４％和８１．３％，后者远远超过前者（见表３）。黑人人口城市化快速发展

的一个重要原因即黑人农业人口外迁。１９２０－１９８１年，黑人农业人口减少９６％，

而白人农业人口仅减少７９％。到１９８１年，美国３％的白人为农业人口而黑人仅１％。

〔２１〕 

表 2  美国城市人口及占总人口比例(%) 

 1790 1870 1920 1970 

城市数 24 663 2722 7062 

城市人口(万) 20.2 990.2 5415.8 14932.5 

占总人口比例 5 25.7 51.2 73.5 

资料来源和说明：根据《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期到１９７０年》，第１１－１２页。城市指２５００人

以上的城市。 

表 3  美国白人与黑人城市人口对比 

 1880 1920 1970 

白人 12.3 50.6 128.8 城市人口 

（百万） 黑人 0.85 3.56 18.38 

白人 28.3 53.4 72.4 城市人口比例 

（%） 黑人 12.9 30.0 81.3 

资料来源：同表２，第１２页。 

     

表 4  美国各地区人口城市化比较 

 1820 1850 1920 1960 

东北部 48 228.9 2240.4 3584 

中北部 1 49.9 1777.6 3548.1 

西部  1.1 477.3 2178.7 

城市人口 

（万） 

南部 20.4 74.7 930 3216 

东北部 11 26.5 75.5 90.8 

中北部 1 9.2 52.3 68.7 

西部  6.1 51.8 77.7 

城市人口 

比例（%） 

南部 4.6 8.3 28.1 58.5 

资料来源：同表２，根据第２２页数字计算。 

    美国各地区城市化时间与速度也不一样。东北部地区是工业化较早的地区，农村人口早

在１９世纪上半叶就已大量外迁，城市化开始早、发展快。１８２０年，东北部各州城市人

口仅４８万，只占东北部总人口的１１％。到１８８０年，东北部地区城市人口就达７３７

万，超过农村人口，占东北地区总人口的５０．８％。短短６０年间，东北地区即实现了人

口城市化。南部地区工业发展缓慢，农业长期是主要经济部门，农业人口外迁比较晚，城市

化也较迟。１８２０年，南部地区城市人口为２０．４万，占南部总人口的４．６％。到１

９２０年，南部城市人口也仅９３０万，占南部地区总人口的２８．１％。一直到１９６０

年，南部城市人口达到３２１．６万，才超过农村人口。南部人口城市化花了一百多年时间。

西部和中北部人口城市化慢于东北部，但快于南部。在１９世纪中期，西部大草原农业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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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机械化过程中，农业人口就已外迁。１８２０年，中北部地区城市人口仅１万，占该地区

总人口的１％。到１９２０年该地区城市人口即达１７７．８万，占北部中部地区总人口的

５２．３％。１８５０年，西部地区城市人口仅１．１万，占西部总人口的６．１％。到１

９２０年，西部城市人口即达４７７．３万，超过农村人口（见表４）。西部和中北部人口

城市化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西进运动。源  源  不断的东部移民和外国移民（其中大多为农

民）冲向西部。他们成为城市化的主要来源。大部分西去之民都定居城市。美国学者弗雷德·香

农指出：“有一个（东部）工厂劳工去西部农场，至少有２０个（东部）农民去西部城镇，

而每一个在美国任何一地拥有新农场的人，其１０个儿子都会去城镇。”〔２２〕 

     

三 

 

    农村人口洪流滚滚涌向城市对美国社会经济冲击不小，影响甚大。 

现代工业的发展，大量工厂企业的集中，需要人口的集中以满足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同时，农业革命的进行，现代科技的发展，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需求减

少，使大量农业人口过剩。在以市场经济为主的美国，政府不直接介入社会经济活动。所以，

人口的再分布主要靠自由流动来调节。农业人口迁往城市既解决了农业人口过剩问题，又满

足了城市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达到人口的合理分配。如果不存在农村人口外流，那从大西

洋沿岸到加利福尼亚的南部地区（佛罗里达除外），农业人口将增加５０％，落基山以东密

西西比河以西的西北部各州农业人口将增加４０－５０％。总之，南部和西北部各州农业人

口绝对增加数将达１１００万。〔２３〕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需求减少，

这还要淘汰１０００多万农业人口。由此，农业过剩人口将达２０００多万。而城市人口因

外国移民减少，工业劳动力将严重缺乏，诸多后果将不堪设想。从此可见农村人口外迁与城

市化之重要性。 

    成千上万的农村人口蜂拥入城，人口的迅速城市化，也带来许多问题。 

    人口的过分集中必然带来交通拥挤问题。２０世纪汽车大量生产与使用后，城市交通问

题更趋突出。大都市不断扩张兼并，也不能满足人口猛增的需要。１８５０－１９７０年纽

约、芝加哥、费城、底特律、旧金山、波士顿和圣保罗等２０个大城市总面积从２３５平方

英里增至１６８５平方英里，〔２４〕增加６．１７倍。而同期，美国城市人口从３５４４

０００剧增至１４９３２５０００人，〔２５〕增加４１．１３倍。城市人口密度大幅度上

升，拥挤现象加剧。城市汽车的增加对拥挤现象更是火上加油。１９００年，美国机动车登

记数仅８０００辆，１９６３年跃至８２０５８０００辆。自１８９３年汽车使用以来到１

９６３年，美国造了２亿辆汽车，实际使用达８０００万辆。〔２６〕１９６０－１９８２

年，汽车、货车与公共汽车登记数从７３８５８０００辆增至１５９５１００００辆，增加

１１６％。〔２７〕而同期，汽车车祸从１０４０万起增为１８１０万起，增加４２．５％。

〔２８〕美国政府虽然出资修了不少高速公路，进行“城市更新”，可道路的修建终究赶不

上小汽车的发展速度。 

城市犯罪问题是又一令人头疼的问题。人口的集中，尤其是大量农村人口和南部贫穷地

区的黑人人口集中于城市中心，极容易导致犯罪。他们大多收入低微，常常面临失业的威胁。

其中部分人，尤其是青少年经不住现代物质文明的诱惑而走向犯罪。美国学者斯卡皮蒂写道：

“美国文化对获得成功和拥有大量的物质财富极为重视。无数的广告以富有魅力的形式宣传

新产品，鼓励人们买新房子，买汽车，买新式服装，买游泳池，买电动牙刷。我们多数人无

力购买所有这些奢侈品，但是我们想得到它们，于是一些人转向犯罪：在店里小偷小摸，逃

避所得税，或武力抢劫。”〔２９〕１９３７－１９５７年，美国城市犯罪案件总数从６６５

４４７件增至１０９６３３７件，其中抢劫案从２６６９６件增为３４６４１件。〔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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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１９７１年，美国谋杀案总数增加了９５％，盗窃案上升了２６９％。〔３１〕

而其中２１岁以下的罪犯占总犯罪者的５１％。黑人、印第安人都保持了较高的犯罪率。黑

人犯罪率为黑人在总人口中比例的２－５倍。在对１０００例少年犯罪作过研究后，美国学

者得出结论认为：这类人中３／４生活在小康水平以下。〔３２〕这就说明，大部分犯罪者

乃为生活所迫而为之。 

    人口与资本的大量集中，还使地价飞涨，住房紧张。１８５０年，美国非农业地价仅１

９亿美元，１９００年增为２９３亿美元，１９５０年更达３６７８亿美元。１８５０－１

９５０年，非农业地价增加１９３倍，而同期农业地价仅从７亿美元增为２６８亿美元，只

增加３７倍（见表５）。由此可见地价飞涨之一斑。地价飞涨必然带来房价飞涨，房租猛增。

１９７０－１９８３年，美国新修单家住房平均售价从２３４００美元猛增到７５３００美

元，增加２２１．８％。〔３３〕房价飞涨，房租剧增，使许多低收入者无力购房或租房，

纷纷涌进贫民窟。在美国的大城市中，贫民窟比比皆是。 

    人口与资本集中的又一产物是环境污染。人口与资本的集中即是大量工厂企业的兴建。

从１８世纪工厂的兴建到２０世纪，由于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工厂企业遍布全美各地。工

厂放出的大量废气、废料极大地污染了城市环境。汽车的大量使用对自然环境更是贻害不浅。

小汽车、  卡车和公共汽车排出大量尾气。汽车尾气与工厂废气放入空中，产生光化学雾。

这种棕黄色的烟雾能导致人体功能失调，视力降低，并腐蚀建筑物和纪念碑，是使林木花草

枯萎的部分原因。洛杉矶即尝到了工业污染的苦果。１９４５年开始，每年春初季节有１６

０天左右是烟雾迷漫。６０年代初以来，美国政府开始加强对排放废气的限制，并采取其他

限制措施，可控制污染的措施效果甚微。 

表 5  美国土地价值飞涨情况(单位:10 亿美元) 

 1850 1900 1922 1950 

非农业土地居住地 0.8 15.0 56.6 249.3 

非农业土地非居住地 1.1 14.3 45.9 118.5 

农业土地 0.7 3.6 12.4 26.8 

资料来源：《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期到１９７０年》，第２５５页。 

表 6  美国几个大城市人均财政情况(美元) 

/总支出|税收|债务| 

1970 年|1982 年|1970 年|1982 年|1970 年|1982 年| 

总支出 税收 债务  

1970 年 1982 年 1970 年 1982 年 1970 年 1982 年 

纽约 838 2221 383 1143 1101 1472 

亚特兰大 236 820 92 162 538 2354 

华盛顿特区 1011 3532 517 1923 621 2783 

圣保罗 214 837 83 177 449 2316 

里士满 530 1248 210 668 787 1633 

巴尔的摩 639 1545 222 465 649 1123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摘要》（１９８５年），第２８７页。 

    交通拥挤、犯罪迭起、地价飞涨、环境污染，诸多问题弄得政府焦头烂额。为了应付这

些问题，都市财政赤字严重，债台高筑。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美国城市财政总支出从３４

１．７３亿美元增至９３６．９亿美元，增加１７４．２％。同期债务从４３７．７２亿美

元增为９１３．０２亿美元，增加１０８．６％。〔３４〕１９６０年，纽约市用于社会福

利的拨款为６７００万美元，而１９７５年仅用于对穷人的公共援助和医疗帮助即达９１１

００万美元。１９６５－１９７５年，纽约市财政支出增加了２６０％，而个人总收入（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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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主要来源）只增加了７９％。１９６６－１９７４年纽约市政府短期债务（六个月）从４．６

７亿美元猛增至３４．１６亿美元。〔３５〕到１９７５年纽约市财政濒临崩溃边缘，银行

拒贷新款，要求还旧款。幸得联邦几十亿美元贷款方才度过难关。其他许多大城市，如底特

律、巴尔的摩、辛辛那提、亚特兰大、里士满等都在劫难逃，背上沉  重的财政赤字负担（见

表６）。 

    综上所述，本文粗略地探讨了美国农业人口外迁与城市化，认为农村人口外迁是美国工

业革命与农业革命发展的结果，其中城市文明的诱惑也作用不小。美国人口城市化有其有利

的一面，也带来和加重了交通拥挤、犯罪、地价飞涨和环境污染等多种问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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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口再分配与经济增长，１８７０－１９５０年》(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United States, 1870-1950)，费城，１９６０年版，第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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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同上，第５页。 

〔9〕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下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版，第３４１页。 

〔10〕沃尔特·威尔科克斯：《美国农业经济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６１页。 

〔11〕同〔９〕，第４１页。 

〔12〕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６９４页。 

〔13〕玛丽·诺顿（Mary B. Norton）和戴维·卡茨曼（David M. Katzman）等著：《一个

民族与一个国家：美国历史》(A People and A Natio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波士顿，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４２页。 

〔14〕查尔斯·格拉布（Charles N. Glaab）和Ａ·西奥多·布朗（A. Theodore Brown）：

《美国城市史》(A History of Urban America)，纽约，１９６３年版，第１０１页。 

〔15〕同〔１３〕，第５４７页。 

〔16〕肯尼思·杰克逊（Kenneth T. Jackson）和斯坦利·舒尔茨（Stanley K. Schultz）

编：《美国城市史》(Cities in American History)，纽约，１９７２年版，第３２７页。 

〔17〕同〔１４〕，第１３６页。 

〔18〕哈  里·沙伊贝尔（Harry N. Scheiber）、哈  罗德·瓦特（Harold G. Vatter）和

哈  罗德·福克纳（Harold U. Faulkner）：《美国经济史》(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纽约，１９７4年版，第 215 页。 

〔19〕格伦·波特（Glenn Porter）编：《美国经济史百科》(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纽约，１９８０年版，第７５页。 

〔20〕《美国统计摘要》（１９８５年），第１７页。 

〔21〕哈里·普洛斯基（Harry A. Ploski）和詹姆斯·威廉斯（James Williams）：《美国

黑人》(The Afro-American)，纽约，１９８３年版，第４５０页。 

〔22〕康拉德·托伊伯（Conrad Taeuber）和艾琳·托伊伯（Irene B. Taeuber）：《美国变



《美国研究》1990年秋季号 61

动中的人口》(The Changing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纽约，１９５８年版，

第１０６页。 

〔23〕美国“全国资源委员会”：《变动中的人口问题》(The Problems of A Changing 

Population)，纽约，１９７６年版，第１１２页。 

〔24〕同〔１６〕，第４４５页。 

〔25〕同〔２〕，第１１－１２页。 

〔26〕约翰·雷（John Rae）：《美国汽车简史》(The American Automobile, A Brief History)，

芝加哥，１９６５年版，第２３７－２３８页。 

〔27〕同〔２０〕，第５９６页。 

〔28〕同〔２０〕，第５９９页。 

〔29〕弗·斯卡皮蒂：《美国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９５页。 

〔30〕同〔２〕，第４１３页。 

〔31〕同〔２９〕，第２８８页。 

〔32〕同〔２９〕，第２９０页。 

〔33〕同〔２０〕，第７２９页。 

〔34〕同〔２０〕，第２８６页。 

〔35〕乔恩·蒂福德（Jon C. Teaford）：《二十世纪美国城市：问题，希望与现实》(The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City, Problem, Promise and Reality)，巴尔的摩，１９８

６年版，第１４３－１４４页。 

 
 
 

代役租初探 
 

——美国殖民地时期封建残余研究之一 
 
 

杨玉圣 

 
 

（一） 

 
    北美殖民地的代役租（Quit-Rent）是由其宗主国——英国移植而来的。在英国，它经历
了由实物地租、劳役地租到货币地租的演进过程。黑死病骚扰后，由于劳动力相对匮乏，加

之贸易、工业的兴盛导致土地贬值，最终使五花八门的封建性负担转变为固定的代役租。〔1〕
与以劳务、谷类或低劣货币交纳的“黑色”租（“Black” Rent）不同，代役租的特点是“白
色”（“White”），亦即“银租”（“Silver Rent”）。就是说，通过付出代役租，佃租或耕种土地
者（the tenants）即免除了所有其他每年应负担的封建义务。〔2〕它是领地所有权的象征。
国内有一种说法称代役租“是契约奴在劳动期满获得‘解放’、得到一小块土地以后，为了

表示对业主——授地者的忠贞，必须按时缴纳的一定量的租金”，〔3〕此说其实似是而非，
很难经得起推敲。至于有的学者不顾北美的具体情况，把代役租说成“是封建时代为了免服

兵役而缴的租税”，〔4〕纯系望文生义，并没有多少道理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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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３２年６月２０日，英国国王在授给马里兰殖民地卡尔弗特业主的特许状中尝言：
业主有权给任何人以土地，后者得向前者承付“适宜的”“劳役、佣金及地租”〔5〕。这是见
诸记载的首次比较明确的规定。那以后，在颁授给缅因、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特许

状和赐予约克公爵领地时，都曾专门谈及代役租的问题。１７３２年６月９日，在英王授给

佐治亚殖民地的特许状中，还进而确定定居者应每１００英亩土地交代役租４先令。〔6〕 
    我们目前尚很难仔细说明美国殖民地时期代役租交付数额。因为它因殖民地而异，不同
时期亦有差别。概括地说，在北美诸殖民地，代役租额通常为每１００英亩土地２至４先令，

〔７〕这是较为公认的说法。〔８〕相对言之，并不过高。其所以如此，主要是为了争夺移

民之故。因为如果租额过甚，势必阻滞殖民地的开拓。新大陆地广人稀的特殊条件也是一个

重要因素。这可以佐治亚为例。创建该殖民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让那些在国内无法谋生的

穷人移居到南卡罗来纳边疆，因为那里是一片地多人少之地”。佐治亚创建伊始，规定每１

００英亩土地收４先令代役租〔９〕。１７３３年，突然增至２０先令，并要求授地１０载

后即以英国货币支付之；倘逾期６月不纳，即没收土地。结果不仅代役租事实上很少能征收

起来〔10〕，而且这还成为该殖民地困难重重、发展缓慢的主导因素之一〔11〕。直到１７５
０年，佐治亚殖民地才仅约有２０００人〔１２〕。这个数字约相当于马里兰殖民地１７５

６年时人口的１．３％、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人口的０．９％〔１３〕。有豁免代役租的情形：

第一，为了鼓励在西部边疆地区移民、抵御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马

里兰、宾夕法尼亚殖民地都采取过在一定期限内免征代役租的灵活政策。第二，用以筑路、

街道（不超过１００英尺宽）、教堂、墓地、码头及其他公益的土地，也不收代役租。第三，

纽约殖民地亦不乏大地产占有者不交或少交代役租的例子〔１４〕。 
     

（二） 

 
    代役租之征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弗吉尼亚创始之初，代役租由司库或其代理人负
责。１６１９年议会召开时，垦殖者代表吁请任命一官员专管代役租崐征收事〔１５〕。１

６３７年后即由王室官员——主要是县行政司法官承理。与征收代役租事务有关的副审计员

和总收集员初由一人承当，１７０５年后始由两人分担。总收集员由国王任命，副审计员由

总收集员指定，总督对其权威是模糊不定的。１７２０年通过的法案要求县行政司法官将其

所在县划分成若干区，各固定一地，他在每年的２月２０日以前往那里征收代役租，并令县

法院监督县行政司法官履行其责，将所有收入转交总收集员。１７３３年，马里兰殖民地每

个县设一名收租员，直接对业主代理人负责。在北卡罗来纳殖民地，开始时是由一位总收集

员负责的，他每年到伊登顿和巴斯镇收租，可从中提成１０％。不过，很少有人情愿跑如此

远而乏味的路来交这种不讨人喜欢的代役租。其后，任命若干收租人。１７３１年，英政府

任命总收集员、副审计员、督察员各一人具体负责南、北卡罗来纳的代役租征收工作。但这

些人皆住在南卡罗来纳，故对北卡罗来纳的有关事务很少关心。宾夕法尼亚为了加强征收代

役租，１７５３年任命两位总收集员——理查德·霍克利和埃德蒙·菲齐克，两人天天在费

城上班（星期天和节假日例外）：上午从７点到１点，下午是２点至６点。３月份往各县征

取。《宾夕法尼亚报》１７５５年２月４日、１１日、１８日及３月１８日的告示云：凡在

法律上对业主有义务纳代役租者，均应交其过期未付的拖欠租金给霍克利或菲齐克，地点、

时间如下：费城，３月１日至８日；切斯特，３月１０日至１５日；彭斯堡，３月１７日至

２２日；兰开斯特，３月２５日至２９日〔１６〕。另外，英政府还通过派遣特使的方式来

处理有关代役租事宜。比如，亨利·麦卡洛曾奉使南、北卡罗来纳以专门调整其土地关系和

重新组织代役租制度。 
    为实施代役租制度，大多数殖民地都采取过相应的措施：其一，扣押财物。这是通常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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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手段。１６５０年，马里兰议会规定，凡拖欠租金不付者，即扣押其“任何物品、牲畜”

来抵偿。弗吉尼亚殖民地也采取过此等措施〔１７〕。其二，没收土地。这是最厉害的一着。

南卡罗来纳殖民地当局要求所有的授地均应为１８个月内注册，以法币付其代役租。若逾５

载不交，其土地即应“归还”国王。约翰逊总督１７３１年１１月１４日致函贸易局，称此

办法“对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是绝对必要的”。其三，诉诸法院。纽约殖民地总督亨特即以

此对付那些不愿交代役租者。据他本人在写给贸易局的信中说：此举颇见成效，一大批拖欠

租金被纳上了。 
    安德鲁斯教授作过这样的估计：马里兰每年能征收代役租８０００镑，弗吉尼亚、南卡
罗来纳、宾夕法尼亚和北卡罗来纳是每年１０００至３０００镑，纽约、佐治亚也有一些，

但为数不大，新泽西“实则分文皆无”。〔１８〕当然，这只能是大概言之。要对代役租实际

征收情况作出准确的定量分析，在目前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主要是由于殖民地时期有关统计

材料残缺不全的缘故。 
    总的来看，马里兰代役租收效最显。１６９０年时，其代役租漏收的近１／３，１７４
５年时为１／５，１７５５年时为１／７，及美国革命前所漏收的尚不到１／１０。弗吉尼

亚的征收情况较好，尽管在整个１７世纪，总督们在征收代役租的过程中遭遇到极大困难，

他们不止一次地在写给贸易局的信中抱怨说〔１９〕，有大量的代役租过期未付，而要让这

些人如数纳上又是不可能的。南卡罗来纳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它在１７３５－１７４

０年所征收起来的代役租还只有１／３，但到１７４６－１７５１年已有１／２，迄１７７

０年，约有３／４的代役租都可以征收起来。赫伯特·阿普特克教授曾把马里兰和北卡罗来

纳作为北美征收代役租的两个主要殖民地〔２０〕。马里兰肯定是，但北卡罗来纳就未必尽

然了。１７００－１７７９年，宾夕法尼亚计征收代役租６３６９７镑８先令３．５便士〔２

１〕，倒不失为一个居中的典型。据估计，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英王室和业主代役租簿上

每年有３７５００镑，其中大约５０％能被征收起来〔２２〕。 
    必须指出的是，代役租本应以银币交纳。但是，殖民时期硬通货缺乏，故只得采取支付
媒介的办法，代之以实物。相当于折钱实物租（折租）。在马里兰，其他农产品偶尔也用，

但主要是烟草。该殖民地参事会１６４０年１２月指示肯特岛县行政司法官，在征收代役租

时，每磅烟草折３便士、每配克小麦值１２便士。这一比价后作过几次调整。如１６６２年

议会规定每磅烟草相当于２崐便士，１６６９年改作３．５便士。英王曾指示弗吉尼亚代役

租要以硬币支付之，在特殊场合亦可接受烟草。由于通货微乎其微，唯一可行的还是后者。

弗吉尼亚议会在１６６６年禁种烟草１年，故是年６月的一项法案规定用实物以固定价格来

支付代役租，包括小麦、不列颠豌豆、玉米、大麦、印第安豌豆、燕麦。间或也以纸币交纳，

但因其大量贬值，１７６２年，单此一项即损失代役租收入１０００镑。最初卡罗来纳的业

主们要求以法币交付代役租，但势难行之。１７１５年，北卡罗来纳议会通过的法律所指定

的实物含烟草、玉米、小麦、米脂、皮革、河狸皮、野猪皮、黄油、干酪、沥青、鲸鱼、猪

肉、大米、松#O&脂〔23〕。南卡罗来纳议会１６９６年２至３月通过一系列法案，亦承允
蓝靛、棉花、丝、大米、牛肉、猪肉、豌豆等代为支付代役租，其折价由６名委员确定——

３人由总督和参事会指定，另３人由议会选派。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代役租“很快从实物的

形态转变为货币的形态”，〔２４〕就北美具体历史情况言，并不符合当时的真实。 
     

（三） 

 

    我们所感兴趣的不仅止这些。在接触了较多的史料之后，笔者认为，代役租曾在美国殖
民地时期产生过深刻的社会影响，由它而引致的矛盾、冲突和斗争，错综复杂，不仅构成了

当时丰富多采的历史内容之一，而且还与美国革命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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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这种得自代役租的收入曾被用于多种场合，主要是：（１）总督及其他王室和业
主政府官员、地方官员的薪俸支出。以业主时期的北卡罗来纳为例，总督每年要从代役租所

得中领取薪金３００镑，参事会主席、秘书、首席法官、总代理人亦皆由此领取薪水，总收

集员提成１０％，特别收租员另外得１２％。１７１３年代役租及售地所得收入中，单被用

于支付薪金和征收费用的即占８５％。（２）教育经费支出。以弗吉尼亚为典型。１６９１

年，该殖民地议会请求从代役租盈余中拨款资助创建一所“威廉王和玛丽女王学院”，英国

财政部不肯，但布莱尔等人坚持不懈。翌年９月，英王终于同意从代役租中拨出１９８３镑

１４先令１０便士来创建该校。１６９３年２月８日，颁发特许状，授权在威廉斯堡建立“弗

吉尼亚威廉和玛丽学院”，〔２５〕这就是著名学府——威廉－玛丽学院的由来。（３）其他

支出。从业主１７１４年９月、１７１５年４月、１７１９年４月先后写给别人的信中得知，

南卡罗来纳殖民地曾从代役租中拿出５００镑在查尔斯顿建立一座教堂，同时每年给教区长

１００镑以保证该殖民地教会的“和平、团结和安定”。弗吉尼亚还以之用于军事方面，如

在詹姆士敦建立要塞，还两度不情愿地从代役租所得中挪出１２０２镑来援助正在与法国和

印第安人处于战争状态的纽约殖民地。还有时用于特殊情况。比如，为了调整、确定弗吉尼

亚和费尔法克斯领地的边界，曾从代役租中花费１２３５镑１６先令１便士。调整弗吉尼亚

和北卡罗来纳边界所用１９７３镑３先令１便士亦取于此。有趣的是，罗伯特·亨特１７０

７年５月赴弗吉尼亚任代理总督职的海路上，因被一艘私掠船掳掠到法国，也从代役租中拿

出一笔钱以偿付他丢失的包裹及４年的俸给〔２６〕。 
    其次，围绕代役租的征收和支配，议会与总督或业主间时有纷争，这是美国殖民地时期
政治史上一个颇有特色的问题。从１７５３年起，宾夕法尼亚议会同业主断断续续进行了长

期斗争。１７５９年，议会决定通过对包括业主代役租在内所有财产抽税以筹款１０万镑。

是年４月，总  督无可奈何地签署议会的法案，从而第一次使业主财产亦无例外地受议会征
税的控制〔２７〕。弗吉尼亚的情况也很有意思。１６８４年，英王指示霍华德总督废除以

烟草纳代役租的法令；它曾规定按１６６２年烟草价格，烟草与英镑的折兑率是每磅等于２

便士。由于烟价下跌，税收实额降低，英王遂欲以通货替代烟草，但遭到该殖民地议会代表

的强烈反对。两年以后，双方才达成协议：代役租仍用烟草交纳，但折兑率相应地每磅改为

相当于１便士〔２８〕。弗吉尼亚总督斯波茨伍德曾颁布命令，凡代役租逾３年未纳者，当

没收其土地。面对公众的反对，议会很快通过法案：除扣押财物外禁止任何强迫性征收代役

租的其他崐方式，实际上就是取消了总督的措施。《航海条例》实施后，马里兰的烟草出口

受到很大打击，价格暴跌，产品积压，上院为保证收入不受影响，提出停止使用烟草作为交

换手段，只准用货币来支付代役租和债务，这显然有害于小农，议院（下院）抵制了这一建

议〔２９〕。凡此等等，自然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暴露。更进一步看，

它还从一个重要侧面直接反映了北美社会矛盾发展的态势之一，即议会代表殖民地利益的民

族主义，总督体现了英帝国利益的殖民主义。这是殖民地与宗主国进行反抗斗争的战线之一。 
    再次，北美人民的反代役租斗争是殖民地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与旧大
陆相比，北美殖民地的代役租较低。但即便如此，它依然是人们激烈抵制和反对  的目标。
究其原因，主要是如下３点：（１）殖民地社会是由移民构成的。这些过去备受封建剥削之

害的人，不畏艰辛、飘洋过海来到新大陆，最渴望的就是完全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封地。当

时人乔治·芬韦克在一封信中证实：那些占据土地的人说，“我们必须在这里完全独立并且

是我们自己的土地的主人”。这正好概括了那时候绝大多数人的愿望或理想。（２）北美有大

量的闲置土地，移居者把不交代役租、获得一块自由土地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普遍的心态都

是视代役租为一种“不公正而又令人憎恨的制度的遗物”。诚如英克里斯·马瑟指责强迫马

萨诸塞人交纳代役租之举时所说，“⋯⋯土地是他们多年来付诸巨大财力从荒野中开辟出来

合法占有的”。（３）与以上两个方面有关，“在新英格兰，⋯⋯定居者激烈反对像代役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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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负担，以为它是效忠的象征，并相信这是对他们作为其土地的主人权利的专横限制”。

〔３０〕这种根深蒂固的敌视心理和抗拒精神还通过移民迁居而“传染”给其他殖民地，如

纽约、新泽西、北卡罗来纳等。先看纽约。１７５１年，该殖民地利文斯顿的许多佃农拒付

代役租，并决心占取当初从马萨诸塞那里得到的授地，“不仅作为佃农，而且要成为主人”，

其领导人是迈克尔·哈勒克和乔赛亚·卢米斯。比这更有影响的是，１７６５年１１月至１

７６６年３月，纽约殖民地又爆发了由普伦德斯加特、芬奇和芒罗领导的抗租斗争，反对交

纳代役租。为镇压这次非同寻常的造反，当局数度悬赏捉拿其首领。１７６６年５月１７日

有消息说，“数以百计的佃农加入斗争的行列，武装起来，剥夺一部分人的地产，把土地分

给另一部分人，不交租或纳税”，此一运动曾扩及数县，后来普伦德加斯特等被捕〔３１〕。

宾夕法尼亚业主试图通过征收代役租而置广大移民于封建义务束缚之下的努力也是遭到极

力反对的〔３２〕。弗吉尼亚格罗斯特县的一位土地占有者借口他本人“发现”了某块土地，

因而要求免除他已占有的８００英亩空闲土地的所有欠租。南、北卡罗来纳的边界争执也为

人们逃避代役租找到了口实：在边界区，大家拒绝向任何一个殖民地交其代役租。约翰·哈

默１７５７年１２月５日说，他只有冒着生命危险才能征收到代役租。１７６２年，近１５

０家居民占领舒勒与里迪河之间的土地，声称这属于南卡罗来纳的辖区，并自组武装，拒不

承认北卡罗来纳的权威。新泽西反对代役租斗争之激烈，亦昭然若揭。那些反代役租者声称：

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其他人占有更多的土地，拥有土地是“自然权利”。１６７０年，他们举

行起义，停交代役租，还建立起“残余”议会，直至１６７３年荷兰再度征服纽约和新泽西

时为止〔３３〕。１８世纪４０、５０年代，斗争再起，由于反代役租代表在议会中占多数

席位，亦因为英法战争爆发后需号召人民参战，总督终于在１７５４年同意不再征收代役租，

这是一个重大成果。１６５４－１６８９年，马里兰殖民地有５次反代役租斗争发展成武装

冲突〔３４〕，有一位反代役租者还写下了这样一篇文章：《巴比伦的灭亡！——对巴尔的摩

勋爵的忠告》。北卡罗来纳是不能舍弃不论的另一个典型。该殖民地档案保留的材料说，１

６７７年卡尔佩珀起义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谣传代役租将增加〔３５〕。１７６８－１７７

１年，北卡罗来纳爆发了声势空前的自订约章者运动，波及奥兰治、安森、罗恩等县，其主

要矛头之一就是代役租。１７７１年５月１６日，自订约章者在阿拉曼斯之战中被镇压。弗

雷德里克·Ｊ·特纳教授指出：此战“是一场反对特权、争取政治权利和权利平等的冲突，

它的确是〔美国〕革命的预演”。〔３６〕 
    最后，我们专门谈谈更广泛的反代役租斗争——占地运动。１７３１年１月１０日，马
里兰总督奥格尔致函巴尔的摩业主说，许多人没有正当理由即擅占土地，实际上是否认业主

的权威。还在１７２６年，宾夕法尼亚即有非法占地者崐１０万人之众。詹姆斯·洛根１７

２９年写信给业主约翰·宾时说，“大量贫  穷、刚愎自用的人未经任何许可，即进入您的
土地”。在翌年的一封信中，洛根抱怨那些苏爱人擅占康涅斯特加庄园的１５０００英亩良

田，这些人还硬说，“当如此之多的基督徒”缺地劳作和谋取衣食时，却有“这么多的土地

闲置不用”，“这是违反上帝和自然的法则的”。〔３７〕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也存在此等情

况。占地斗争固然有与土著印第安人利益相抵触的局限性，但其主流是积极的，应予肯定。

正像美国历史学家Ｃ·Ｐ·内特尔斯教授所总结的那样，“通过强占没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

和拒绝支付代役租，他们坚定地逐渐破坏着现存的顾主土地所有制，直至美国革命最终摧毁

宾、巴尔的摩、格兰维尔和费尔法克斯的大地产”，〔３８〕这是很中肯的。 
    毫无疑问，上述诸如此类的种种斗争，对内从根本上抵制了新大陆的旧封建残余，对外
则有着反抗英帝国殖民控制的历史合理性。在联结殖民地与宗主国的一系列链条中，从议会

与王室总督或业主的矛盾，到拒付代役租、占地斗争、自订约章者运动，再到武装造反，环

环相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错有加，以前者为主导，日甚一日，随着岁月的流逝，终于

达到无可复加的总爆发的地步，只有用血与火来把这锁链彻底砸烂。这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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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行程。可见，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所存在的诸封建残余中，以代役租所引起的矛盾和冲突“最

为尖锐”。〔３９〕它是“许多摩擦和不满的一个根源”，并“导致了美洲的革命”。〔４０〕

长期以来，关于美国革命的原因一向为学者们孜孜探求的经典性课题。无庸置疑，美国革命

是近两个世纪来殖民地历史发展的总结。它是由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思想等因素相互

影响、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我们过去论及其背景时，习惯于罗列英国当局采取的重商主义

政策、税收政策及其他压迫性措施，但唯独没有哪怕是稍稍涉及代役租的影响。最基本的事

实是，殖民地时期的北美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９０％以上的人口依赖于经营农业为生，

这就决定了当时土地问题不可能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其焦点——代役租亦并非像一般

所想像的那样微不足道。前述史实和实例足以说明这一点。英殖民当局在１８世纪６０年代

以后加强控制和掠夺，诚然催化了殖民地与宗主国的矛盾，但这距离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的

列克星敦之战充其量不过十几年时间。单纯作这样的解释是断难避免陷于偶然因素论的窘境

的。我们应多层面、从长时段来科学地考察这一划时代的历史巨变。对代役租的研究或能有

所助益。安德鲁斯教授是研究美国殖民地时期的奠基者之一，他认为，整个围绕代役租的斗

争都是“密切地与殖民地通向独立〔之路〕的运动相关联#O&的”。〔４１〕作为研究英属美
洲殖民地代役租问题的权威，小邦德教授在认真探讨了代役租与独立战争爆发的关系后认

为，“这一封建性负担可以被看作是〔殖民地〕日益增长的不满的原因之一”。他严肃地提出

了这样的学术观点，即当那些引起最后决战的不满因素尚未突出时，“无疑代役租已经是一

个极大的根源了”，它“构成了美国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４２〕我们认为，这些见解独

到、深刻，应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 
     

（四） 

 
    北美殖民地代役租之废止，情形各异。约略有如下几种情况：第一，在新英格兰，封建
性授地制归诸失败〔４３〕。１６５０年，马萨诸塞首先正式废除代役租。康涅狄格、罗德

艾兰等尾其后。第二，大多数中、南部殖民地是在独立战争和战后改革浪潮中废除代役租的。

马里兰州议会１７８０年３月宣布，对一个外来君主交纳代役租，有损马里兰人的自尊，它

是依附于一个不在地主的象征，已变成一种过分的封建负担。凡纳代役租的任何地方，自宣

布独立起，理应废弃之。北卡罗来纳州于１７７６年１２月、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分

别在１７７９年废除了代役租。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也在美国革命的风暴中扫除了这一

封建残余。第三，新泽西是１７５４年宣布停止交纳代役租的，已如前述。第四，纽约州的

代役租废止于１７８６年〔４４〕。不过，严格就法律意义言，则是由１８４６年州宪法最

终完成的。 
    从如下一件史实还可以进一步了解美国革命对代役租的冲击作用。1774年，理查德·亨

德森、约翰·威廉斯、托马斯·哈特、纳撒尼尔·哈特、戴维·哈特、约翰·勒特雷尔等组

织特兰西瓦尼亚公司，创建朋斯韦尔殖民地，有权征收代役租。独立战争开始后，它派代表

请求大陆会议批准其所要求的土地。塞缪尔·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对此甚不以为然。在

他们的建议下，１７７６年将该地区改为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县，这就“终止了专制政府的出

现和代役租的继续征收”。 
    从代役租——英属北美殖民地存在的主要封建残余——的基本被清除这一事实，我们还
有必要就美国革命的社会民主性问题另作讨论。按照列宁的说法，“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

一个任务，就是扫除、摒弃并破坏旧世界的一切桎梏”。〔４５〕美国革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

次大规模的成功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它赢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大体上“完成了它所

应做的一切”。然而，本世纪５０年代崛起并雄踞美国史坛的新保守学派史学家，忽视诸如

代役租等封建残余，并否认美国革命反封建的社会民主性，或仅把它视为单纯脱离英国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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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运动。应该承认，这种见解的提出对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考察美国革命是有启发性的，但却

很难被认为是全面的。我国的专著、教科书和文章更多地是强调美国革命的民族独立性方面，

对于像代役租等封建残余基本被清除这一重大民主成果尚嫌注重不够。有的书还把美国革命

看作是“最不彻底的革命”，〔４６〕是很让人费解的。其实，独立以后的合众国之所以“没

有中世纪的废墟挡路”，应该说，这首先是与美国革命对封建残余的清除有关。这种“清洗

土地”式的对封建土地所有制残余的社会改造，既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民主的成长，又为资

本主义的健康发展创造了极有利的客观条件。美国经济史学家福克讷称美国革命对代役租这

一封建残余的涤荡是“一种把土地所有权变得民主化的社会革命”。〔４７〕博加特和凯默勒

亦认为，此举系“通向废除封建特权和使土地占有愈益民主化的运动”〔４８〕的体现。威

廉·Ｚ·福斯特也曾正确地指出，美国革命不仅“有很强的民主成分”，而且是“西半球反

封建斗争的第一次”。〔４９〕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对于这些甚有价值的科学论断，我们却

始终没有能给予应有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缺憾。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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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龚淑林 

 

 

美国独立后教育相当落后，通过多次教育改革，竟发展为教育超级大国。它的高等教育

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这对美国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世界起了重要作用。尽管美国

各个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与弊病，但在教育改革方面的一些作法却值得我们重视与研究。本文

谨就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特点和趋势作些探讨。 

     

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 

 

    美国的高等教育虽然先受英国，后受德国的影响很大，但是美国人民敢于向传统观念挑

战，勇于创新，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很多独特之处。 

    （一）美国最先重视发展高等科技教育 

    美国１６３６年创立的第一所大学哈佛大学，是英国移民完全仿效英国牛津、剑桥大学

的模式而建立的，仅设神学科，培养教会教士。此后陆续建立的威廉与玛利学院、耶鲁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在性质上都是宗教性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牧师。〔１〕殖民地时期建立的九

所高等院校，都是私立的，收费昂贵，学生很少，１７７５年哈佛大学毕业生仅４０人，耶

鲁大学３５人，显然不敷需要。〔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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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美国第一次工业—技术革命的开展需要培养一批高等专门人才，充实工业各个部

门，因此美国在发展和改革高等教育时，最先重视发展高等科技教育。１８０２年在纽约建

立的西点军工学院，是美国最早的军事学院。〔３〕１８２４年纽约州又创立伦塞勒多科技

学院，它是英语国家第一所科学和工程学院。〔４〕这两所学院是美国科技教育发展史上的

两个先驱，专门传授工业知识、培养工业人才。特别是伦塞勒学院，别开生面地开设自然科

学和工程学，培养美国首批持有工程学学位的毕业生。〔５〕所以它受到社会重视。美国教

育史家喀布来在《美国公共教育》中说：“正如同有了哈佛，才有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有了伦塞勒学院，才有了美国的科技教育。”〔６〕贝克尔在《美国教育中的实验》中也说：

“如果没有伦塞勒学院培养的人员，出而办理大学中新的科系，指导铁道和工厂的建造和工

作，美国产业革命必将拖后２５年。”〔７〕随着工业—技术革命向纵深发展，美国又成立了

许多科技高等院校，如１８６４年的马萨诸塞科技学院，１８８０年的凯斯应用科学学院，

１８８３年的罗斯多科学院等。此外还有老牌大学附属的技术学院，如１８４７年附属于哈

佛大学的劳伦斯技术学院，附属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采矿技术和制造学院，以及后来的汤科

技学院，１８６１年附属于耶鲁大学的谢菲尔德科技学院，１８６４年附属于哥伦比亚大学

的采矿学院等。〔８〕南北战争后，又建立了许多专业技术学院。这些科技学院的建立，为

美国工业发展造就了大批高等科技人才。 

    世界工业—技术革命发端地的英国，自１８２８年在伦敦建立大学学院才开始注意自然

科学的课堂讲授。到１９世纪３０年代，老牌的牛津、剑桥等大学，通过改革才增设了近代

科学的专业，自然科学才成为主要学科。但是此时技术学院在英国仍是低一等的高等教育，

没有授予学位的权利。〔９〕英国大力发展科技方面的大学和学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

事。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就更晚了。正因为美国最先重视发展高等科技教育，才使美国第一次

工业革命发展速度胜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这是美国于１９世纪末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工业强

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先进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各生产单位需要介于于高级

和过去中级之间的科技人才，美国又大量发展２０世纪初出现的两年制初级技术学院。它介

于中等与高等教育之间，起桥梁作用，有利于满足各种人的要求。这类学院的学生在大学生

总数中的比重高于其他国家，在１９６６－１９６７学年，法国为０．４％，日本为１４％

（１９６５－１９６６年），而美国为２０．８％。１９７２－１９７３学年，法国为４．８

％，日本为１８．７％，美国则为２８．７％。到１９８１年美国达到３８％。〔１０〕 

    美国高等科技大学大量培养科技人才，输送到工业界，这无疑地促使美国比西欧国家更

快地在工业中采用处于基础研究前沿的技术方法。 

    （二）美国独创“赠地学院”和州立大学 

    南北战争后，美国农业、工业进入大发展时期，需要培养高等农业和工业技术人才。为

此，高等教育必须摆脱欧洲认为大学是纯学术殿堂，不应追求现实效用的传统观念的束缚，

大刀阔斧地创新。１８６２年７月２日，林肯总统签署了国会通过的《莫里尔赠予学院土地

法》，拨给每一忠诚州的每一参议员和众议员３万英亩土地。根据佛蒙特州参议员贾斯

廷·Ｓ·莫里尔提出的这项议案，这些土地将被用于创建农业学校和机械学校。〔１１〕按

《莫里尔法》的规定，联邦政府总共拨地约１３００万英亩辅助各州创办了农业和工业学院，

通称为“赠地学院”。随着州的增加，农工学院陆续增为６９所，均以农、工专业教育为主，

而且鼓励学生利用假期从事生产实习。学院还针对各地农民举办讲习班的需要，非常重视推

广农业科学知识和革新耕作技术。 

    “赠地学院”是当时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新型高等学校，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也是独一无

二的。这种学院快速培养出大批农业、工业现代化人才，对美国农业和工业发展贡献很大。

当前，这种学校共占全国高等学校总数的４％，收容学生却占全国高等学校总数的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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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的博士学位占全国４０％。６０年代，美国健在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约有半数出身于

这类学校。〔１２〕喀布来在《美国公共教育》一书中指出：“联邦政府给予教育的各种补助

中，似乎没有别的补助像拨地兴建农工学院和以后拨款举办这类教育，曾获更丰硕的成果

了。”别的教育史家也公认：如果说没有这类学校提供得力人才，美国农工业就不能取得突

飞猛进的发展。〔１３〕各州的农学院成了农业技术的最高指导机构，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科

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改变了美国农业落后面貌，促进了美国农业技术革命，使美国成为世

界上最早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国家。 

    美国原有的九所高等院校，都集中在东部城市，无法满足南部和西部新州建设事业的需

要。１７８５年佐治亚和北卡罗来纳州创设州立大学，接着西部的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也相

继建立州立大学，后来又推广到新旧各州。到１９世纪末，因为传统大学不能为生产的发展

提供足够的人才，所以美国继续大力兴办州立大学，州立大学终于取得了对私立院校的优势。

这种学校强调应用，强调综合学科，系科较齐全，容纳量比私立大学大，同时学费较低，所

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欧洲兴办大学原属教会的特权，直到１９世纪才开始由政府办大学。

法国政府举办大学的开端是１８０８年创建法兰西帝国大学，德国于１８１０年创建柏林大

学，英国的伦敦大学到１８２５年才建立。美国由政府兴办州立大学先于欧洲，是对传统的

挑战，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创举。 

    （三）美国高等管理教育开展最早，发展最快 

    １８８１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立商学院后，就开始了最初的管理教育。２０世纪初，工

商业经济迅速发展，美国产生了工程师泰勒创始的“科学管理”学说。泰勒制大大加重了工

人劳动强度，遭到工人的愤恨与反对，但在合理化生产上的价值是不可抹杀的，对批量生产

技术的影响也是巨大的。〔１４〕从此，一些工商界人士认识到管理人员应受大学水平的专

业教育，在他们的敦促和资助下，哈  佛、宾夕法尼亚和纽约等几所大学开设了私立工商管

理学院，其他一些大学也开设了管理专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研究规模和企业结构不

断扩大，经营管理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大支柱，管理教育也就成了发展经济必不可少

的组成部分，并获得迅速发展。当前，管理教育在美国的发展已达到空前的规模。全国现有

６６５所工商管理学院，有１２００多所高等院校开设了管理专业。〔１５〕麻省、加州理

工学院、哈佛、斯坦福、哥伦比亚、芝加哥等大学均附设了著名的管理学院。这些学院设置

学士、硕士和博士课程。据统计，美国现有管理专业的本科学生７０万人，研究生１０万人，

他们占在校学生总数的８％。〔１６〕 

    美国也是世界上最早举办管理人员在职讲习班的国家。麻省理工学院于１９３１年举办

了为时一年的青年管理人员在职讲习班。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哈佛大学管理学院为

复员的原军事部门管理人员举办了７期讨论班。到１９４５年讲习班正规化了，形成今天的

“哈佛高级管理人员讲习班”。１９７６年美国已有４８所大学将举办在职管理人员讲习班

定为学校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年，全国设有管理系科的６００多所大专院校有２／３举

办了各种形式的短期讲习班。〔１７〕 

    西欧国家传统思想根深蒂固，较为保守，一贯把管理教育视为半学术性，二流科学，在

很长时期里都不承认经营管理作为科学的学术地位。因此最早的管理教育是以非正规教育的

形式出现，由公司与某些大学合作举办讲习班。西欧国家的正规管理教育起步比美国晚。在

一些历史悠久的大学里，至今没有管理专业。直到５０年代后半期，管理学科才在部分大学

成为正式专业，而且是处在模仿、借鉴阶段。到７０年代各大学才普遍开始重视管理教育，

逐步走向创新阶段，建立适合国情的管理教育体系。 

    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管理教育开展最早，最为发达的国家，它的管理科学的成熟被美国

看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欧洲国家把它们和美国的“技术差距”

视为“管理差距”。〔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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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美国高等教育最早对特权教育进行改革 

    美国独立以前，只有统治阶级的子弟才能上大学。黑人、印第安人、黑白混血种人、欧

印混血种人、白种工人和小农，均不为学校所接受。殖民地时期的９所大学，具有鲜明的阶

级性。如哈佛、耶鲁等大学，学生名次的先后均按家长身份来排列。妇女在教育方面也是受

歧视的，即使富人的女儿要受教育，也只有请家庭教师来教他们。到内战结束时，南部学校

仍只限于培养白人上层社会的子弟。 

    美国建国以后，逐步对特权教育进行改革。州立大学发展时，正是美国向西部开发的时

期，杰克逊总统鼓励有志青年发挥自己的才智，为国立功。于是许多清贫有志的青年涌进学

校。南北战争后农工学院建立并发展，许多贫苦的青年又进入此类学校，有人称之为“牧牛

娃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需要大量的人力来巩固国防和振兴战后经济，高等教

育委员会于１９４７年提出报告说：“美国应当树立最高的奋斗目标，使中学、大学、研究

生院或高等专业学校，都能为全国人民各按其才能和兴趣去充分享受，而不被无法克服的经

济困难所障碍。”〔１９〕同时，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战争，促使美国人民觉醒，他们强烈要

求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在教育方面实行多种改革。１９５４年，联邦最

高法院就“布朗对托皮卡教育委员会的诉讼案”作出裁决：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违反第十四

条宪法修正案。〔２０〕布朗案在白人种族主义分子筑起的种族隔离的大堤上打开了一个缺

口，动摇着它的根基，是日后全面取缔种族隔离的开端。〔２１〕１９６９年，联邦最高法

院便硬性规定，立即取消黑白隔离的学校，国会并拨巨款奖励黑白合校工作，力图改变三百

年来教育上的种族歧视。据统计，１９７６年，适龄黑人青年入高等学校的约占２０％，白

人青年约占２５％。〔２２〕 

    １９５８年，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拨款１０亿多美元以改善接受各级教育的机会。

其中很大一部分贷给大学生和研究生。〔２３〕该法并且规定：如果贷款大专学生，毕业后

在中小学任教至少五年，该项贷款的一半可免于偿还。它还为有志于从事高等学校工作的研

究生提供５５００个奖学金名额。〔２４〕这样，贫穷的大学生获得了贷款和奖学金。当时，

许多大学也对贫苦学生贷款和赊欠学费，允许学生毕业后按其收入比率逐年还清。 

    美国高等教育对妇女开放，是１８３６年从蒙特·霍利奥克·塞米纳瑞开始的。此外，

有些男生学院办理附属女子学院，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巴纳德学院（１８８９），哈  佛大学

的拉德克利夫学院（１８９４）。女生逐渐可以进入医务及法律职业学校。１８３７年出现

男女合校的高等院校。〔２５〕以后发展到半数以上的本科生是女的。 

    由于美国高等教育对传统的特权教育进行了改革，高等学校数与大学生数一直迅速上

升。１９４０年高等学校总数上升为１８００所，１９６５年为２２３０所，１９７８年增

为３３６０所。１８７０－１９４０年美国人口增加３倍，大学生则由６万人增为１５０万

人，增加２５倍。１９５５年研究生为２５万名，１９７５年则接近８５万名。 

    美国青少年在法律上不分男女、宗教信仰、民族、阶级，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尽管

在这个贫富悬殊而又拜金成风的美国，谈不上真正的“教育机会均等”，然而它在这条道路

上却走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前面。欧洲高等教育开始于１２、１３世纪，带有浓厚的中世

纪传统。西德、英、法等国均实行教育双轨制。近几十年来，西欧双轨制出现并轨的趋势，

但只限于小学和中学，未涉及大学。欧洲大学始终为特权子弟所垄断。此外，从高校入学率

也能证明这一点，１９７９年高校入学率，美国为５６％，日本为２９％，联邦德国为２６

％，法国为２４％，英国为２０％。〔２６〕因此，英国科学家斯诺在所著《美国高等教育》

中说：“在全世界，你们是第一个使高等教育成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中的大部分人所享受

的教育，并且把高等教育不再当作少数天才单独享受的特权。”〔２７〕 

    （五）美国高等学校非常重视研究生教育 

    美国人认为高级研究人员的质量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性的力量，因而把研究生教育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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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关系到国家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美国较早建立了研究生教育制度。１８６９年哈佛

大学设置了研究生院，２０世纪初相继仿设研究生院的大学和学院日益增多。不过当时本科

生教育是大学的主体，研究生院为数不多，规模较小，力量也薄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高等院校不仅以教学为中心，而且逐步成为科研中心。高等院

校教师和中学教师多由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来担任。同时，发展科技、进行战备以及促进工业

发展都需要具有高级学位的人才。结果，愈来愈多的本科生升入研究生院，研究生人数迅速

增加，１９７５年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注册人数比１９６０年增长３倍多。美国的研究性大学

有３００－５００所。每年毕业的硕士有３０万，博士有３万多。〔２８〕本科生教育便发

展成为研究生教育的准备阶段。本科生的课程按研究生院的要求而定。一些大学里的研究生

院既有文理科的，也有专业的，如医、农、工、商、教育等。哈佛大学设有文理研究生院、

公共卫生研究生院、工商管理研究生院、教育研究生院。〔２９〕 

    重点院校的研究生院逐步成为大学的主体。研究生在一些著名大学里的比例迅速增长，

有的甚至接近和超过大学生人数，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学生与研究生的比例是１∶０．８，

加利福尼亚大学是１∶１，哈佛大学是１∶１．５８。〔３０〕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美

国高等院校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１９７４年统计，全国科学家有４０％集中在各

个大学。尖端科学研究集中在少数著名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等著名大学，

还设有高级研究生院，即招收已获得博士学位而继续研究的人员，任务是培养杰出的科学理

论人才和发明人才。博士后的培训已成为美国著名大学的一个突出标志。最近还出现了一些

培养研究生为主的研究院大学。 

    学位制度和研究生教育已成为一个国家文明、进步和发展的标志。美国科学水平能够长

期保持领先地位，与重视研究生教育有关。 

     

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趋势 

 

    （一）专业设置与课程结构的综合化 

    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知识总量的高速增长，科学技术出现了综合化的趋势，从而

使高等教育中的专业设置和课程结构的综合化成为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世界性趋势之一。美

国高等研究人员认为，综合性的专业和课程有利于培养现代人才的各种素质和思维能力，以

及组织、交际和实际工作等方面的能力。〔３１〕为此，美国高等院校的专业设置和课程结

构呈现了综合化的趋势。如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与哈佛大学合作的健康科学与技术学部，为

的是把医生、科学家和工程师组织在一起，用现代科学技术来解决重大的医学问题和健康问

题。在这个学部的基础上，后来又成立了健康科学、技术与管理学院，包括了人类生物学、

生理学、实验医学、保健政策及管理等方面的教学和科研。〔３２〕密歇根大学开设了电气

和计算机工程系，大气与海洋学系，环境科学工程学科等。有些大学还开设了如能源与社会、

历史与社会、文化与社会、计算机课程与社会等一类的课程共２００多种。新兴专业与课程

中表现出来的综合化趋势更为突出。麻省理工学院１９７７年开始筹建科学技术与社会学院

之后，就提出了一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教育计划，开设一组共有４２种内容相关的课程。

从内容上看，这类课程几乎全是综合性的，包括科学技术史、当前科技中的问题、科技与工

业社会组织、科技与精神文明等四个方面。〔３３〕 

    目前，跨系科研究和教学已成为许多著名大学，尤其是科技大学的重要方面。如麻省理

工学院１９８０年统计，已有３６个跨学科的教学和科研组织，如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

空间研究中心、能源实验室、人工智能实验室及运输研究中心等。〔３４〕这类组织芝加哥

大学１９７８年有２１个，哥伦比亚大学１９７９年有３３个。〔３５〕这些跨系科组织的

出现，打破了系（院）与系（院）之间的明确界限，培养了大量中间、边缘学科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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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视“文理渗透”的通才教育 

    １９８３年４月，美国大学学会和国家文科基金会在普林斯顿召开会议，会议的呼吁书

发出“获得文理通才教育，它是生活的方向”的号召。〔３６〕在美国大学里很强调通才教

育，反对过早专业化，一二年级没有明显的专业区别，文理科学生选上同样的课程。美国规

定文科大学生必须在人文科学（文学、史学、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社会学、经济

学、管理学）、艺术等四个领域中分别选修若干课程。如斯坦福大学要求文科学生在数学、

统计学、电子计算机应用技术等三门学科中，必须选修其中一门。同时也规定理工科大学的

学生必须学习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律学等等。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工程及应用科学专

门学院里，学生在一二年级除学数学及自然科学外，还必须学习综合性的人文学科课程，此

后才进入专业学习阶段。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规定理工科学生至少要修七门人文和

社会科学的课程。美国曾对１３１１位科学家进行了调查，发现有成就的绝大多数是精通几

门专业的人才。 

    （三）建立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 

    美国大学与企业之间原来没有什么联系。随着科学技术的综合化和生产一体化趋势的出

现，大学和工业界都意识到这种互不相通的现象阻碍了新技术的发展。因此，美国联邦机构，

尤其是国家科学基金会大力鼓励工业企业与大学之间建立密切联系。现在美国著名大学的周

围都建立了一批新兴工业企业，如围绕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形成  的波士顿—坎布里奇

“科学工业综合体”和以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为中心形成的“工业公园”等。美国

生产电子工业的基本材料硅片的“硅谷”的智力靠山，就是大学和有关的研究机构。这里有

美国第一流的斯坦福大学，还有圣地克拉拉大学等九所高等专科学校和１００多个私立专科

学校。许多学术上有造诣的学者和专家，有的兼公司顾问，有的是公司的创办者、董事等。

“硅谷”正在以斯坦福大学的生命研究中心为智力依托，兴起生命工程产业。１９８３年美

国已有这类公司１００多家。〔３７〕 

    这种联合体使得大学、科研单位和企业之间建立固定的联合机构，把三者的优势变成一

个总体优势，进行综合研究。这样便于研究重大的综合课程，特别是跨学科的攻关。大学向

企业转让先进的科技成果，为企业提供定期咨询或技术指导，为企业培养人才，有利于缩短

新技术由科研到投产的周期，克服中间脱节现象，保证新技术企业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在

这种情况下，公司和企业也都愿意向大学投资。１９８２年，美国企业资助大学的经费共达

１０亿多美元。伊斯曼·柯达等三家大公司在六年内分别向康奈尔大学生物工艺学研究所提

供２５０万美元的援助。〔３８〕大学得到企业的资助，便于改善办学条件，提高科学水平，

推动新科学的建立与发民，有利于大学充分发挥教学优势，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具有创造能

力和应变能力的新型人才。 

    这种企业出钱、出设备，大学出人、出主意的协作，近几年在新技术领域中发展尤为迅

速，对保证美国的竞争地位十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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